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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续的挑战 
 

——美国和世界格局的演进 

 

 

李国友 

 

 

    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急剧显示出两个时代交替中的不连续性。然而，旧格局的解体和新

格局的孕育，均非始自今朝，并将延续演进。发现和掌握导致这类变化的因素和规律，趋利

避害，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人类的命运。 

    本文试图通过对处于当代发展前沿的美国的某种’‘立体”式研究，即不仅从美国本

身，并且从美国对当代发展的作用，从美国和某些国家的关系和对比中，从中国和日本对美

国的不同交往方式和效果，来探本求源。 

 

微观对宏观的效应 

 

    体现在美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军拿、社会以及和全球的相互作用中，在理论

基础，发展特征和方式上，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微观基础是建立在量子理论、基因理论揭示的物质深层结构上；和牛顿定律和化

学元素不同，无法直接感受和观察到，并且其存在和变化往往是随机的、概率的。量子是不

连续的，在能级间的转换是跃迁式的。基因是“跳动的”，会对不同因素作出灵活反应；当

50 年代麦克琳托克发现这一帆理时，被遗传学界认为是“疯了”。索洛打破了经济学传统

增长理论的局限，在 50 年代就发现：1909 至 1949 年美国私人非农部门每人小时 GNP 的增

长中，87．5％来自技术进步，而其中头 10 年的增长中，1／3 仍归于资本密度的提高[1]。

实践的发展超过预期，索洛被授予 198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 50 年代的发现到 80 年代

被世界高度评价，说明在新的微观和经济理论基础上，新的生产力硕果已经展现。当西方传

统的经济发展在 70 年代陷入滞胀、石油危机和环境污染的困境中时，新的产业革命却从美

国向亚太和西欧悄悄地飞速扩散、渗透[2]。当人们觉察的时候，学者们还在争论如何定义

和命名的时候，它已经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对企业、地区、国家，顺者兴，逆者衰，势不

可当。这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法的科学性，显示了发展的

不连续性对传统意识和方式的冲击效应。 

    第二、技术向微观深入一个层次，会导致宏观某些方面成万倍的效应变化。经济发展最

活跃的前沿，提供边际附加价值、边际效用、边际收益最主要的部分，已从基于牛顿定律和

上次产业革命的规模经济，转向基于量子理论、基因和信息革命的微观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Microscale）。经济的发展从外延转向内涵，从依靠投入的有形生产要素劳力，自然资

源，资本的增长，转向挖掘内在潜力，人的智力，机体的免疫力，自然资源的深层效能。从

大规模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转向大规模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从满足共性转向个性。创新成

为企业的生命线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源泉。整个过去的产业革命使生产率增加了约 100

倍，而微电子革命已经使基于信息的技术的生产率提高了 100 万倍，并且还远未到顶[3]。

这种微观的，‘跃迁”所导致的对宏观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产业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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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人物预计，今后到世纪末的 12 年的技术进步，将比过去已经使人眩目的 12 年，还要

大 10 倍[4]。 

    第三、这种基于量子和基因的微观进展，导致了企业、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不

仅超出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也超出了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家们的预料，使

他们措手不及，陷入困境；使工场、市场、战场都出现了和预期不同、甚至相反的变化。增

强国力的关键已转向智力开发，不论对发达国家保持领先地位，还是发展中国家缩小差距。

稀缺自然资源的替代、选择余地上升，而需求的增长率或绝对量下降。对领土扩张的必要性、

可能性和支持率下降。国家安全的重点在转移：从军事转向经济；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从弹头当量、数量，转向在目标、控制、选择、反应的自由度和实用效应。市场在很大程度

上已不是地理位置，而是荧光屏上的信息。计算机的发展导致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中更大的集

中和分散，但却是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层面。信息革命大大增强了政治和外交的透明度。 

 

国际关系基础的位移 

 

    上述特点，导致国内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影响国家安全、国力、主权的因素和作用

的程度发生位移，导致国家争夺和控制的重点、层次和方式发生偏转。 

    1．国家安全的基点 

    美国感受的威慑的主要方面在转移：从大规模毁灭的核威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全面战

争，局部常规战争，转移到恐怖主义活动，贩毒集团，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小虽然核威胁、

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但是比重在下降。 

    一方面，大规模毁灭的核威慑，由于只有失（军事、政治、经济、环境），没有得，失

去了实用的价值。另一方面，核武器的精度、小型化提供了有限核战争的可能；进一步又提

供了防御有限战略核进攻的可能，这就是美国星球大战（SDI）的目标。对重点目标的核袭

击比大规模核袭击的可能性大得多，提供保护是可能的，代价小得多（提供最后 l％的保护

比前 99％的代价大得多）。但是，这种大国间的有限核战争的代价和利益相比仍然大得难

以接受。 

    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威胁大于战争的威胁。日本对美国的威胁不再是“珍珠港

式”的军事袭击，而是谁也不曾料到的经济的，特别是制造业的效率。 

    恐怖袭击和毒品对美国的安全显示出更大的威胁。先进器材的小型化和扩散使恐怖行为

具有更大的潜在威慑力量。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可能从核武器转向生物武器，后者更有效，成

本更低，对财产的破坏几乎不存在，监控更加困难。美国联邦调查局近几年介入 80 年代以

前几乎从未涉足的反毒品行动；美国以诺列加贩毒为借口对巴拿马进行军事干涉，得到国内

的支持，都表明基点的转移。 

    技术进步的不同方面对国际事件影响的最终结果，往往出乎预料。越南战争是突出的例

子。从军事技术看，战争不会那么快结束。灵巧炸弹使得破坏交通线的代价大幅下降，成效

大幅提高。新的传感器和发送装置使得‘‘胡志明小道”的隐蔽性降低，轰炸的针对性提高。

武装直升机提高了在丛林战中的机动性。但是这一切都远远抵不上现场采访通过电视所起的

结束战争的作用：一 tkrt 外干涉战争的血腥面目，活生生地展现并进入每个美国家庭的日

常生活；和通过广播和报纸的效果大不一样，其震撼作用有如雪崩。因此，从美国内部来看

可以说，电视和现代传播技术结束越南战争的作用压倒了把战争打下去的现代高超的军事技

术；是软技术唤起的人的觉醒，压倒了硬技术的军事机器；导致了历史上罕见的结局：一个

处于稳定时期的强国的人民成功地结束了本国政府的对外干涉战争。 

    这显示了什么？ 

    2．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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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向广大人民的扩散和传播正导致国家、企业甚至家庭的权力结构的变革。对国家主

权的性质和定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有如为早期工业革命开道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把拥有圣经和对圣经的解释权从主教千里转到教民手里所引起的巨大变化。 

    信息革命迅速增大了透明度，美国政府进行战争的权力、进行秘密外交和秘密支持尼加

拉瓜反政府军战争的权力，都受到制约。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质量、数量、速度、途径也在改

变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美国的代议式政府在变化。政治家往往绕过传统的政治结构，面

向公众。精心筹划的长期战略计划往往会被打断，政府往往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应付引

起公众注意的突发事件。 

    政治家的隐私和个人品德更易曝光，引起政局的动荡和力量的重组。党派的纪律和界线

趋向模糊，信息的高度扩散促成了多种层面的价值判断和错综的组合。 

    在相当程度，政府和公众在信息分享上更趋于平等。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和不少国家的

政府首脑、政治家，都大量通过民办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CNN）的广播网来获取世界大

事的最新消息。这也使政府应付公众的超前准备期缩短，政府领导优势的下降。政府实施上

权的方式在趋干更多的协商，反应及时和恰当。几年前还属于少数国家和政府独占的卫星情

报，现在已经在商业市场公开出售。原来属‘于国家机密和主权的信息正在被国内外公众分

享。现在已经具备的技术基础，即将使卫星直播图像大量进入千家万户，内政和外交交错的

部分将更多。某些内政会在国内外同时引起反响，特别是在生态保护和污染方面，从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事故到已西雨林中的开发项目，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到中东的人质，都会成为全世

界注目的焦点。 

    政府的国内政策往往在几小时之内就被转换成国际间新的市值，新的股票指数，新的投

资流向。世界市场已成为经济上的“世界警察”，对政府政策严加约束，对行为优劣予以奖

惩。即使美国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也效力大减，不能越轨。其实，国际化、信息化越高

的国家，传统主权受到的侵蚀越大。但同时，又要求对世界事务更多的参与、协调及合作，

以趋利避害。 

    这一挑战不仅对国家的上权，并且对美国人视为神圣的隐私权。个人的特征、行为、财

产和活动被置于政府、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专业服务机构以成百万就业人员和超级

计算机、传感器等高技术组成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天罗地网”之中，暴露于众口睽睽

之下。 

    实际上，国家、企业、个人的透明度都在提高，原有的“亡权”都在受到制约，但同时

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手段，扩大了自己的“主权”。和 20 年前设想的相反，计算机和数据网

络的迅速扩大，并不是有利于国家包罗万象的统一计划和控制，而是促进了各界创新人士的

活力，不仅对政府，并且对传统的行业、企业、工会以至学术界的权力和权威都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对个人传统的习惯和“自由”，也提出了挑战。同时，又赋予了各方以新的手段和

新的自由度。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恢复正在削弱和失去的老的上权和权力结构，而在于适应当代

技术进步去建立并扩展新的主权和权力结构，才能获得新的主动。 

    3．国内基础在转移 

    当代技术进步导致国家发展、发达所依托的关键要素在变化，特别是变化的速率，在广

度和深度上都无与伦比。因此，国家的兴衰，特别是发达程度的提高，首先取决于内部的更

新能力，与适应当代技术进步的新陈代谢能力。这也决定了美国是否会步大英帝国衰落的后

尘。 

    发达的定义，按 197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的说法，是“更成功地

开发和挖掘了增长潜力”，“在区分发达与不发达社会时，将它们解释成因为个人和社会的

创造力不同，而非人力不能控制的自然条件差别所造成的经济成就的差异，是十分重要



《美国研究》1990年冬季号 7

的。”[5]因此，第一，这里尽量排除了自然界赋予的突出的损益因素，更能反应基于技术

进步的发展。所以，因石油致富的中东国家，虽然人均国民产值很高，但发达程度并不高。

第二，如果发展仅依靠资源、资金、劳力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发达程度提高缓慢。

第三，如果发展仅靠类似产品量的增长，生活质量的提高必受到严重局限。按照斯但福大学

技术一经济教授罗森伯格的定义，财富是选择的幅度，财富的增长就是扩大选择的幅度[6]。

可见，在人均产值相近的国家，生活质量，发达程度却可能有相当差距。技术进步使增长的

潜力和选择的幅度，迅速扩大，已难以用传统的指标加以反映。信息革命就突出显示出这类

基础的转移。 

    当代技术进步提出的挑战首先是对人，对各阶层的人。即使在传统产业中留下来的职工

中，技术、职能、工作方式也往往“面目全非”。只有依托各阶层中的创新力量，才能提高

国家的更新能力。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有代表性，即说明企业，在一定程度 k也和国家的更新

可比。该公司 1988 年销售额 596 亿美元（相当中国同年财政总收入 551 亿美元，或京、沪、

粤工业产值之和 675 亿美元，均按）美元比 5．5 元人民币换算，下同），资产 730 亿美元

（相当中国全民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50％或运输邮电的 2倍），利润 58 亿美元（相当

中国国营企业所得税的 50％），80 年代以来投入建设新工厂的资金达 165 亿美元（相当中

国同期运输邮电基建投资额的 75％，或 1988 年工业基建投资额的 150％）。 

    该公司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管理体制高度集中，总部决定一切：从广告到研究发展经

费的分配；重点在提高生产率和质量，对付日本制造能力的威胁；拳头产品是计算机主机；

自成系统，是该行业的世界主干。但是却没有抓住技术进步的新势头，发展大幅度减速。近

三年实现了企业史中仅见的高速全面更新：权力下放到自治单位的总经理，但他们经常互相

磋商；适应计算机和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加强微机、工作站、服务和维修；实行“开放体制”，

在设计和推出的阶段就吸收用户和多家软件公司参加，一改过去对新产品的保密惯例。总裁

埃克斯（John Akers）把这一更新概括为，解决“忽视了人”的问题：首先就是把使客户满

意，放在最优先位置，甚至可以用别的公司的产品配套，维修其他牌号的计算机；同时，使

本公司的 2万多名职工从技术和行政岗位转移到推销和程序编制；扭转了他们的态度，从习

惯于告诉客户什么最合适，转为“提供一切帮助”；还改变了奖励的办法。该公司的科技力

量很强，但前些年推出的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差，因为着眼于解决公司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客

户方面的问题。在把这些优先顺序颠倒过来后，该公司扭转了局面。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

经历了从兴到衰到兴的过程，说明了当代技术进步对企业和国家的更新能力，要求多么严峻。 

     

世界格局变化的动力学 

 

    正是当代技术进步促成了世界新格局。日本和东亚的崛起，突出地显示出，人口密，人

均自然资源贫乏的东方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以提高发达程度，并且可以把富裕水平提高到一

度认为达不到的西方标准。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权威美国的库兹涅茨在 60 年代中期都不曾料

到的：“这些国家尽管对其增长潜力的利用比率高于其他国家，但它们的人均产值水平仍然

比其他国家低很多，日本也许就属于这一类。”[7]那么为什么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苏

联、东欧的差距扩大了？ 

    这可以归结到当代世界发展的动力学：发展的不连续性，世界市场的加速度，有效竞争。 

    “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存量所提供的增长潜能，在不同的国家有相当的差异。”[8]

这是现实，但是为什么？原因很多；至少有以下因素。 

    科学发现的扩散没有国界，技术开发却出现在适宜的“创新小天地”中；技术的商业化

是全球性的，市场的渗透超越国界，但是，技术进步的增值和效益梯度，却是国界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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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转让只是一个起点，要取得对经济；社会的相应推动，才称得上

技术进步，即技术导致的国家发达程度的提高。 

 

不连续的连续 

 

    发展往往通过不连续的层次实现。得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所在的企业和国家

不一定能获得由此而引起的附加价值，这要取决于技术开发的环境是否适宜；继之，创造出

一种新产品，并不能保证取得足够的收益，这又取决于商业化链条、或价值链条的各环节，

是否得以连接和转动[9]；加之，要获得新技术导致的社会进步，要靠不同领域创新的合成

效应。而这不同环节的“创新小天地”，在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都可能相差

悬殊，往往只得跨越国界相连。 

    不连续的不同层面如何跃迁推进，美国的硅谷是一个典型。因发明晶体管于 1956 年获

诺贝尔奖的肖克利，到硅谷办公司并不成功，但是他聚集的 8名“叛逆”分裂出去，成为硅

谷半导体的“无勋”。1955 年制造晶体管的魁首休士公司（Hughes）到 1965 年在半导体领

域中消失，而领先者之一是费尔柴德公司（Fairchild）。但是到 1982 年，在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中，该公司已退居第 10 位，而 1965 年还不见经传的 5家日本公司已脐身于前 10 名。

到 1985 年该公司几乎被日本公司兼并，硅谷衰落之说盛行，直达北京。可是，硅谷正转向

信息产业的又一个前沿。到 1988 年已显示出，这一前沿正导致“主剧”的开场，而半导体

集成度的提高和大量生产只不过是一个序幕，有如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表达和积累

在上面的知识和传播，具有大得多的价值和效益。美国首富和前 10 名巨富中有 7名均出自

新闻业，而 80 年代新起的最著名巨富却是搞计算机软件的 30 出头的年轻人威廉·盖茨，集

中体现了价值转移的层次、速度和规模。现在，日本还得到硅谷去抓住发展的前沿。美国国

内发展也不平衡，曾和硅谷齐名的 128 号公路，已呈转轨乏力的征候。况且，在上述硅谷开

创的序幕中（是使前一场主剧黯然失色的序幕），得到价值链条中更大份额的是日本，而在

美国的连续，往往中断。这又涉及美国中等和工程教育的缺陷，导致新一代制造业人力资源

的不足。日本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并不能保证进一步发展的连续性，那要靠培育首创精神的

机制，而这又是美国 60 年代大学教育改革和高度机动的多元化体制所导致的优势。 

    不连续得以跨国连续，是由于技术、经济、观念迅速进化和扩散，导致共同基础加强，

障碍削弱，并通过冲突和协调，得以实现。连续取决于两个关键：一是善于在停滞和断裂间

找到平衡点；一是相应国家内部的更新超过相互间原有矛盾的积累。既非敌对（热战和冷战），

也非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碰憧、谋合、交织，促进不连续的连续。 

    透过美、日间一系列的摩擦和贸易战，可以发现某种相反相成的效果。美国对日本的制

裁和干预，从针对日本向美国的出口，转到敦促日本国内进一步自由化，甚至涉及公共设施

投资不足，影响国民生活质量之类的问题。而日本也对美国的内政，提出种种要求，从政府

宏观决策，如缩小财政赤字，到提高国民储蓄率，到克服企业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美、日

双方也都进行自我调整，采取多种方式以缓和、避开或超越突出的矛盾，核心是提高发达程

度，向更高层次转移。这体现在双方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高智力含量，高增长潜力的

领域转移，体现在双方对流和交织的层次在扩大和提高。可见，美国对日本的制裁产生的效

应是日本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对美国的追逼，促使美国加速更新。可以设想，任何一方停滞，

冲突就会加剧，导致超越国界发展的连续中断。 

    有趣的是美、日政府的相互干预并不导致国家权力对国内控制的加强，反倒是削弱。80

年代以来，日本通产省干预的范围和强度大幅下降，美国的放松规制（deregulation）解除

了大量政府约束，并且都是双方政府首脑的主动决策。政府善于缩小自己的行政权力或转移

自己的职能，促进国民的创新活力，无疑是解决发展连续性的重要一环。这一传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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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到乔治·华盛顿在具有绝对军事统帅权威时坚决拒绝手下将领要求建立军政府的强

烈要求（国会曾对华盛顿有过不利牵制），以及在获得压倒多数支持下，拒绝连任总统。在

日本则是战败后的彻底反省，通过美国占领下的强制改革，转到了多元化体制。这缓解了日

本的政权危机，使腐败的政界和高素质、高效率的文官并存。 

    这种多元结构也有利于防止巨大发展中的盲目膨胀和逆转。日本经济实力的加强并没有

导致国内外担心的军备扩张和军国主义。即使自民党中这种倾向较浓的中曾根当政期，在这

方面也并无多大作为。虽然美国促使日本增加军事承担，但日本受到三种牵制：国内民众不

支持，邻国反对，政府权力相对削弱，从而在可见的未来，日本难以成为军事大国。这使得

根据半个世纪以前的概念，对日本威胁方向的判断，一再失误，显出浓厚的感情色彩。 

    要保持冲突中的连续性，政府用理性平衡公众的感情冲动，具有重要作用。1989 年三

菱物产用 8（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控股权和索尼公司用 56 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制片公

司和录音公司，为“日本占领美国论”火上浇油。一项民意测验表明，4／5 的美国人赞同

加强控制。国会通过的 1988 年贸易法案已授权总统制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收购。据

此，总统可以阻止许多交易，但却并没有去做。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最新报告表明：日

本在美国的资产比英国少一半；外国在美国的公司，不论在增值水平还是研究与发展（R＆D）

的投入率上，比美国公司还高，并不是把美国的技术挖走，留下成品装配的空壳。结论是一

切正常，政府可以无为而治。其实，这是又一轮不连续的连续。美国的投资环境和潜力仍然

最优，不仅在开放程度，透明度，在不动产，并且在当代发展的前沿，包括信息产业，投资

业，文化、教育产业。美国自身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开发能力，外国，特别是后起的日本才乘，

‘虚”而入。这导致索尼硬件，哥伦比亚软件的战略结合（56 亿美元相当中国 1988 年工业

基建投资的 50％），是日本“占领美国”和买美国“文化入侵”的结合。不仅如此，日本

已经吸引了美国 10 个大学在日本办分校，还有 10 个继之。这既是美国大学过剩的输出，又

是日本发展转轨的需要。 

    正是这类微观和宏观的不连续性，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导致了

各国利益的结合和冲突及其层面的转移，导致了世界市场对各国发展的加速作用和世界的新

格局。善于从外部抓住延续内部不连续部分的要素，并更新内部基础，从而能接住技术进步

下一轮接力棒的国家，可以取得比从内部按步就班、自成系统、近亲繁殖、进化的方式，快

得多的发展速度。当然，如果内部断层的跨度太大，缺损的环节大多，补偿和改善的速度太

慢，不能积累临界能量和建立适宜的跳板，就难以在当代错综的不连续轨道上跃迁、转换。 

     

加速度的差异 

 

    不同的国际化模式受到的加速作用可能悬殊。有三种方式可以比较。 

    苏联和东欧计划调节的封闭国家集团（经互会）；正在转型，增强和世界市场交织和参

与的程度。 

    西欧市场调节的开放的松散国家集团（欧共体）；正转向 1放的紧密型国家集团，以超

级统一市场为后盾，增强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太平洋环域互补性强的、高效竞争的国际市场，正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向多极化。 

    二种模式都在变化，不同的是，第一种现在才开始；第二种变化缓慢，现在才加快；第

三种早已在当代技术进步的浪头上翻滚。人个洋模式不是人们预先设计的固定结构，然而相

互吸收、渗透、转换的效率最高，促进区域新陈代谢的能力强，以无形的机制取胜，随技术

进步的性质，按各国和地区相对竞争优势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各国间倾斜的方向和对流

的层次。由于随动性好，阻滞部分易于代换或绕过，因此，增值水平的提高和发展链条的转

动，可以跨越太平洋，在不连续的轨道上跳跃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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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太平洋环域的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发展差距迅速缩小，在相当程

度上，正是借助于这一适应当代技术进步特性的太平样模式的加速度。这一发达之路，不仅

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在 19 世纪和二次大战前的特点不同，和苏联、东欧在战后的相似阶段也

不同，虽然在 50 到 60 年代，苏联、东欧比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水平还高。 

    苏联、东欧的差距在于，一方面，没有及时从世纪初的工业化模式转入内涵增长轨道，

因此，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极低，基建膨胀，短缺加剧，生产的有限增长被中间环节无数的损

耗所吞没，品种的贫乏使得“选择的幅度”狭小，以致按消费品的水平，低于中等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有形的封闭国际化组织，只适于稳定的产业分工和有形资源的调配，缺乏当代技

术进步的不连续性所要求的、在宏观和微观上多层面的转轨和更新机制。由于以上两方面的

原因，进入 80 年代，连传统意义上的发展，都陷于停顿。 

    苏联、东欧过渡过程的长短和起伏固难预料，但趋势已明，对世界经济加速作用的方向

和大小会起重大影响。企业界是风向标。美国海外投资 1989 年比 1988 年增长 20％，其中

53％投在西欧：一是为参与统一欧洲市场打基础，二是向东欧进军作准备。通用电器公司在

匈牙利投入 1．5 亿美元收购一灯泡厂的 50％股权，是战后西方在匈的最大投资，以扭转和

西欧竞争的劣势，西欧 1988 年向东欧和苏联 430 亿美元的出口比美国和日本大 10 倍。虽然

目前苏联、东欧投资环境仍欠佳，但至少有三点含义：一是苏联、东欧不再是一个统一体，

相互间差距将拉大，和世界经济的结合将交错、加深；二是政治、军事、经济上与之交往的

方式必须作出重大调整；三是西方包括“四小龙”向苏联、东欧的进军已开始，目标是争夺

下一轮，90 年代中期的竞争优势。 

 

有效竞争的层次 

 

    当然经互会模式有利于军事联盟和军事及空间技术的发展。不过苏联这方面的成就首先

得归功于美苏争霸的高强度竞争。由此可见，有效竞争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苏联其

他方面没有开展竞争，技术进步甚微。在哪个层面竞争更有效，哪个层面的进步就更显著。

日本着重在公司之间，在制造水平，在经济上；美国侧重在个人间，在首创，在知识产权，

在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优势；日、美的发展特点和得失都有所不同。不过，各个层面对

国家发展的长期总体效益，作用的程度并不等同。美苏在军事上的竞争，把大量资源投入到

效益递减的领域，反而降低了双方在世界的相对优势。这种递减表现在三方面：（1）过剩

的核武库，对外干涉、扩张以及军事因素对国家安全的边际效用下降； （2）当代技术进步

使发展有充分的余地，对军备刺激的需求减低； （3）军备的研究和发展的投入，对高技术

产业竞争力的正效应在递减，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就是一例。美国防部 SDI 局局长

技术顾问，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沃尔登（Simon P. Worden）1987 年在我美国研究所作报告

中就明确答复作者，现在对 SDI 投入所产生的对高技术产业和国民经济的连带效益，比过去

的要少，比直接投入民用的研究和发展更少，或者说机会成本在上升。[10]不过，在另一个

层面，SDl 是更有效的竞争。针对上述第一方面的递减效应，转向战略防御可能提供更高的

国家安全。迫使苏联的战略从进攻转向防御，有一石三鸟之功： （1）减少战略进攻手段的

投入； （2）进攻成慑的下降导致防御投入的下降，SDI 的部署规模可以大为缩小； （3）

使竞争转向对美国更有利的层面，增强相对优势下降的领域。 

    通过交叉验证从不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发展模式、自然资源占有状况的对比中，

可以发现，有效竞争是导致国家相对优势变化的贯穿因素。 

    美国和菲律宾及某些拉美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相似，但有效竞争水平悬殊，导致发达

和不发达之差异。“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表明对违犯竞争规则和滥用权力的有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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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美国政府近几年对公司兼并和证券市场“内线交易”的揭露和判决，建立和实施对中介

人物关系网证券交易活动的计算机跟踪核查，维护了竞争的公平和效率。 

    实践表明，投资效率不取决于中国的热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而在于多样化资金管

理方式的竞争和促进。美国和英、法、日、西德没有一国政府拥有一个简单和明确的控制系

统，都得通过中介进行投资。美国仅金融性中介机构就有 2．5 万家，还有 1.4 万家商业银

行。美国 2万亿美元的退休福利资产中，1／3由独立资金管理公司管理，其余 38％由银行、

27％由保险公司管理，三者在华尔街股票市场经手 80％的交易量，而 30 年前只占 20％，那

时 80％的交易是通过个人进行的。独立资金管理公司在 60 年代初才出现，但是发展迅速，

以其灵活和独到之处弥补了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之不足。但是大银行、如威尔士法哥银行

（Wells FargoBank）的投资管理部（管理资金 690 亿美元），首创指数式管理，减少了股

票交易的频率（退休基金持有的股票每年平均交易的比例高达 70％），比独立公司管理费

低达 20 倍，仅为所管理资产的 0．02％。因此，1981 年以来，指数式管理的资产增长了 14

倍，达 2000 亿美元。但是，据估计，如股票的 60 一 70％都按指数式管理，市场就不再有

效率，1987 年股票市场暴跌的原因之一，就是计算机指数式管理的连锁反应。就是说，“主

动型”的独立投资管理机构的存在，是这种“被动型”管理有效的前提。与此类似，国营和

民营各类成份在不同层面的比例构成，对有效竞争也具有重大影响。 

    当代反垄断从广义上可以有三个准则：一是限定政治、经济、学术等不同领域的边界，

留有不同步和不连续发展的余地；二是不损害规模经济的形成；三是有利于在世界经济中的

竞争能力。南朝鲜和台湾政治上的独裁并不干预经济，使得后者的竞争效率得以大幅提高。

而政治上的垄断导致政治效能降低，形成近年的危机，这时取决于转轨的能力。如果执政党

或反对党都缺乏这种能力，就会陷于混乱。日、韩均着重在全球竞争中的长期效应，抓住了

赶超的关键。美国从 80 年代中期才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处理反垄断，延误了竞争效率的改善。

日本大公司的“铁饭碗”，终身雇佣制，和公司间争夺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共同促进了企

业行为的长期效应和有效竞争的水平。而在 60 年代甚至 70 年代美国人还难以相信这种方式

可以使日本的竞争力直逼美国。 

    南朝鲜和南斯拉夫，东亚和拉丁美洲相比，鲜明地显示出，在相似的对美关系、相似的

开放程度（都吸引大量外资、技术、借大量外债）和相似的低度民主政治条件下，经济发展

速度悬殊。南斯拉夫国内生产总值 1960 年是南朝鲜的 2．5 倍， 1985 年只有南朝鲜的一半，

并且陷入外债危机。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在 70 年代相似，前者为 8．1％，后者为 8工

％，但 1980 一 19S8 年，前者为 6．1％，后者为 1．3％；前者国际收支盈余为“患”，后

者债务如山。主要原因就目标和竞争机制大相迎异，以致国内外资源的利用水平，结合优化

程度和后劲差距甚远。中国近年的滑坡和正在逼近的滞胀，成因雷同，就不足为奇了。可见，

抽掉有效竞争这一核心，不论企业自主，地方自治，吸收外资，还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产

业结构调整，对改善国家相对优势，都作用甚微。 

    可见，有效竞争的展开和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经济上，并且在军事、政治上，

不仅在单个层面，并且在不同层面的连接上，不仅在执行中，并且在战略的制定和领导能力

上。 

 

新格局中的美国 

 

    世界格局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各国、各地区对当代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度不同

所导致的结果。按本文前面所分析的要素，可以得出以下比较。 

 

发展动力学适应度的要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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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 

 适应度 

更新能力 

转轨能力 
竞争效率 

利用世界市场 

的加速度 

高 
+ 

- 

美 

日 

日、美 

四小龙 

日 

西德、四小龙 

中 
+ 

- 

四小龙 

西欧 

西欧、苏 

（军工、航天） 

美、西欧 

苏（军工） 

低 苏 苏（经济） 苏（经济） 

                    要素 

 适应度 

经济对军事 

的优先度 
前沿创新机制 跟进效应* 

高 
+ 

- 

日、港 

西德、新加坡
美 

日 

四小龙 

中 
+ 

- 

西欧、台、韩

美 

日、西欧 

四小龙、苏（科学）
西欧 

低 苏 苏 苏 

*仅对后进国家，故不包括美国。+、-表示同一级中的程度高低。 

    这样就导致了美国仍然领先，日本后来居。上超过西欧，形成美日主导，西欧奋力赶上，

新兴工业化国家环绕跟进，苏联东欧滞后、正进入重大改革，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对差距进一，

步扩大的局面。为了调整适应度，国家和国家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先顺序也正发生重大变

化，其幅度和速度都是十年前、甚至二年前所不可思议的，例如华约和北约军事淡化甚至名

存实亡的现实前景。欧洲统一市场对美、日、以至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影响有限，

因为他们已是“世界公民”；相反，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由于苏联

和东欧的参与，这种一体化会更具有全球的色调。 

    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一。旦被人们发掘出来，就不是仅仅被利用，而是要求人们适

应它的，也是新的生产力的要求。但是，主观认识落后于这种要求，是常有的事。苏联和东

欧的落后和集团的崩溃，正是 60 年代以来，长期不能按照世界发展的动力学，去调整内部

（国内及集团内）和外部关系，从而形成致命后果：停滞导致矛盾激化，稳定旧框架的压制

加深了危机，动摇了基础国际竞争能力的丧失，从道义上、政治上，到经济和内政，只剩下

军事能力，却难以起作用。由于缺乏渐变酝酿和准备，造成更新换代力量的真空，拖长了过

渡过程，加重了混乱，导致了衰落。 

    然而，苏联、东欧的急剧变化，美国朝野并未料到，而是苏联政策的结果。苏联的军事

虽然仍然强大（一定程度上倒是美国政策所导致），但是，美国基于冷战和东西方集团对抗

的军事力量的作用反而急剧下降，规模的削减不可避免。但是，为维护新秩序，作为世界军

事警察的快速反应部队，会继续增强。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事件不会改变、而只会加速这一进

程。但是，美国的警察作用只能在协调和多边的安排下协同进行。这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舆

论（美国国内、安理会、OECD 及阿拉伯世界）以及财力的制约，而不是军事能力的不足。

可见，各方都不能偏离新格局的要求太远：任何试图重现地区或世界军事霸权的行为都会遭

到比十年前越侵柬和苏侵阿更强烈、更普遍的抵制，失败得会更快；任何试图推行地区或资

源垄断，取代国际经济竞争的政策和战略，都会更快地自食恶果。 

    在新格局中，美国的政经体制和领导能力仍具有优势。在当令民族矛盾纷起的世界中，

美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内聚力却在增强；歧视减少的幅度，不论和美国过去还是和其他国家

相比，都属最显著之列。虽然美苏双方政府政策的失误均颇多，可是双方兴衰变化大相迥异。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领导能力的交流和互补性突出。50、60 年代马丁·路

德·金的民权运动，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开仓（的硅谷高技术生产方式，克尔教

授（clark Kerr）主导的美国大学教育改革，都为当今世界新格局奠定了基础，其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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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同代政府领导人。从政府能力看，与日本相比，美国对外事务比日本强；日本企业界参

与世界事务的能力比政府强，而日本政府中以通产省为代表的协调总体经济战略的能力，又

胜过美国政府，包括正在进行中的协调亚洲工业发展的策划。美国的弱点和能力的不足，不

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更多地体现在对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上。看来，这是对美国在冷战后时代

的重大挑战。 

 

启  示 

 

    对比中国和日本处理对美关系的方式，可以发现导致不同效果的某些症结。上个世纪，

中、日都遭到包括美国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忽而抵抗，忽而割地赔款，虽然也派人去留

洋学技术，却抓不住技术进步的根本。日本发现不能硬拼（也是靠了中国付出的代价），作

了小的让步，争取到时间，抓住体制改革，从根本着手，缩小了发展差距。本世纪 50 年代

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又是大跃进，又搞世界革命，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在战败的废墟

和冷战气氛中，制定了从世界经济总体着眼，使日本摆脱“亚洲落后形态”的发展战略，当

时曾被美国的某些权威人士认为，既违背经济理论，又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其实，正是日本

清醒地抓住了当代发展的关键，各要素的优先顺序，从政治和军事的劣势转向经济的优势；

姿态低，战略高，外柔内刚；对内、对外配合紧密，开放有度、有节，伴随不同发展阶段和

相应国家的关系，进行调整：往往以小的妥协和让步，借用外国的压力，促进本国的竞争能

力和技术进步，攀登上新的台阶，从而在世界舞台 L退出旧的角色，摆脱老的矛盾，进入更

高的层次，夺取新的优势。这对中国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抓住内外关系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趋势和环节。在对立性上升，外交上争吵

不休，指责对方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善内部的机能才是最急需的。中国有过成功

的经验，当时和苏联决裂的则·候，把两弹和石油搞上去了，把外部的压力转换成为内部动

力。但是由于这一·转换局限在军事战略和重要自然资源的范围，并且是在封闭的圈子中，

难以汇入当代技术进步的世界性潮流。看来，进人世界开放的体系，特别是对西方的开放，

是一个基本条件。因为在现阶段，那里是技术进步的中心和上流，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美

国和日本臼己，脱离这一体系都必然落后。美国自己已经在检讨缺乏从世界总体出发的经济

观念和政策给美国带来的损害。在当令技术进步一日千里的形势中，落后将关系到民族的命

运，是最大的代价。因此中国必须排除国内外偏见和无知的压力，坚韧不拔，保持和美国的

正常关系，这符合中国的总体战略利益，而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得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加深、美、日、西欧已成为经济 L不可分的有机体，和任何一方联系的削弱都有损自身的竞

争优势；而由于美、日众所周知的不同特点，日本不可能取代美国对中国发展所起的长期效

应。中国只有致力于开放中的奋发图强，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才能加重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

份量和稳定度，才能摆脱在两个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和半殖民地方式中振荡的陷阶。 

    第二，提高学习效能，改善经验曲线，使主观更快适应世界发展现律的要求。中国 80

年代在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可观，中美交流也颇频繁，但和日本 60 年代相比，在目标的明确，

收效积累和扩散作用上，相差悬殊。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开放中见钱，见物，不见人，导

致智力资源不足和过剩并存，对智力需求水平低，更新、提高的压力小，适宜的人才难以在

提高中国改革、开放水平上发挥作用。 

    1900 年前后到美国考察的一，位日本官员说：“是什么使美国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

我们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专利制度，因此我们也将建立专利制度。”到 1985 年，获得美国

专利权的外国人中，日本居首位，超过居第二位的西德近一倍[11]。这体现了在学习中抓住

根本，从制度和环境的建立和形成，从发挥智力的作用，不仅从国内，并且从世界的全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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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落脚。学习效能对从不发达。‘跃迁”到发达，起着举足轻重的跳板作用，已成为现代

发展经济学中研究的最新课题之一[12]。 

    当前历史性变化的急剧和幅度，使国际社会各方都措手不及。在此转折关头，按照技术

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实际趋势，修正老的生产方式和冷战时期及两次世界大战的观念上留厂的

烙印所引起的偏差，对实现各方明智的妥协、建设性合作，十分必要，可以减少向新格局过

渡中的障碍和弯路。 

 

注释： 

 

〔1〕R. M. 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平新乔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北京。 

〔2〕参见李国友：“美国新的产业革命”，《世界经济》，1984 年 12 月。 

〔3〕参见 Walter B. Wriston，“Technology and Sovereignty”，Foreign Affairs，1988

／89。 

〔4〕参见：Gene Bylinsky，Technology in the Year 2000，Fortune，1988／7／18. 

〔5〕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北京。 

〔6〕参见 Nathan Rosenberg，How the West Grew Rich，Basic Books lnc.，Publishers. 

New York，1986。 

〔7〕同［51］ 

〔8〕同［5］。 

〔9〕参见李国友：“攀登竞争和增值的阶梯”，《科学学研究》，1990 年 2 月。 

〔10〕沃尔登的报告刊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7／7。 

〔11〕参见吉姆·默克尔：“专利制度与经济繁荣”，《交流》季刊，1989／2。 

〔12〕参见 Joseph E. Stiglitz，“Perspectivel o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5。 

 
 

 

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 

的一个重要领域 
 

 

张曙光 

 

 

一、绪  论 

 

兴于二战后期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或称军事战略学，发展至今，已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然而不久前美国“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召开的专门探讨这一

学科发展的讨论会，却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这一学科的研究仍处于“年轻学科”阶段。其

根据有二：第一，近 40 年的发展仍没有使学者们对这一学科的定义，涵盖取得一致的认识。

主要分歧仍存在于“冲突、危机、战争渊源”论者与“军事战略决策”论者之间；第二，就



《美国研究》1990年冬季号 15

研究方法而言，这一学科对相邻相近的其他学科（诸如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外交史学、

军事科学、经济发展学等）的兼容量到底有多大或应该有多大，也未成定论。尽管如此，对

“威慑理论”（theory of deterrence）在战略问题研究发展中的显赫地位，争议是不多的。

〔１〕 

    “威慑”对美国乃至于西方的战后战略问题的影响，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作为国际战略

实施的战略考虑中心，二是作为国际战略学研究的理论核心。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然而，对后者作深入、展开的探讨，将对更全面地了解前者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威慑理论的最基本点，是所谓“威慑观”或“威慑逻辑”。其一般意义的定义是：威慑

的成立，是处于对抗状态中的两方，一方以其实力（capability）及决心（resolve）说服

另一方放弃攻击意图的过程与结果。换言之，只有当处于挑战地位一方慑于对方的实力及实

施这一实力的决心，认识到“如果其实施攻击，对方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将大于其攻击所期待

的政治所得”，因而决定#W1 不再#w 或#W1 放弃#w 其攻击计划而安于现状时，威慑得以成立。

因此，对于面临挑战的一方之战略目标，旨在使对方相信: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大于对方进攻

所期待的得益；也就是使对方产生这样一个心理效应：Ｌ（损失）—Ｇ（得益）＞０。$传

统的威慑观是有长远的历史渊源的，不只是近、现代国际关系演变的产物。不难看出，其逻

辑意义与国家法律的作用近乎一致。然而，其本身的内涵常常不是被国际关系学者所误解，

就是被战略决策者所滥用。一个最易混淆的观念就是“胁迫”观（concept of compellence）。

实际上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威慑是迫使对方放弃或不做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而胁迫则

是迫使对方停止做或不得不按他人意图去做的过程。如果把国家的严惩犯罪的方法喻为威慑

而监禁、改造罪犯则是胁迫。很明显，尽管两者均以“强权”、“实力”为手段，威慑的目标

是维持现状，消除对现状挑战的潜在威胁，而胁迫旨在改变现状，以取得新的平衡。本来，

任何国家或集团的战略设想常常都包含着威慑与胁迫两方面：当安于现状时，威慑被用来防

卫阻止敌对者对现状的挑战与改变；而一旦为了本身的利益而需要改变现状时，胁迫便会被

认为是最好的——尽管不是唯一的——选择。 

    广义上的威慑观通常包含二个要素。第一，军事实力。主要指处于接受挑战一方相对于

挑战一方的军事反击实力（counter attack capa- bility），或第二次打击力量（second 

strike capability）。即指能够承受挑战一方攻击或第一次打击后，再予以有效反击的军事

实力。与威慑直接联系的反击实力有两种，一为战略报复（punishemnt）能力，即能够造成

大规模、深程度破坏挑战一方的战略要害乃致于杀伤其非战斗员的军事能力；另指军事否决

（denial）实力，即能在军事战场上有效、成功遏制进攻一方以达到其军事行动目的的战斗

力（fighting capability）。第二，政治决心。为了威慑，具备反击实力只是使双方相信你

“有能力”反击，而使对方也明确你“一定会”反击的关键是要具备决策的决心及其这一决

心的源泉——国内政治力量——的支持。军事行动服务于政治目的，也受制于政治因素，这

对于对抗的双方是普遍适用的。构成“政治决心”的因素很多，通常受到考察的包括政治制

度、经济实力、公众舆论影响力、民族对战争的承受力、决策机构的运作效率、过去应付对

抗局势的策略等。 

    上述这些威慑观的基本点显然并不复杂，其意义几乎只需运用常识便可理解。但是，在

当代美国战略问题研究中，众多的学者大约用了 40 年才把这一简单的威慑观不断地发展成

一比较完整的威慑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理论系统，它包含三个主要分系统：（１）核威慑或

战略威慑（nuclear or strategic deterrence）；（２）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

及（３）常规威慑（conventional deterrence）。而这一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围绕着传

统威慑观的基本点进行的。其形成与发展是在什么样的国际社会环境里进行的？其体系的基

本结构与不同层次的观点是怎样形成与展开的？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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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威慑理论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几乎和当代美国战略研究的其他理论一样，威慑作为战略选择及理论研究，都离不开一

个重要因素，即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利益圈已扩

张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一国际地位迅速改变了美国从官方到学者乃至一般公众对国际政

治与安全的认识：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孤立政策”受到冷落，而强调“强权政治”或“实

力政策”的现实主义观得到了几乎一致的推崇，因而强权政治的有力运用及国家利益的至高

无上更具有说服力。〔２〕对“威慑”的青睐，正是在这个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而导致对“威慑”战略与理论重视的直接因素，则是美国在战后东西方冷战冲突中首当

其冲的位置及其核武器、核技术的长足发展。在美、苏分别为首的两大集团的战略对抗中，

美国很快形成了所谓对“外来威胁认识”（perception of external threat），即所谓共产

主义的必然扩张与渗透，几乎是同时，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凯南的“遏制观”被接

受为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遏制”认识上的“扩张”需要有效的军事战略，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是非“威慑”莫属了。更重要的是，核武器的出现与发展及其军事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威

慑”是现实的、可行的，而且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美国学术界对原子弹的威慑意义的

认识，早期是冷静的，人都持观察态度，直到美国成功爆炸了氢弹后，对核武器的战略威慑

意义的认识与研究的热情才逐日高涨起来。〔３〕 

    在美国战略研究中，“威慑”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

如当代“威慑”理论的主要批评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指出的，其大致经

历了三大波（three waves）：５０年代早期至６０年代早期的兴起，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

早期的衰落，及７０年代后期的重新振兴。而这每一波的起伏都是和同一时期国际环境的变

化及美国整体战略变化相关联的。〔４〕 

    在学术界，起初对威慑理论的研究，是从核威慑起步的，主要创始人有两位，一是威廉·波

顿（William Burdon），另一位是Ｂ．伯罗迪（Bernard Brodie）〔5〕。其中伯罗迪被公认为

核威慑理论的奠基人。１９８４年，伯罗迪主编的美国及西方第一本关于核时代军事战略的

书《绝对的武器》（The Absolute-weapon）问世，他自己撰写了二章来阐述“核威慑”理论。

现在的美国威慑理论学者们，一致认为伯罗迪起码在三点上为以后该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

础：（１）核武器的出现及其运用于军事目的，将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意义，原

子武器具有爆炸威力，使得为数很少的核武器便具备极大地摧毁、甚至完全地灭绝为数可观

的人类社会组织的能力。这样一个事实不仅对传统的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观“战争无非是政治

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提出了挑战，而且在军事意义上提出，传统的战争组织手段“进攻”

与“防守”——特别是后者，变得意义不大了。结论：传统意义的战争性质，目的与手段在

核军事时代已不再适用。（２）对战争的威慑是核时代里任何一国的唯一理性的军事战略。

两个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抗时，传统的不管是依赖于战术上的“闪电战”，还是依赖于武

器装备优势的“消耗战”，而谋求战胜对手的设想已失去意义。因为一旦战争爆发，最终两

败俱伤，甚至俱亡的局面不可避免，而理性的战略不允许以暂时的军事胜利去换取最终灭亡。

结论：在这种条件下的对抗中，战略设想中心已不再是“如何战胜对方”，而一定是“如何

威慑对方不发动战争”。（３）谋求或维持这一战略威慑效应的主要手段，是双方都具有在战

争爆发后的一往一来中能够“确保摧毁”对方的核杀伤力。这里重要的不是第一次核打击力，

而是承受对方第一次核打击后给予还击的打击力（retaliatory strike capability）。而这

一打击力还必须是造成一个“摧毁性的还击（diminishing return），即还击造成给对方的

损失将是对方所无法接受的（unacceptable damage）”。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必须具备这样

一种还击力。〔６〕结论：“双方的确保摧毁”是核威慑成立的必要条件。 

    “核威慑”以其一开始就表现出决策上的保守与理性。显然，伯罗迪接受了冯·纽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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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n）２０年代末开创的所谓“游戏理论”（game theory），特别是把“囚犯难题”

（prisoner's dilemma）运用于对两个核力量对抗的分析中，提出并强调“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在美苏战略对抗及继而产生的核军备竞赛中的至关紧要性：“当面临局

势不可推测的紧要关头，决策者不可能完全取得最大限度的所得（maximum gain），因此， 

理性的选择便要求决策者分析出对对方最有利的策略，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决策，这种选择尽

管不能得到最大的所得，却能避免最大所失（maximum lost）的结果。”〔７〕由于伯罗迪对

“理性选择”的首次运用，以致所谓“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choice model）直至今天

仍然是为大多数威慑理论者们所依赖的一个主要分析逻辑。 

    伯罗迪的“核威慑”论也为后来的威慑学者们留下了一个大难题：如何使“核威慑”对

对方产生令其置信的心理效应，即所谓的“威慑可信性”问题（issue of credibility）。

这是个逻辑上的大症结：假如，甲对乙的威慑依赖于威胁对乙进行核打击，那么，甲威胁所

做的行为对甲来说却是一种疯狂（madness），因此，在“双方确保摧毁”的条件下，任何一

方的核打击都将导致其自身被摧毁，所以，任何一方决不可能真正实施核打击行为，除非决

策者“疯了”。在这种核威慑下，假如乙方相信甲方说到做到，那么，乙方一定也相信甲方

“疯了”，假如乙方认为甲方不可能说到做到，那么，乙方也一定认为甲方的威慑不是“威

慑”而是讹诈（bluffing）。因此，问题的中心是如何使乙方相信甲方的威慑既不是由于“疯

了”也不是在吓唬人。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伯罗迪以后的“威慑”理论学者们几乎毫无例外

地进行了大量地论证。 

    首先，核威慑可信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找出潜在地导致核威慑失信或失效的战略薄弱环

节，即所谓的薄弱环节问题（issue of vulnerability）。设立这一命题的前提是：挑战的

一方不受对方威慑所唬而决定实施攻击，是因为其发现了对方的战略薄弱环节。而影响这一

环节的重要因素为所谓的第一次与第二次核打击力量。这里，学者们所争论不休的是：到底

是准备第一次核打击的战略地位有利，还是等待而准备第二次核打击有利，换言之，即是加

强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还是加强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更能消除威慑的薄弱环节。 

    强调第一次核打击力量更易于导致威慑失灵的代表人物是荷尔斯得特（Albert J. 

 Wohlstetter）和爱尔斯贝格（Daniel Elsberg），数学家荷尔斯得特在其发表于１９５８

年初《对外事务》上的署名论文“恐怖的脆弱平衡”（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中首次提出第一次核打击对威慑更具有意义的论断。尽管其数理逻辑式的分析，推理和论证

极为复杂，甚至令人费解，他的基本观点却只有两条：（１）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战略价值

（strategic value）要大于等待而准备第二次打击，即Ｖ1＞Ｖ2。主要理由是，影响战略对

抗中的双方决策的主要因素是所谓到底要冒多大风险（risk-taking）。而常理中一个信条则

是，先发制人或先声夺人能极大地降低“冒险”度。这样一种算计，将鼓励或驱动一方铤而

走险。（２）战略薄弱环节和武器装备优势（superiority）已无必然关系，而只是和核武器

的设置目的产生紧密的关系。论证这一观点的简单论据是：尽管一方核力量处于优势地位（譬

如核弹头的数量是５０比１０），然而这一优势无法制止对方发动攻击，因为拥有１０个弹

头一方的第一次核打击，可能完全摧毁另一方的５０个弹头，而使得其第二次打击的力量被

消灭。因而第一次核打击力量是威慑的关键。据此，荷尔斯得特提出：威慑平衡的脆弱是由

于第一次核打击所造成的作用，因此，要使威慑成功可信，必须降低对方第一次打击的驱动

力和吸引力，即要使打击的价值Ｖs小于等待的价值 

Ｖw(Vw-Vs＞０)。〔8〕 

    爱尔斯贝格则是用统计的方法塑造了一个“初步模型”来描述美苏在核对抗中，第一次

核打击对任何一方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在其１９６８年给兰德公司的报告中，他解释了这一

模型：如果美苏双方均等待（wait），双方各有的价值效用（utility）为Ｖ11，如果一方等

待准备第二次核打击，其价值效用为Ｖ12，而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一方则为Ｖ21。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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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决定第一次打击为ｑ，其主观的概率为(V12-V21)-q(V11-V12)>0。〔９〕 

    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第二次打击就威慑而言更具有意义。几乎与荷尔斯得特同

时，凯浦兰（Morton Kaplan）在其《有限反击战略》中，对此作出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

在核对抗中，特别是在“双方确保摧毁”的情形下，影响威慑的可信性的主要因素，并不是

具备多大的第一次打击力量，而是承受第一次核打击之后对战局控制的第二次打击，也称反

击控制（counter force dominance）或升格控制（escalation dominance）。换言之，双方

在“确保摧毁”的条件下（ＡＤ1＝ＡＤ2），战略薄弱环节决定于谁的反击力量（counter 

force）更大，如果甲方的ＣＦ大于乙方的ＣＦ，即ＣＦ1＞ＣＦ2，那么甲方即拥有反击控

制力，而乙方的反击控制力则为薄弱环节。凯浦兰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谁拥有反击控

制力，谁对核威慑攻击或挑战更具可能。〔１０〕他的这种强调“反击控制”的观点，后来

也得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及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

的赞同〔11〕。 

    ６０年代初期，“威慑”理论权威汤姆士·席令（Thomas Schelling）两本关于威慑理

论的论著《武力及其影响》、《冲突的战略》问世。他首先提出关于第一次打击的争论已不具

备意义，因为他发现造成威慑无益的薄弱环节或产生刺激一方实施挑战的驱动力，不是决策

者认识局势的“冒险性”（risk-taking），也不是谁的“反击力”更大，而是对抗中或危机

中双方的“利益冲突”的程度，他认为，任何一方导致其趋于冲突的“利益”越大，对威慑

状态进行冲击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危机的过程也就是双方（就各自利益）价还价的过

程。”怎样消除这样一个薄弱环节呢？席令提出了“合作观”（idea of cooperation）：为了

尽最大可能缩小双方利益的差异或冲突程度，必须尽最大努力寻求冲突双方的共同利益

（common-interest）；而“双方确保摧毁”的威慑状态本身则是诱导双方去寻求共同利益—

—即避免两败俱伤——的源泉。〔１２〕 

    席令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使得“双方确保摧毁”的核威慑得以有效的关键，不是

“如何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使对方相信你将如何使用核武器”而必定造成对方无法接

受的损失。〔１３〕这一提法实际上反映了威慑论者们对核威慑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即所谓“核打击目标问题”（issue of targeting）——的关心和探讨。中心议题是，按照

或选择什么样的打击目标作核战略部署，而更能使对手相信核威慑的存在。 

    起初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的，是对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核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的论证。由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１９５４年１月１２日公开

阐述的该战略的核心，是宣称美国将予以苏联对西方防线的任何一点、任何一时的军事攻击

以大规模的核打击。〔１４〕很明显，其中心是所谓的“反击破坏”威慑观（counter-damage），

而基础则仍是双方确保摧毁，对威胁实施核报复的战略目标是不加区别的，即所谓的“目标

无例外”。这样的战略能使威慑有效吗？大约 10 个月后，普林斯顿国际关系教授威廉·考夫

曼（William K. Kaufmann）发表题为《威慑的必要条件》一文，对“大规模报复”的目标

无例外提出了异议。他指出，报复打击目标无区别，给威慑的一方只留下两种选择：一是无

所作为，二是全体自杀。因此，这种战略不仅不能使对方信服威慑的有效（因为除了“疯”

了之外，没有决策者会为了保护局部利益去换取全体灭亡的结果），反而使威慑者本身受到

“自我威慑”（self-deterrence）。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考夫曼接受了伯罗迪早些时候提

出的控制核武器的使用的设想，并进一步提出，这一控制使用必须体现在对反击目标的选择

上。为了增强核威慑的可信度，他认为核报复应基于予以对方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如重要

的中心城市）进行有限核反击，即对“战略价值目标反击破坏”（counter-value damage）

设想。〔１５〕对于哪些目标属于这样的价值目标（既要造成对方不可接受的损害，又要使

双方均认为对此打击是可能），考夫曼以后的学者不乏深入的研究。例如，荷  尔斯得特在

其给兰德公司的Ｒ－２９０研究报告中即强调，美国对苏最主要的威慑，必须基于“我们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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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他们设置核武器的城市”。〔１６〕 

    对城市或价值目标进行核报复的设想，仍未完全解决核威慑的有效问题：对城市特别是

对具有战略价值的城市进行核打击，仍然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口将被毁灭。考夫曼自己也在

其作为兰德公司研究员时期，对城市目标选择进行不断修正，以至最后他发现“非城市目标”

或“战略力量目标反击破坏”（counter- force damage）更能使核威慑有效。换言之，仅对

选择的对方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目标进行反击，能使核威慑更具说服力。在

兰德公司的支持下，考夫曼在两名数理经济学家大卫·麦加维（David McGarvey）和  佛兰

克·特灵柯（Frank Trinkle）的帮助下，于６０年代初成功地模拟了苏美核战的几种结果，

比较了“价值目标”与“实力目标”不同的威慑意义。他仍发现，如果选择“价值反击”，

一旦核战爆发，仅一个回合，对美国就要造成１．５亿人的死亡及６０％工业生产力的摧毁；

对苏联将造成４４万人死亡、４０％工业生产力的摧毁。如果选择“实力反击”，假如美国

把反击目标限定在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机场、导弹及核潜基地、与核武器相关的指挥控制中心，

这样可以避免１亿左右人口的死亡。〔１７〕他们的结论是，选择“实力反击”战略的核威

慑更令苏联信服。这一研究并没有解决几个显而易见的不稳定因素：假如旨在打击军事实力

目标的攻击精确度一旦有误而打击了对方城市怎么办？假如对方并不想按照也限定在只打

击军事实力目标的原则行事怎么办？假如双方在第一个回合均能只打击军事目标，而吃亏或

失败的一方用剩下的核武器再进行大规模报复又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迄今仍没有令人满

意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随着美苏地区性冲突与危机的不断增加，核威慑的理论研究扩大到对“延伸

威慑”的研究。凯浦兰在其《有限报复的战略》一书中，对延伸威慑大致作了定义：拥有核

武器的一方（或超级核大国），依赖于其核威慑力，给予其友邻或盟国以核保护。简言之，

就是把敌对双方以防卫攻击彼此本土为目的的核威慑，延伸到以防卫攻击彼此友邻、盟国的

程度。在当时的情况下，属于美国延伸威慑防卫范围的，有西欧的北约组织国家和远东与亚

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而划在苏联范围内的，则有东欧的华约组织国家及亚洲的中国大  陆。

这一威慑的中心问题仍旧是：当对抗中的核力量一方直接或间接参加对另一核力量所保护下

的友邻或盟国准备发动攻击时，怎样才能使其相信，这种攻击的结果将会是予以延伸威慑的

一方对其本土的核报复。 

    对于这个问题，延伸威慑论者有三种答案。第一，“有限常规战争”论。即指当苏联以

常规战争方式攻击或支持攻击美国的利益范围时，美国将准备以同样方式、同等规模、在同

一地区予以反击。这种观点最早是由杜鲁门时期的政策计划署主任保罗·尼采（Paul Nitze）

在其主持制定的“ＮＳＣ－６８”号战略计划中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后来又受到艾森豪威

尔的智囊们，如邦迪（McGeorge Burdy）、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施莱辛

格（Arther Schlesinger）等人的呼应。〔１８〕他们的“有限常规战”的目的旨在以实战

去实行遏制，而把这一设想放在延伸威慑里去系统考虑的则是凯浦兰。他认为，以常规方式

有限地“以牙还牙”只是手段，目的是对以核报复为手段的延伸威慑以补充：对对手的挑战

予以“立即的但是有限的”（不至于触发核战争的）常规反应，应旨在向对手证明你应战的

决心，从而使核威慑更可信。〔１９〕第二，“战争边缘论”。尽管这一战略观的发明权属于

杜勒斯，真正对其进行论证的是汤姆士·席令。他认为，推向战争边缘只是手段，而更重要

的是双方对潜在危险的控制，进而以这样一种“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来巩固

延伸威慑。也就是说，对抗的核力量是双方当局部利益冲突而处于危机状态时，受到挑战的

一方，不仅需要摆出会造成对方不可接受的损失的实战姿态（即推向战争边缘），更需要通

过外交谈判及对不断发展的危机状态进行控制，让对方也意识到共同利益（即避免损失过大）

的存在。〔２０〕第三，“有限核选择论”。此论的主要观点是，当局部利益受到对手（哪怕

是常规战争手段）的挑战时，仅以常规力量反击是不够的，必须摆出并准备对对手的战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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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目标（包括其本土的及利益范围圈内的）实施有限地核报复，非此不足以使延伸威慑有意

义。〔２１〕 

    上述这些观点，基本上体现了威慑理论形成阶段的情况。不难看出，此阶段的理论探讨

主要围绕着核武器为威慑手段与内容进行的。尽管就其范围而言，延伸威慑得到了相应的重

视，但“核时代、核武器、核对抗”这一主题没有改变。值得指出的是，核威慑的“威慑可

信性问题”一直是研究讨论的中心。其次，几乎所有的威慑理论学者都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

础，没有人对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利益冲突、危机、战争存在的必然性提出质疑。最后，就研

究方法而言，当时盛行的“理性选择”逻辑推理，以及相关的数理逻辑和传统的演绎推理占

主导地位，从而造成单一的、线性的分析形式。然而成果是显著的：这一阶段，就核威慑理

论的基本范围、主要对象、基本议题诸方面，初步形成了威慑理论体系的基本格局。 

     

三、关于威慑理论的批评及最新发展 

 

    正如美国战略研究其他理论的经历那样，威慑理论的研究进入６０年代中期后便停滞，

甚至衰败了。早期的那种活跃的研究气氛与不断创新的理论几乎不见了，有的只是来自于其

他领域的批评及其自身的反思。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一变化的客观因素，是这个时期的国际关

系，特别是苏美对抗关系的变化。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介入及其后果，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由

于这场战争所显示出的悲观前景，导致美国的公众舆论的“厌战反战”情绪，从而使得对军

方的指责、批评，直接影响学术界军事战略研究的信誉，进而使这一领域不再时髦和热门了。

至于到底威慑理论还适应不适应，连威慑理论学者自己也动摇起来。汤姆士·席令曾沮丧地

宣称：他的威慑理论体系“无法解释越南战争”后，继之而来的苏美之间的缓和一般公众的

“核战的危险在降低”的认识〔２２〕，尽管苏美的核军备竞赛从未“暂停”过。 

    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则是对核威慑理论的批评。这大致可分作四个层次。第一，威慑

的理性逻辑（logic of rationality）根本不考虑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首先提出这一批评

的Ｈ．波尔（Hedley Bull）指出：威慑的理性逻辑基础于数理经济学的“游戏”理论，而

且是几乎不加修改地套用在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他认为威慑理论提出的“只要一国大

力发展实力，全面表现实施这一实力的决定，对手即使是毫无理智、或是缺乏远见、或是才

识浅薄，也会放弃对这一威慑挑战的打算”的逻辑推理是不现实的。波尔指出，问题的症结

在于威慑理论用静止不动的眼光对待变化的、发展着的国际现实。而影响决策者理性选择的

因素，除了看对手的实力、决心外，国际环境的变迁，各种集团、地区利益的变化及各种力

量（包括政治影响、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文化覆盖等）的对比与消长等等，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２３〕荷尔斯提（Ole Holsti）在其１９７２年版的《危机、升格与战争》（#FKCrisis, 

Esealation, War#FS）一书中，把威慑理论放到国际关系中的环境中去检验，发现其缺乏普

遍意义，根据是：在某种情况下，非理性（irrationality）——如对战争的过分恐惧，对

敌方意图的错误理解等——反而使威慑得以成立；而在另外情况下，理性（rationality）

反而使威慑破灭。〔２４〕Ｐ．摩根（Patrick Morgan）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决策者们

都是理性的，那么在双方“确保摧毁”的条件下威慑是不可能工作的，因为，要实施威胁，

就意味着接受摧毁对方、同时也摧毁自己的后果，这对对方来说，这一决策是不理性的。然

而杰维斯则运用“安全难题”（Security Dilamma）模式，提出国际环境与威慑的成立与否

有紧密联系。他认为，对抗中双方的敌对意图（hostile intention）是由于国际环境而产

生发展的。具体地说，对抗双方的不信任是占主导地位。因此，对方任何一个具体、局部甚

至微不足道的军事部署变动，外交言辞的不一致，政治倾向性的转移等等，均有可能被认为

是大的攻击性军事行动的前奏。对这种威胁的夸大了的理解，将导致对方做出过分地反应，

这一反应同时也会引起另一方更进一步的反应，结果是，任何一小事件的发生均可导致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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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崩溃。〔２５〕 

    属于这一层次，同时也是这个时期对威慑理论批评最有影响的是亚历山大·乔治

（Alexandar George）和理查德·斯摩克（Richard Smoke）合写的《威慑与美国对外政策：

理论与实践》。他们首先提出，由于威慑理论的产生基础是“演绎推理”（deduction ） 的

方法，以致同美国的国际战略实践毫不相干。这样的理论根本无法指导政府决策者，在处理

二战后大大小小的危机中——特别是在延伸威慑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威慑去影响苏联及

其盟国的行为方式和意图。另外，他们发现：威慑最多只能使挑战者退缩回原地，而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造成冲突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美国的战略学研究应该向其他方向发展，不

要死守在威慑理论上。〔２６〕乔治和斯摩克的思想代表了这个时期盛行的自由主义

（liberalism）思潮，对“遏制”威慑理论的研究影响甚巨。 

    第二，威慑理论忽略了或有意不考虑影响决策的国内政治因素。尽管传统的威慑从一开

始就强调国内政治势力、公众舆论对威慑战略的支持是表现其威慑决心的重要一环，批评者

们发现，威慑理论学者们大都不考虑这一环的重要性。７０年代后期Ｍ．荷维德（Michael 

Howard）发表在《外交事务》季刊上的“战略中被遗忘的一环”一文，着重地分析了这一不

足。他观察到，很多威慑论者都把政府的对外政策与战略的决策与实施能力看成是绝对的、

至高无上的，而把其社会的反应几乎不予考虑在内，“就像是１１世纪欧洲的君主们那样对

军事战略作毫无后顾之忧的决策与实施。”他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由于不同的

社会政治制度对“冒险”（risk）有不同的社会承受力，直接影响社会生存、发展利益的威

慑状态的成功与否，往往决定于本国政治的支持；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并存，也使

得在不同制度下，社会舆论、政治势力对其政府对外政策，特别是军事战略的影响力往往不

同。他还提出，作为影响双方“决心平衡”（balance of rosolve）的重要因素——国内政

治的支持与反对，应该成为威慑理论研究的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２７〕 

    围绕着威慑战略决策的内部因素（internal factors）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一决策的组织

运行机制没有得到重视。这一机制通常包括：决策参谋机构（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军事指挥控制机构（如美国国防部、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外交执行机构（如美国国务院），

情报机构，对外信息传播机构，及其他辅导机构（如军事科研机构）等等。对于这一决策的

组织系统，各个机构的角色、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反馈作用，对威慑战略成立与否的影响，威

慑理论学者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研究。持此批评的代表作，是康乃尔大学教授理查德·勒伯

（Richard Net Lebou）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通过对不少实例进行分析，勒伯认为：组

织机构的结构繁杂、相互牵制、政治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及信息处理的误差等等，直接影响

最高决策者对局势的正确认识，以及作决策的信心与决心。由此  而造成的“误识”

（misperception）和“误算”（miscalculation）往往是威慑成功与否的关键。〔２８〕有

意思的是，他批评威慑理论的“理性”基础的基点仍是“理性的选择是威慑成功的前提”，

而他的结论则是：“决策中的理性，由于组织机制的关系而不易达到。” 

    第三，威慑理论不考虑对外来威胁（external threat）或对方意图（intention） 

可能出现的“误识”（misconception）。威慑状态成立的一个前提，是有一方试图以武力改

变现状，从而造成对维护现状一方的威慑。因此，威慑理论学者们均认为“不断的”、“永恒

的”威胁之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点。 

    杰维斯在其著作《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误识》（Perception ＆ Misperception）及其编

著的《心理学与威慑》（Psychology ＆ Deterrence）中，批评威慑理论对威胁认识

（perception of threat）的想当然。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去解释

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不理性。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特色则是不空谈理论，而把理论的精神放到

历史事例（historical case）中去检验说明。他发现，特别是在冲突、危机的紧要关头，

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决策者本身的心理因素。譬如，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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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动机与认识曲解”（motivation ＆ cognative distortion）理论就很适用：如果决

策者——特别是最高决策者——基于某些不准确或并不成立的事实，而相信某国或其经手人

有敌对意图，一旦这一心态成立，那么这一决策者便开始对有关认识上的敌对国意图的信息

作有选择地接受。这意味着和其认识上一致的信息将受到重视，而不一致、甚至证明其认识

是错误的则会受到有意忽视。在这样一个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决策者不可能对“外来威胁”

或他国意图作出正确的认识与理解。而基于这一错误认识而作出的有关威慑战略的判断与决

策也会有误，从而极大地影响威慑的正确实施与可靠效应。〔２９〕 

    实际上关于威慑状态中的对威胁的“误识”问题的研究，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方兴未艾。

近期比较有影响的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杰克·里维（Jack S. Levy）在１９８３年《世界政治》

十月号发表的论文“误识与战争的起源”。他把寻找“误识”根源的焦点放在决策者到底依

据于哪些具体事实来认识外来威胁。他发现，在决策者的眼前，对方的军事实力（capability）

和对外政策的意图（intention）之间有必然联系，他认为这是“误识”产生的一大根源。

实际上“实力”与“意图”两者间的联系不是永恒的，有些情况下，实力决定意图；有些情

况下，意图的变化根本不受实力变化的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意图可以在一夜间发生变化，

而其实力往往没有作相应的变动。〔３０〕而决策者仅依据实力与意图之间的必然联系去分

析对手，误识往往发生。 

    第四，威慑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现了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背景的战略观点的民族

中心主义倾向（ethrocentrism）。主要批评者杰维斯刊登在《世界政治》１９７９年１月号

上的“重新探讨威慑理论”一文里，尖锐地指出：尽管威慑理论学者们在讨论核理论时，都

声称在讨论“抽象的”“中性的”“Ａ”国或“Ｂ”国，而在论证“Ａ”或“Ｂ”国在威慑关

系中的行为时，基本上基于西方或美国文化背景的战略文化，他认为，威慑理论有两个错误

的前提。（１）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的目标不同，但他们认为，看待这个世界

的方法是一致的；（２）尽管不同国家的军事战略理论可能不同，而相对不完善的一方一定

会尽快向相对完善的一方看齐。他认为，这两个前提完全不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

历史经历及社会价值观念使决策者对威慑有不同的认识与分析，以致双方有可能不按同一个

模式、同一套规则去进行有关威慑的决策。〔３１〕 

    乔治·哥斯特（George Quester）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冲突解决月刊》上发表的题为“如

何识别共产党军事战略理论的真伪”一文中，提醒威慑理论学者们，不同的战略利益与传统，

将会引导苏联领导人在考虑核战略时，把防卫（defense）而不是威慑作为战略目标。由此

而会强调核军备的优势以保证守得住、打得赢，而不是承认核对抗的双方都不应该威胁对方

第二次核打击的存在，简言之，苏联的核战略观由于苏联的地理位置及传统影响，而不相信

“双方确保摧毁”这一核威慑的核心。〔３２〕这样的观点后来也得到杰维斯在其１９７０

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中形象的逻辑》及肯·布兹（Ken Booth）１９７８年版的《战略与民

族中心主义》两本书的肯定。他们更加明确地指出：那种纯抽象、单一的、浅层次的、完全

不考虑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威慑理论研究的方法，应该加以抛弃，而应加深层次，扩大范围，

认真考虑文化差异。〔３３〕 

    以上四个方面的批评，尽管给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的威慑理论研究大大地泼了冷水，

而使其直至７０年代末都一蹶不振。然而，正是这些反对意见使威慑理论学者们反思起来，

而且开扩了他们的视野，从而奠定其进入８０年代后新发展的基础。当然，促进威慑研究重

整旗鼓也有个社会因素：苏美核军备竞赛到７０年代末已难分伯仲，苏联强硬政策的固执（特

别是在阿富汗问题上），使得美国乃至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实力下降，影响减弱，而坚

持合作、缓和政策难以奏效。因此美国急需重振国威，而加强威慑则成为一剂补药。正是在

这样一片呼声中，威慑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然而从这几年的发展来看，其研究已不是传统

理论的再版，而向着一个新的、更趋完整的理论系统方向的发展已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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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核威慑理论导向运作机制的平衡问题的研究。影响这一发展的客观因素，为美苏

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ＳＡＬＴ  Ⅱ）的失败，以及卡特政府宣布的“抵消核战略”

（countervailing- strategy）。在仍旧是依赖“确保摧毁”还是加强核实战能力的表现以

达到核威慑效应的问题上，一开始分歧就很明显。核优势到底能不能使威慑更有效？杰维斯

和理查德·贝兹（Richard Betts）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核军备的均势（balance of 

nuclear force）已不影响核威慑的效应，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核大国的利益平衡，即在核战

生存问题上，维护这一根本利益的决心平衡（balance of resolve）。杰维斯特别指出，威

慑的成败不受装备的优劣、多寡影响；常常被误识的是决策者对实施核威慑的决心大小，这

一主观因素的平衡之微妙才是决定威慑效应的关键。贝兹则通过把这一问题放在美国过去的

延伸威慑的经验中考察，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双方确保摧毁”条件下，核优势已丧失意义，

而起作用则是双方利益的均衡。即在危机中，哪方牵涉进的战略利益越大，就会更坚定地实

施核威胁。〔３４〕另外一些学者却不这样认为。Ｓ．Ｍ．凯利（Spurgeon M. Keeny）和潘

劳夫斯基（Walfgang K. H. Panofsky）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强调在核对抗中，传

统的“实力均势”仍然适用，而影响这一均势的仍旧是武器的多寡、优劣与战略原则的完善

与否。他们认为有限核打击原则及为其准备的核装备是巩固、强化威慑的必要条件。考林·格

雷（Collin S. Gray）更进一步提出，要改变决策者们不会相信有限核战争能够打赢的状况，

关键在于要准备打，而且一定要准备打赢，这才会使威慑起作用。格雷的依据是，美国在和

苏联、中国过去的对抗中，对方最终退却并不是由于决心或利益不大而不愿冒险，而是慑于

美国核军事实力的强大优势。〔３５〕 

    其次，是关于“防卫与进攻”（offense and defense）的战略选择对核威慑影响的讨论。

直接引发这一讨论的，是里根政府１９８３年３月公布“星球大战计划”或“战略防卫计划”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就有过

定论：核对抗任何一方的战略防卫体系是导致核威慑崩溃的一大不稳定因素。简言之，如果

一方的防卫力量能成功地保护或加强其承受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一方对自己实施第

一次核打击就毫无顾忌了。这一观点成为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ＳＡＬＴ  Ｉ）

成立的基础。当这一问题再次提出时，虽然讨论正在深入，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仍认为战略防

卫的加强对核威慑的效应有害无益。他们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任何一方防卫能力的提高，

必定使对方变得易于受攻击（vulnerable），从而破坏了双方均不易受攻击这一核威慑成立

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加强了防卫的一方会更“敢于”冒险，而其对方也会因此铤而走险，

以求先机。〔３６〕第二，由于现代核技术的发展，很难对哪些属于防卫武器或技术，哪些

是用作进攻的武器作出明确的分辨，这一困难必将使双方的“误解”或“误识”加深且循环

往复，必定使核威慑局面复杂而脆弱起来。〔３７〕第三，加强防卫战略的选择，在延伸威

慑问题上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不少学者以第一次大战爆发的原因为实例，强调指出：（１）

防卫军事技术的发展并不影响决策者们受进攻战略有利的诱惑；（２）全局、长期的延伸威

慑的成功取决于局部的、短期的进攻战略，而着眼于防卫只能使这一威慑消极而无力。〔３

８〕第四，加强战略防卫的最大意义，莫过于胁迫（而不是威慑）对方。例如里根的“星球

大战计划”就为美在和苏的军备控制的长期扯皮中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讨价还价筹码，其作用

在于迫使苏联要么勒紧裤带搞核军备竞赛升级，要么就对美的有利于其本身的核军备控制要

求作出让步。〔３９〕 

    关于核威慑研究的另一发展是对相关的内部组织机制对威慑成立的影响的探讨。首先是

对核军事的指挥、控制与联络的深入研究。这一层次的深入恰恰应证了维尔德斯基（Aaron 

Wildavsky）早在６０年代中期提出的“组织机制的研究将开拓核威慑的一个新领域”的预

示。〔４０〕有意思的是，目前致力于这一研究的主要学者，都以一  战的经验作对比研究

的基点。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一战爆发是按所谓“螺旋模式”（spiral model）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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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的逐步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主要大国的决策机构对军事部门的失控，导致不同

层次的军方指挥系统控制了局势的发展，而使得一国决策指挥、控制与信息传递系统的非理

性化。据此，这些学者提出，在苏美的核对抗中，军事战略指挥权的过分集中，控制、联络

系统的错综复杂与效率不高，将会导致一战“螺旋模式”的重演。遗憾的是，尽管他们都认

为要加强Ｃ3的改善，而如何进行，且以什么作检验标准，答案至今仍不尽人意。 

    在这个层次上，战史、外交史学家也作了相当程度的呼应。通过对美国近来解密的５０

年代至６０年代初政治、军事、外交档案的研究，他们把威慑的“内部组织机制”这一课题

的范围扩展到国内政治及国际舆论这一层次。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John Lewis Graddis）

在其新作《长期的和平》一书中，用一章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结束朝鲜战争、第一次台

海危机及１９５４年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核武器政策作了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核威慑实际上

是个“自我威慑”（self-deterrence），而导致其产生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及

美国盟国的不支持。他的结论证明，关于核威慑的决策决不只是少数决策者可以左右的，政

治与舆论（起码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容忽视。〔４１〕加迪斯的观点最近先后得到马克·特

拉登保（Marc Trachtenberg）和大卫·罗森堡（David Rosenberg）的更进一步论证。〔４

２〕 

    ８０年代以来威慑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应属“常规威慑”理论（conventional 

deterrence）的出现。这一领域在早期的研究中几乎被遗忘。主要由于核武器作为终极武器

的出现，而使传统的常规力量的作用大大减低。即使常规战争爆发，也会很快升级为核战争。

国际对抗局势经过３０年的变化，常规力量无作为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在核恐怖、核威慑

的平衡条件下，谁也不敢轻易打核战争，常规冲突仍是最现实的威胁。因而如何加强常规威

慑仍具有意义。最先对此研究的理查德·贝兹，不仅提出了加强常规威慑的重要性，而且率

先对威慑的可行性作了论证。然而，他的结论基本没有脱离以前的“灵活反应”战略观

（flexible response）。常规威慑只是也只能是对核威慑、特别是延伸威慑的补充。即以常

规力量对抗或抑制局部的常规冲突，以求全局威慑的稳定；而常规威慑的成功与否，则须以

核威慑为“后盾”。〔４３〕 

    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翰·墨什默尔（John J. Mearsheimer）的《常规威慑》一

书，是迄今第一本比较系统研究常规威慑的论著。曾在军界供职多年的墨什默尔，着重从军

事战略角度提出了常规威慑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发现，在两国以常规力量对抗时，至少有三

种因素导致一方冲击威慑：（１）武装力量数量上的优势，即有以多胜少的条件；（２）武器

装备的先进、精良，即军事技术装备质量优于对方；（３）军事战略的正确选择与运用。经

过对２０世纪以来几个典型常规冲突的比较分析，他认为军事战略选择这一变量是导致常规

威慑成败的关键。墨什默尔又发现，常规军事战略通常有三种选择：（１）消耗战略（war of 

uttrition strategy）；（２）有限目标战略（limited aim strategy）；（３）“闪电”战略 

（blitzkring strategy）。而三者比较，选择“闪电”战略是影响常规威慑状态的最不稳定

因素。他认为，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坦克作为常规力量的主要攻击手段，是这一规

律的主要原因。坦克的特点很明显：动作迅速，能攻能守，而且还可以携带补充装备，这样

就使得传统的常规有形不变防守及纵深运动防守在坦克的突然冲击、纵深穿插、巩固阵地的

优势面前无能为力。他的结论是：当双方常规力量相对抗，如果条件允许一方采取“闪电”

战略，常规威慑最易崩溃；而至今能够克制对方“闪电战”运用的主要方法仍然是：（１）

加强纵深防守特别是防守力量对突然袭击的承受力；（２）加强对反坦克精确武器的研制与

装备。〔４４〕 

    墨什默尔常规威慑一般理论的提出引起了战略研究学界的很大重视，更有意义的是，越

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对苏美在欧洲的常规对峙形势的讨论，主要议题有：是“华约”的常规力

量处于优势，还是“北约”组织占优势？“北约”的防御系统能否维持欧洲的常规威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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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下，“华约”集团会引起欧洲战场上的常规战争？“北约”的常规力量应如何改善？

等等。这一争论刚刚开始，分歧就明显存在。与此同时，关于常规海军力量在常规威慑中的

地位与作用的研究，也吸引着不少学者的兴趣，主要围绕着常规海军战略地位、武器装备、

海上防线的构成、攻击战略的选择，以及与其他常规力量的合成关系等等进行探讨，其含义

也极不一致。 

    如何评价这个批评、反思与发展的阶段呢？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现在为时尚早，但起码

有两大特点是明显的。第一，威慑理论的研究已由原来单一的、只求线性关系，且浅层次的

探讨，转向多元、多层次的综合考察。这里，不再仅着眼于对抗中威慑成败的机制因素了，

视野已扩展到内部组织机制、政治与舆论影响、决策者心理因素等等。从传统的核威慑到现

在的常规威慑领域，研究领域拓宽了。第二，传统的理论论证方法也有较大的改进。越来越

多的理论学者开始认真注意史学论证的方法，即越来越细致地考察史例，从大量事例的比较

研究中找出带规律性的论点。而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也开始强调史论结合。这两方面的合作极

大地改善了威慑理论研究的环境。 

    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对“理性选择是威慑成功的唯一条件”的观

点，这么长的时期里，没有一位学者或一篇研究文章对此提出异议。尽管众多的威慑理论批

评者指出非理性的因素对威慑的成败有影响，而他们的原意无一例外地要求产生新的理论，

以便告诫决策者如何避免、防止非理性因素对威慑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这也是当前所谓“理

性”派（rationality group）和“非理性”派（irrationality group）争论的一个基点。

能否抛开理性与非理性这一轨迹而另辟新径，可能将是威慑理论有重大突破的关键。其次，

迄今的威慑研究大都致力于客观环境与因素对威慑效应的作用，而对主观因素的综合探讨不

多。威慑的运作过程，实际上主要是主观心理变化的过程。主观认识的形成与变化，除了受

客观环境影响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决策者自身主观因素的制约，尚无系统的理论分析。

最近开始受到重视的“战略文化”（strategy culture）研究，由于其对意识形态、道德观

念、地域与传统造成的认识上的约定与规范，决策者的心理素质及行为方式等作综合考察，

可能会对威慑运作的研究有启发意义。 

    纵观３０年来威慑理论在美国学术界的形成与发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威慑作为

理论研究与威慑作为战略的设想与决策是紧密相关的。尽管美国的学者们总以能够独立于

“政治”进行研究而引以自豪；尽管对决策者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有多少程度受理论研究的

影响尚无定论，但学术界紧紧围绕着政策问题（policy-oriented）作理论研究的事实是显

而易见的。对此，最近的一位威慑理论评论者也毫不讳言。他并且尖锐地指出，这也是造成

理论界只能产生只有“短暂上架效用”（a brief shelf-life）理论的原因之一。〔４５〕 

     

注释： 

 

〔1〕这一会议的主要内容已由 Joseph S. Nye Jr.和 Sean M. Lynn-Jones 总结成文。Se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88 (Vol. 12 No. 4), pp.5-27. 

〔2〕Ibid., pp.8-10. 

〔 3 〕 See K.T. Holsti, The Dividing Disciplines: Hegemony ＆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Winchester, Mass.: Allen ＆ Unwin, 1985). 

〔4〕See 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Vol. 31, 

No. 2), Jan. 1979, pp. 289-324. 

〔5〕See William Borden, There Will Be No Time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y(New York, 

MaCmillan, 1946); Bernard Brodie (ed.),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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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6〕See Brodie,The Absolute Weapon,pp.48-77. 

〔7〕美国著名军事战略评论家 Fred Kaplan 在其名著 The Wizards of Armagedoom: This is 

Their Untold Storie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3)中对 50、60 年代的美

国军事战略研究作了很细致的描述。关于“理性选择”观点，参看第三章。 

〔8〕Albert Wohlstetter 是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的兰德公司主要战略经济分析家。他

尽管没有取得数学博士学位，但他的数理经济方面的硕士论文在当时很有影响。关于他的威

慑观，参看其文“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Jan. 1959 (Vol. 

37, No. 2), pp.209-234. 

〔9〕Daniel Ellsberg ５０年代末进入兰德公司。主要做核军事战略方面的研究。关于他

的初步模型理论，参看他１９６８年提出的兰德公司报告，第Ｐ－３８８３号“The Theory 

＆ Practice of Blackmail”。 

〔10〕Morton Kaplan, The Strategy of Limited Retaliation 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cy Memorandum, No.19,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9, 1959). 

〔11〕Robert McNamara, “The ‘No-Cities’ Doctrine”; and James Schlesinger, “Limited 

Nuclear Option”, From Robert Art ＆ Kenneth Waltz (e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nal Relations ＆ Foreign Policy (Lanham: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3). 

〔12〕Thomas Schelling 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然而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则是关于战略

问题的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及 Arms 

and Influe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主要参考第一本的１－３、

８－９章，及第二本的１－３章。 

〔13〕同上。主要看 Arms and Influence１－３章。 

〔14〕关于美国战略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变化，参看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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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illiam Kaufmann, The Requirements of Deterrence,(Center of Internatinal 

Studies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4)。这一观点后来又被比较系统地阐述，看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概论”及１、４两章。 

〔16〕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oom, pp.208-209. 

〔17〕同上。参看第 5章，第 232-247 页。 

〔18〕关于ＮＳＣ－６８号报告，主要看 Gaddis, The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第２

章。另外，早在１９５０年，包括提及的几位在内的１１名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曾

联名写了一封长信，投寄在《纽约时报》上，公开批评完全依赖于核威慑来解决局部冲突。 

〔19〕Morton Kaplan, The Strategy of Limited Retaliation. 

〔20〕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Chapter 3-4. 

〔21〕William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Chapter 4;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22〕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oon, pp.334-335. 

〔23〕Hedley Bull,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 (July, 1968), p.600. 

〔24〕Ole Holsti, Crisis, Escalation, War (Montreal: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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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2 (Jan. 1978), pp.167-214;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pp.289-299. 

〔26〕参考 Alexander George ＆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他们的“多例实

证”法(multi-case study)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法。 

〔27〕Michael Howard,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57, No.5 (Summer, 1979), p.982. 

〔28〕Richard Net Lebou,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9〕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主要看“概论”与“结论”两章。 

〔30〕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 and the Cause of War”, World Politics, Vol.36, 

No.1 (Oct. 1983), pp.76-99. Levy 的另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是 War in Morde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ky, 1983)。这是迄今运用系

统论方法探讨国际关系变化规律的最成功的成果之一。 

〔31〕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pp.299-301. 

〔32〕George Querter,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al ＆ Pretended Communist 

Military Doctrine ”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X, (June, 1976), 

pp.173-179. 

〔33〕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32-236. 

〔34〕Robert Jervis, “Why Nuclear Superiority Doesrit Matt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4, No.4 (Winter, 1979/80), pp.617-633; Richard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1987). 

〔35〕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是：Spurgeon M. Keeny Jr. ＆ Wolfgang K.H. Panofsky, “MAD 

Versus Nuts”, Foreign Affairs, Vol.60, No.2 (Winter, 1981/82), pp.287-304; Colin 

S. Gray, “Nuclear Strategy: The Case for a Theory of Vic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 No.1 (Summer, 1979), pp.54-87.这两篇论文基本上反映了美国８０年

代初“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潮的影响。 

〔36〕See Michael Intriligator ＆ Dafobert Brito, “Non-Armageddon Solution to the 

Arms Race”, UCL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 Reprints, No.1, 1985, 

p.9. 

〔37〕Charles L. Glaser, “Do We Want the Missile Defense We Can Bui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0, No.1 (Summer, 1985), pp.25-57. 

〔38〕持这一观点的有：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 Strategy: When Is 

Offense Best”哈佛大学１９８５年未出版论文；Jack S. 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2 (June, 1984), 

pp.219-239; John J. Mearsheimer, “Offense and Defense”,芝加哥大学 1987 年未出版

论文 ; Scott Sagan, “ 1914 Revisited : Allies, Offense and Instability ”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1, No.2 (Fall, 1987), pp.151-175. 

〔39〕See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Jack L.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octrine Making ＆ The Decision of 1914 (Ith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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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Polic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25, No.1 (Mar. 1965), p.100. 

〔41〕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2〕Marc Trachtenberg, “A Wasting Asset American strategy ＆ the Shifting Nuclear 

Balance, 1949-54”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T, 1988 年未出版论文)；

David A. Rosenberg, “A Smoking Radiating Ruin at the End of Two Hours, 1954-55”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6, No.3 Winter, 1981/82), pp.3-39，Rosenberg 现为美

国战争学院的外交史学家，专门从事核战略发展的研究。 

〔43〕Richard Betts,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Predictive Uncertainty ＆ Policy 

Confidenc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0). 

〔44〕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1-3. 

〔45〕See Joseph S. Nye. Jr. ＆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pring, 1988), Vol.12, No.4, p.12. 

 
 

 

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透视 
 

黄椿、胡阳 

 

西太平洋地区（包括夏威夷以西太平洋海区及海上和沿海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美

国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是认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随着亚太

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

更为重要。因此，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一个较全面和透彻的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战后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历史、冷战结束的影响和 90 年代可能出现的

趋势三个方面作些探讨，有误漏之处，请予指正。 

     

一、战后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历史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过三个阶段性的变化。但无论怎样

变化，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和它的霸权主义政策。这是美国西太平

洋地区战略始终不变的因素。 

    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新中国的成立。在此大约 5年期间，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

目标是维护和加强美国在该地区取得的有利地位，保证西太平洋地区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

为达到此目标，美国采取了四项重大措施：其一，扶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力图通过一个亲美

的中国政府，稳定东亚局势，保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其二，压制日本军国

主义势力，“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1〕当

时，美日之间三年残酷战争的影响尚在，美国压制日本的措施是十分严厉的；其三，排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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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荷 等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和整个亚洲大陆扩展其经济与战略利益

扫清障碍；其四，阻止苏联影响向亚太地区扩张。不过，由于战后初期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

事力量十分有限，战争的破坏也使苏联暂时无暇东顾，因此在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中，

针对苏联的成分还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上述四项措施中，扶持国民党政府最为重要。

美国认为，“一个稳定、统一、亲美的中国，会是整个亚洲的关键”。〔2〕它必定会成为抑制

日本、排斥老殖民主义势力和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有力因素。还在战争结束前的 1945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在为罗斯福总统出席雅尔塔会议所准备的文件中就说：“我们建议由我

国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的、稳固的和统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为远东的

主要稳定因素”。〔3〕为此目的，美国不惜支出几十亿美元和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

打内战。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打乱了美国的计划，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它在西太

平洋的战略部署。 

    第二阶段，从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末。这个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

即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在欧洲，遏制的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在亚洲，则把中国作

为重点。当时，“美国在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建立一支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

平衡新中国”。〔4〕特别是朝鲜战争后，美国不甘心失败，处心积虑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

力图封锁、 孤立和搞垮新中国。为此，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作了如下调整：（1）放弃

压制日本军事力量的政策，转而扶持日本恢复和发展武装力量，帮助日本以“自卫队”名义

重建陆海空三军。这是美国在中国大陆建立亲美政权打算落空后而采取的最重要补救措施。

美国认为它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一个重大威胁来自中国，想借助扶持日本抵销中国影响的

扩大，使日本成为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前沿基地；（2）通过双边和

多边军事协定，建立范围广泛的联盟体系，力图构筑一条包围和封锁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

长链。从 1950 年到 1954 年，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签订双边军事

协定，并积极策划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3）将核武器引入西太平洋地区，向该地区派驻重

兵，并直接参加对该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依仗此时在核武器上占有的巨大优势，制定

了“两个半战争战略”，把中国列为主要打击对象之一，还威胁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报复”。

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第7舰队的实力得到加强，第7舰队成为美国海军中实力最强的舰队。

美国还直接卷入西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武装冲突甚至对该地区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如发动侵略

印度支那的战争。到 1968 年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集结的总兵力达 86 万余人（越南 53．4

万，泰国 4．8 万，日本 7．9 万，南朝鲜 6．7 万，菲律宾 2．8万，台湾 0．9 万，海上 9．4

万），占同期美军总兵力的 1/3 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却在西太平洋投入如此庞大

的军事力量。这种战略重点与兵力部署的不平衡状况，显然有利于真正能够威胁美国霸权地

位其实力日益增强的竞争对手苏联。苏联正是利用美国陷在越南泥潭里的有利时机，悄悄地

追了上来。待美国有所清醒时，苏联已是可与美国并肩齐坐的有力挑战者了。尼克松在回忆

录中对此曾十分痛心地写道：“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有许多事情都是由于战争而被耽误或推

迟了”。〔5〕到６０年代末，美国面对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和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

现实，不得不再次对西太平洋战略作重大调整。其标志就是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５日尼克松发

表的关岛讲话——即尼克松主义的出笼。美国西太平洋战略进入第三个阶段。 

    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美国谋求从印支半岛的战争泥潭里脱身，集中力量，加强与苏联在

欧洲和中东的争夺。此时，美苏力量对比已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而中美双方又都共同面

临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经过 2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拥有了可观的实力，成为亚太地

区不可轻视的力量。这些情况，促使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改变朝鲜战争以来的敌对状态。１

９７０年３月，尼克松在致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就正式提出：“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

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６〕尼克松政府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对西太平洋地区

战略进行调整的关键。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１９７８年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中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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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正常化。这也标志着美国大体上完成了它对西太平洋战略的调整。此后，里根政府虽又

作了一些微调，如加强前沿部署等，但基本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不

仅为美国赢得了一段宝贵的时间和相当的回旋余地去恢复越战创伤，重整国力和全球部署，

而且还由于它们得以同其他有关国家一道对当时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

侵略行径所起的有力遏制作用，而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７〕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意义重大，所以，美国甚至不惜断绝与“老朋

友”台湾的外交关系。１９７２年以后，美国第７舰队基本上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印

支战争结束后，美国把部署在西太平洋中国当面的军事力量大部撤走。到１９７４年６月，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就从８６万多人骤减为１６．１万人（日本５．８万，南朝

鲜３．８万，泰国３．１  万，菲律宾１．７万，台湾０．５万，海上２万）。进入８０年

代以后，其兵力又有所削减。１９８９年底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约１２万人（日

本５万余，南朝鲜４．３万，菲律宾１．７万，关岛０．８万）。〔８〕美国除大量减少军事

力量外，还将军事部署的重点北移，放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把该地区作为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军事上实行前沿部署的关键。很显然，这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向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军事

力量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大幅度减少地面部队，加强海上与空中力量的实力。特别是进

入８０年代以后，针对苏联太平洋舰队实力迅速增长，美国也着手加强它在太平洋的海上实

力。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７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第７舰队２个，第３舰队５个），

１０７艘主要水面舰艇和  ５１艘潜艇。〔９〕其实力超过苏联太平洋舰队。若再加上日本

海军，则占有明显的优势。 

    美国调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大力推动日本加强军事力量。日本隔海与

苏联相望，日本控制的对马、津轻和宗谷海峡，是苏联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深海的必经重

要战略通道。苏联向亚太地区进军的第一道冲击波，可能要由日本承担。美国实力相对下降，

无力派出更多的部队到东北亚地区。因此，美国力促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实力，利用日本的军

事力量作为美国对抗苏联实力不足缺陷的补充。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的军事实力迅速增长。

１９８９年，日本的军费开支达２９７．４亿美元，仅次于美苏，占世界第三位。日本三军

总兵力虽只有２４．７万人，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实力不可低估。尤其是日本海上实力

的增长令人瞩目，以６３艘主要水面战舰为核心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力在太平洋地区仅

次于美苏海军。此外，美国还大力扶持南朝鲜扩充军事力量，减少南朝鲜军队对美国军事力

量的依赖。到１９８９年，南朝鲜拥有６５万人的军队，包括１５００辆坦克，３１艘主要

战舰和潜艇以及３００多架作战飞机。〔１０〕美国扶持南朝鲜扩大军事力量，一方面是为

了加强对抗北方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腾出驻南朝鲜美军用于对抗苏联。 

    美国通过推动日本和南朝鲜增强军事实力，弥补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而在亚太地区兵力

不足的缺陷，使美国得以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对苏实行前沿部署军事战略。美国同日本、南朝

鲜以及菲律宾的联盟关系，则是美国实行前沿部署和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础。支撑这一联

盟关系的，是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前沿部署、联盟关系和核威慑三者构成相互联系的

整体，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军事部分的基本内容。 

    ６０年代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支援第７舰队派驻在印度

洋的分舰队。这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向中东和南亚地区扩张和保障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而

采取的重要战略性措施。美国驻印度洋分舰队主要由第７舰队派出（也有一部分第６舰队的

舰只），它与部署在地中海的第６舰队遥相呼应，对中东构成南北夹击之势，大大缩减了美

国对中东及南亚地区危机反应的时间，成为美国保持在中东和南亚、特别是在波斯湾影响存

在的有力支柱，同时也是阻止苏联南下暖洋和保证海湾石油基地及印度洋航线安全的主要力

量。在今年８月的海湾危机中，美国所以能够迅速部署军事力量，就是依靠了印度洋分舰队

的大力支援。在印度洋，美国不享有基地网的优势（迪戈加西亚基地规模太小）。中东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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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一旦有变，印度洋分舰队就必须侧重依靠部署在西太平洋美军及在该地区基地网的支

援。 

    综上所述，自７０年代以后，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主要内容有三：（１）与中国建立

联合抗苏的战略关系，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部分力量，特别是苏联强大的地面部队，减少美

国所受到的压力。（２）在军事上以核威慑为后盾，依靠与日、韩、菲之间的军事同盟，充

分发挥美国在海、空军上占有的优势及日本和南朝鲜的军事力量，针对苏联实行前沿部署军

事战略，把苏联的军事力量封锁在日本海内。（３）支援部署在印度洋的分舰队。在这三项

主要内容中，美、日、韩、菲军事联盟是基础（美日联盟又是轴心），与中国建立联合抗苏

的战略关系是关键。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云谲波诡。就在人类社会即将迈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之际，国际关系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对它的全球及地区战略进行

重大调整。 

     

二、冷战结束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去年底以来，东欧诸国及苏联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目前，这一变革仍在继续，重点

已从东欧转移到苏联。东欧和苏联发生的急剧变革，结束了持续４５年之久的、以雅尔塔体

制为中心的冷战格局。美苏关系全面缓和，并向合作方向发展。 

    冷战结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影响虽不似在欧洲那么强烈，但足

以使该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其影响的核心内容就是长期以来形成西太平洋地区战

略格局最重大因素之一的苏联威胁的大大减小。随着苏联因素的变化，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

格局自然会发生重大改变。它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１．中美联合抗苏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被大为削弱。共同抗御苏联的军事威胁，是促成中

美两国建立战略关系的主要原因。建立和维持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自７０年代以来，美

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关系曾使中美两国受益匪浅。苏联自戈尔巴乔夫

上台后，在处理国际关系上采取“新思维”的态度，美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从那时

起，就已有人认为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关系还是存在的。

因为当时美国还是把苏联看成是与它争夺霸权的有力对手，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然而，在

冷战结束的今天，美苏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已不再是相互敌对的对手。这

次海湾危机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这不仅仅是苏联为维持同美国缓和的关系而采取的姿态，

更重要的是苏联与美国维护世界稳定的共同利益所驱使。从长远来看，如果苏联经济能够按

照苏共２８大上的决定成功地转向市场经济，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上全面合作的最大障碍将

被搬除，从而有可能使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现大规模的相互渗透，形成苏联与西方国家

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并最终决定苏联必须走与西方国家合作发展的道路。对于苏联出现

的从经济制度上根本变化的可能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已看到，并从外部给予积极的推动。

今年６月底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和７月份召开的北约国家首脑会议均决定向苏联提供巨

额经济援助就是例证。 

    中苏关系也取得重大进展。去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贸易额达到３１亿美元。

今年４月，中国总理访苏，中苏双方达成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

的指导原则协定。中苏两国军队间的交往也已恢复。甚至有消息说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某些军

事装备和技术。中苏之间６０年代以来的敌对气氛已基本消失。 

    中美两国都是因为面临共同的苏联威胁而形成相互支援的战略关系。今天，当这一共同

面临的威胁大为削弱之时，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降低是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的。问题是中

美两国应当怎样应付这一变化。是仅仅把对方当作一张价值下降的“牌”抛出去，还是着眼

于中美两国和亚太地区的长远利益，共同努力寻找新的合作领域？这就要看两国领导人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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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远见卓识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和恢宏的  气度来规划未来的战略设想了。 

    ２．动摇了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前提。７０年代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

的主要内容是对抗苏联的攻势。美国的核武器大部分瞄准了苏联。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实行

前沿部署和得以保持与日本  等国家的密切的联盟关系，都是为了同苏联威胁相对抗。冷战

的结束，苏联军事威胁大为减小。苏联的军事战略已从进攻型转为防御型。据报道，苏联部

署在远东地区军事力量的结构已开始发生变化，即从注重进攻变为注重防御。可以确认，在

９０年代，  苏联在亚太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很小。今年７月召开的北约国家

首脑会议，已宣布不再把苏联看成敌人。《洛杉矶时报》７月３１日报道美国国务卿贝克出

访新加坡时说：“根据贝克的观点，苏联被视为潜在的朋友和伙伴，而不是美国在亚洲的头

号敌人”。在最近处理柬埔寨问题和海湾危机上，美苏已表现出积极合作的倾向。 

    苏联威胁的减小和美苏关系性质的变化，使美国以对抗苏联为主要内容的西太平洋地区

战略的基本前提发生了动摇。美国的战略成了失去对手的战略。甚至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集

结一支针对苏联的庞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都成了问题。今年４月发表的美国国防部报告《亚

太地区战略原则：展望２１世纪》中就承认：“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目前苏联国内和

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前景发生了变化，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现在被看得不那么重要了。”

美国国内要求减少美国驻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这类压力达到一定程度，

就会在国会中形成决议，并在政府外交政策中反映出来。因此政府是不能让这种失去对手的

战略长期继续下去的。 

    ３．日本未来地位的前景复杂化，所谓“力量真空”的出现，有可能引发填补“真空”

的斗争，并使该地区已存在的各种矛盾趋于激化。 

    美日军事同盟是美国维持西太平洋地区联盟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环。６０年代末以后，美

日军事同盟的主要任务是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的扩张。苏联威胁的大为减小，将使以抗御苏

联扩张为前提的美日同盟关系趋于松散。战后，美国虽然促使日本重建军事力量，８０年代

以后，还积极支持日本军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１％的限度。但美国始终没有忘记要将日本军

事力量的规模和目标纳入到美国的战略轨道中。因此，日本军事力量的装备来源、力量结构、

情报系统等许多关键方面都严重依赖美国。美国部署在日本和西太平洋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

对日本来讲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日本的军事保护伞，也是制约日本无限扩大其军事力量的

紧箍咒。美国人很清楚，把日本军队这只虎放出笼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需要对它有所限制。

对日本来讲，它之所以接受美国“紧箍咒”的限制，主要是因为它面对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

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而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的保护（特别是核保护伞）。但在苏联已

不构成多么严重威胁的今天，美国“保护伞”对日本安全的意义自然要大大降低。美国“紧

箍咒”能否长期念下去也就令人怀疑了。对日本可能会独立发展军事力量和建立自己的战略

目标的担心，恐怕已不是杞人忧天了。 

    苏联威胁减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苏联大幅度裁减其军事力量。据今年日本《产经新闻》

７月１６日的一篇报道，苏联外贝加尔、西伯利亚和远东３个军区的４个师已被取消，另有

１０多个师也准备取消。师的装备也发生很大变化，以前一个师配属２２０至２３０辆坦克，

现在已减少为６０辆。这就使部队的进攻能力大为降低。反映了苏联军事战略从进攻型向防

御型的转变。今年８月１２日莫斯科电台也说，“苏联在明年４月以前将把太平洋的海军力

量减少２０万人。⋯⋯在过去５年中，苏联已从太平洋撤出５７艘军舰，在１９９０年底以

前还要撤出１６艘军舰”。〔１１〕苏联裁减它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也促使美国

削减它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今年３月，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就曾表示，今后３年

内，美国将从西太平洋地区撤出１．２万人，占美国目前在该地区总兵力的１０％。苏联若

继续裁减其军事力量，美国的削减幅度还会再大些。 

    西太平洋地区虽不像欧洲那样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但美苏在该地区的对立，仍然是该地



《美国研究》1990年冬季号 33

区战略格局的基本内容之一。美苏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是长期以来保持该地区战略均势和

制约其他各种力量变化的一个重大因素。美苏既是对立面，也是统一体。它们在西太平洋地

区的争夺中纵横捭阖，同时也压制了其他一些力量成为影响该地区的战略性因素。然而，美

苏在该地区军事力量削减和退出的趋向，有可能诱使长期被美苏争夺的斗争所压制的一些力

量发展成为能够或者力图填补美苏遗留下“真空”的角色。其中拥有强大经济力量和相当军

事实力的日本最为引人注目。事实上，日本已经出现与美国的战略轨道拉开些距离的倾向。

日本国内也不乏要求做军事大国的舆论。日本一名右翼团体的头目就曾叫嚷，“现在是美国

把军队撤回国的时候了。日本能够保卫自己”。有报道说，在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公开讨论

派军队去维护日本领水以外的防务利益的可能性”。日本防卫厅长官松本十郎就提出：“在海

外使用日本军队对劫持日本国民的恐怖主义分子进行‘闪电式军事打击’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次海湾危机发生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一些首脑人物和防卫厅某些官员都表示可以考虑向

中东派遣日本自卫队。这一情况在日本战后史上还是首次出现，人们似乎已经可以听到日本

向军事大国迈进的咚咚脚步声了。 

    诚然，日本军事力量的规模还较小。且不说与美苏相比，就是与南朝鲜和越南比也强不

了多少。但是，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超级大国，１９８８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就达２８４

２７亿美元。日本拥有的强大工业力量和先进科学技术，完全可以保证日本在短时期内成为

世界性的军事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从希特勒上台到发动战争，也只经历了７年的

时间。当今的日本可比昔日的德国要强大得多。日本还可以利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扩大其政

治影响，和某些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主要靠经济力量维系的势力范围。就

如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今年３月２日的施政演说所说，“要发挥日本具有的经济、技术力量

和经验，积极参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那样一个日本就会成为真正敢说“不”的日本

了，并且会具有相当强烈的对外部势力的排他性。而头一批受到挑战的国家中很可能包括美

国。尤其是美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很难断言它们不会因此闹翻。美国对日本未

来的发展趋势已感到某些不安。在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就有所反映，并明确表示要阻止日本

军事力量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的倾向。 

    除日本的崛起有可能使西太平洋地区目前的战略格局失去平衡外，美苏在该地区力量的

削弱，还有可能诱使其他一些国家窥测地区性军事大国的宝座，以填补力量“真空”。这就

有可能使地区性的矛盾激化，给该地区造成更多的动荡。在这方面，东南亚地区似乎比较危

险。 

    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使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各种力量重新排

列组合时期。这一局面将促使美国对它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又一次进行重大调整。 

     

三、９０年代的可能趋势 

 

    西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日本已是占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四

小龙”都位于西太平洋地区。近几年新崛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经济发展十

分迅速的国家，也都属于该地区。１１亿人口的中国也是西太平洋国家之一。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美国在经济上与西太平洋地区联系十分密切，

这一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对美国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西太平洋是美国在太平洋实行前沿

部署的最前线，是控制整个太平洋和支援美国印度洋分舰队的关键之地。因此可以确认，本

世纪结束之前，美国不会把军事力量全部或大部从西太平洋地区撤走，它也不会轻易改变目

前在这一地区实行的联盟政策和前沿部署。美国需要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它在西太平洋地区日

益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利益。这是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不变因素。 

    然而，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各种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又迫使美国不能不对它的西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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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地区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局势。在９０年代，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

调整可能会出现下述几种情况： 

    １．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调整的重点，将是改变长期以来侧重在军事上联合抗苏的方

针，转而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利益为主的方针，即整个战略的重点将从军

事转为经济。 

    长期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前提是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其战略的目标就

是遏制苏联势力东出亚太地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和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的军事

力量，都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今，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合理足够的防御程度为目标”（苏联

国防部长亚佐夫语），军事战略由进攻型转为防御型，对美国的威胁已大为减小。美国自７

０年代以来在西太平洋地区实行的侧重在军事上联合抗苏的战略方针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

整才行。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增长。与欧洲相比，西太平洋地区诸国

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加上该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技术相对落后（日

本除外），集团化组织程度不强，有利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在该地区的竞争。１９８０年至

１９８６年，美国同欧共体的贸易额下降了７％，而与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则上升了２１

％。自１９８１年起，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西太平洋占大部分）就超过了与大西洋

地区的贸易额。１９８９年，美国对大西洋方向的贸易额为１７００亿美元，而对太平洋方

向为２６００亿美元。１９８８年，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贸易额，占美国全球贸易

总额的３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也已超过３００亿美元。美苏关系的缓和，美国

还有可能加入到大规模联合开发苏联远东地区的宏伟工程中来。这对美国加强同苏联的友好

关系和减少对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能源的依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在９０年代，美国

与以西太平洋地区为中心的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联系会更为密切，这一地区对美国经济的重

要性将日益突出。 

    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军事力量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利益。

正如布什总统今年３月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说，美国安全战略一向追求

的目标就是“以增进我们人民的福利”和“致力于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在冷

战时期，苏联军事威胁的严峻现实，使安全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因素。那时，经济利益

需要服从军事战略。冷战结束，长期由安全因素掩盖着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便突出起来。如

近几年美日经济矛盾的尖锐，一方面是因美日间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使美国不堪忍

受；一方面也是由于苏联威胁的减小，对美日双方讲，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正逐渐让位于经济

利益的缘故。 

    为维护和扩大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将充分利用它部署在这一地区军事

存在的影响。美国会竭力保持该地区盟国在军事上对它的依赖，使盟国在安全问题上有求于

美国，从而迫使它们在经济上对美国让步。为维护和扩大美国的经济利益，对经济制度相同

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降低双边贸易中美国逆差的状况（西太平洋地区诸

国及地区几乎均对美国出超），如压日本签订“消除结构性障碍协定”等。美国的高技术，

将作为美国改变贸易逆差状况的有力武器。对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美国除保持与它们的正

常经济交往外，还将努力从外部创造环境，促使其经济向市场化转变。美国及资本主义国家

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上占有的优势，这将成为促进这种转变的主要手段。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今后世界上各种势力的较量将更多地依靠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与

科技实力。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中，军事部分的重要性也就会有所降低，而经济与科技部

分的地位则会大幅度提高。因此，各国今后将把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争夺作为战略重点。从

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战略正处在向一个完全新的阶段转变时期，即以侧重军事争夺为主转

变为侧重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竞争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仍然不可低估，

但将逐渐退居辅佐力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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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与战略重点的调整相适应，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也将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首先，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的性质将由敌对转变为防范；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也会

作适当削减。到目前为止，苏联仍是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主要目标，因为只

有苏联才拥有能够在该地区对美国提出挑战的实力。但美国已经不是把苏联看成是危险的敌

人，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的性质正由敌对向防范转变。敌对与防范有很大差别。敌对是对危及

自己生存的挑战的反应，而防范则是对潜在威胁的可能性的反应。事实上，美国就是对它的

盟国也是有所防范的。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由敌对转为防范，就使它削减驻西太平洋地区兵力

成为必然。这已在前面有所叙述，不再重复。但美军减少的幅度和速度不会太大，在９０年

代逐渐减少１／３大概是极限。因为在该地区的美军并不仅仅对付苏联，还担负有其他战略

任务。 

    其次，美国军事部署中防范中国的意图将会有所加强。７０年代以后，中美之间形成共

同对苏的战略关系。但是，美国始终是把中国列为防范对象的。所谓“中国威胁”也时常出

现在一些美国人的言论中。只是由于苏联威胁的紧迫性，“中国威胁”的论调才没有多大市

场。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小，中美战略关系重要性的下降，特别是由于去年中国政治风波中美

国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中美意识形态上矛盾的激化，美国又有一些人把“中国威胁”的陈货

搬了出来，并且在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也有某些反映。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心表

现在三个方面：（１）担心中国国防现代化，会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构成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

地位及其盟国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２）担

心中美之间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会激化到压倒国家利益的地步，从而导致敌对；（３）怀疑中

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会停滞不前，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受阻或被打折扣，使中国孤立于世界之

外，不能参加解决世界与地区性冲突以及防止核扩散、减少军售、环境保护、反毒品走私和

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行列，从而使中国成为“难以预测”和“不稳定”的因素。

美国的这些担心所依靠的根据当然是错误的。中国一贯坚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

放政策也不会变。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是荒谬的。不过，目前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仍然

是要维护和发展同中国的正常关系，最近布什政府维持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不反对日

本恢复向中国贷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美国国务卿贝克曾说过，“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

确有它的安全利益，中国是这个方程式的一部分”。美国要维护和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

济利益，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没有中国的积极合作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加强防范中国的具体措施，可能会包括增加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国家和地区的军

事装备的出口，制订针对中国的应付所谓“突然事变”的军事行动计划等。但军事部署上不

会有较大变动。 

    再次，对付“低烈度”冲突的力量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战后，西太平洋地区就一直是世

界上冲突和动乱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美国战后打的两场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是在这一地区

（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这一地区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差别、贫富悬殊的巨大、民族矛盾的

尖锐等诸多问题，预示着在９０年代，这里仍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区。美苏在该地区军事影

响的减弱，也会使一些长期被美苏争夺所压抑的矛盾重新活跃起来。美国国防部今年４月的

报告中就担忧地谈到，“政治上的不稳定和动乱将成为该地区主要国家的特征”。由于大国直

接介入该地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而且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愿意轻易打一场代价高昂

的大规模战争，西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冲突将更多地以“低烈度”的形式出现。如颠覆与叛乱

活动、游击战、武装快速突袭、恐怖主义行动、劫持交通工具和人质等。“低烈度”冲突虽

不会对美国的生存安全构成挑战，但它会严重破坏正常经济活动的运行，因此对美国在该地

区的经济利益却是个重大威胁。所以在９０年代，美国将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对付

“低烈度”冲突的能力，如配署快速反应部队、增加用于对付此类冲突的专用装备、加强美

军本身及与盟国联合对付“低烈度”冲突的训练等。有报道说，美国已着手在冲绳建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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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战”训练中心，为对付“低烈度”冲突作准备。 

    最后，美国将加强对印度洋分舰队的支援力量。９０年代，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第７舰

队将继续担负对印度洋分舰队的支援任务。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如果说以前印

度洋对美国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诸如维护海上航线安全、阻止苏联势力南下暖洋以及可以在

那里部署弹道导弹潜艇并对苏联中亚地区构成核威慑等军事方面的话，那么今后将更多地表

现在经济方面。印度洋地区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这一地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十分巨大。美国、西欧、日本等国所需相当一部分石油来自于印度洋的波斯湾地区。

环印度洋周边的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泰国、印尼、新加坡、埃及、伊朗、伊拉克等

国都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未来这一地区也将会出现同西太平洋地区一样旺盛的经济活力。

这一趋势已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而日本已经捷足先登了。今年５月日本首相出访南亚诸国

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日本与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美国当然也是不甘落后的。美国

需要继续在印度洋保持一支军事力量，以维持和扩大美国影响的存在。为加强对印度洋分舰

队的支援，美国目前还不会轻易放弃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国失去克拉克和苏比克基

地，它支援印度洋分舰队的基地就得后移２７８０公里到关岛和加罗林群岛一线。这就意味

着军舰即使以３０节的高速连续行驶，也要多走４８个小时。在现代战争中，迟早４８个小

时，可能正是胜败的关键。美国还将为第７舰队增加核动力舰艇，以延长舰队的持续巡航时

间。目前，第７舰队已经是美国海军中拥有核动力舰艇较多的舰队了。此外，美国在关岛和

加罗林群岛上的基地也将得到加强，以便为可能失去的菲律宾的基地作准备。 

    ３．维持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均势，阻止打破这一均势的其他势力的出现，将成为美国

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６０年代末以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苏三足鼎立，在力量对比上各有所长，基本

上保持着力量均衡的态势。这种局面有利于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对中美两国都有有利的一面。

因此对美国来讲，当然不希望这一均势局面被打破。在今年４月的美国国防部报告中就指出，

美国要在西太平洋地区“维护均势，以防止任何地区性霸权主义的出现”。表达了美国力图

维持该地区均势局面的愿望。这里的“任何”二字意味深长。显然，它包括了美国的长期盟

友日本，反映了美国对日本军事力量发展前景的某种防范意图。因为事实上只有日本才有实

力打破西太平洋地区目前的均势局面。日本《读卖新闻》对此曾分析道，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表明了美国政府要阻止日本军事大国道路的态度”。时事社认为，“驻日美军的性质已开始

发生变化，即由过去保卫日本以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转变为监视日本”。美国海军陆战队驻

日本基地司令亨利·斯塔克波尔少将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日本的邻国都不希望日本重新武

装起来，因此，如果我们退出美日安全条约，这肯定会成为亚洲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对日

本军事力量防范意图的画外音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强烈要求日本进一步承担大部分驻日美军

的费用，就是限制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一项具体措施。如果美国的要求被日本所接受，日本

将被迫供养一支不是服从于日本政府而是听命于美国的军队。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也将因为

缺少财政保障而难以大幅度扩大，日本也就很难成为军事大国。总之，日本要做经济与政治

大国，美国是不会有什么疑虑的。但要做军事大国，美国是要反对的。 

    美国还会竭力阻止其他试图打破西太平洋地区均势的因素发展壮大，反对企图建立地区

性霸权的国家扩张其势力和影响。因为任何试图打破西太平洋地区均势的行动，都将直接或

间接地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从而威胁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战略利益。 

    当然，上述几种情况是否会出现，还要看西太平洋地区各种力量的消长以及整个世界局

势的风云变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美国必定会对它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进行重

大调整，因为这一地区的战略格局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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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九十年代美国对外 

经济关系的新战略 

 

肖  炼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美国经济和美

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引起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在战略上的调整。本文致力于

探讨新形势下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战略，这正是世界经济界十分关心的问题。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长达４０年之久的美苏军备竞赛，由于苏联

经济的衰落而暂告结束；从全球范围讲，军事的因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下降，经济的因

素正在上升。 

    “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早已为人们所忘却，并在经济实践中被人们所抛弃。以闭关自

守和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经济模式，正在受到改革浪潮的冲击。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经济细胞——企业——的能量加强，使国家的力量下降或受到制约，使

过去受政治制度和地理位置束缚的市场瞬间连成一个整体。那种凭借“应得的权力”和“制

约的权力”〔１〕划分世界经济的做法，已不适应于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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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世界重新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超

越国家的障碍，正在走向集团化。面向２１世纪，北美、欧洲和日本将形成自由贸易的“黄

金三角形”。〔２〕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欧洲共同体为

核心的欧洲统一市场，以及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将构成世界经济的新的

三元框架。 

    在上述三元框架为主体的基础上，世界经济将形成多重立体结构的格局，详见下图。（图

略） 

    从地区划分上看，北美、欧洲和亚太三足鼎立；从单国经济实力看，美、日、德可以抗

衡；从三元经济结构的圆心看，各自都在巩固和扩充其势力范围和影响。譬如，在最近召开

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欧洲想帮助东欧国家和苏联以扩大欧洲市场；日本打算首先援助中

国以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美国则提出援助中南美洲国家的政策，把容易流向东欧国家和苏

联的资金拉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上来，以谋求美国后院的政治稳定与市场重建。〔３〕另外，

三元多重经济结构之间，时有交叉和耦合，当德国和法国打算援助苏联的时候，美国、英国

和日本却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达成默契。随着三元经济结构重心的偏移，可能会产生新的组

合。当重心倒向欧洲这一极时，美国可能会联合日本与欧洲抗衡；当重心倒向日本和亚太地

区时，美国则可能利用欧洲来钳制日本；畏于美国的强大，日本和西德也可能携手与美分庭

抗礼。 

    总而言之，这种三元多重立体结构从宏观上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笔者认为，

起码在２１世纪之前，这个格局不会有重大的变动。 

     

二、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原因 

 

    １．苏联经济的衰落。近年来，苏联经济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都在下降，从世界第二

位下降到第七位，从而使它不再具有与美国争霸的物质基础。东欧变革步履艰难，体制转轨

引起的经济混乱状况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组织正在解体，苏联的经济

由自封闭的内向型逐步开放，在投资、货币、生产和流通等各个领域向国际化方向靠拢。不

论苏联经济的发展前景如何，在２１世纪之前，它都难以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构成主要威

胁。 

    ２．对美国经济构成主要威胁之一，是以日本为轴心的、迅速崛起的亚太经济。美国的

各主要企业都已相继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以日本企业为首的亚洲竞争者强有力的挑战，它们

在钢铁、造船、机床、汽车、半导体和电视等传统工业方面领先于美国。为了赶超美国，日

本正在制订新的工业发展战略，谋求通过发明而不是模仿来加速做好准备，它在微电子、光

技术、超导和信息系统等６个“关键领域”保持和分享了世界领先地位，〔４〕这对美国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１９８９年，获得美国专利前四名的是４家日本公司。日本在美国专利中

所占的比重从１９７５年的９％上升到１９８９年的２１％，而同期内，美国的相应比重却

从６５％下降到４７．５％。〔５〕亚洲四小龙采取雁阵式的发展战略，以“亚洲般的奇迹”

打入美国市场。以日本为首的亚太地区正在变成一个广阔的市场，面对亚洲的挑战，美国的

一些商业活动正在从东海岸转向西海岸。纽约在１９９０年失去了美国第一大港的地位，被

洛杉矶取而代之。在美国５个重要的港口中，有４个位于太平洋海岸。上述经济态势不仅使

美国人而且使欧洲人感到震惊。法国《费加罗杂志》载文道：美国现在已背向欧洲而面向亚

洲，对欧洲来说只有也去占领亚洲市场同美国进行竞争而别无他途。它认为，不仅美国的未

来在于亚洲，欧洲和全球的未来也在于亚洲。 

    ３．对美国经济的另一个主要威胁，是以欧洲共同体和两德统一为基石的新欧洲。随着

美苏在欧洲的军事对抗逐步削弱，双方在欧洲的影响也大为减少。两德统一不仅影响欧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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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内部的力量对比，而且产生了一个能与美国抗争的世界级经济强国。统一后的新欧洲将有

力地在经济和政治上同美国竞争。它对美国的经济挑战可能超过日本。欧共体国家的国民生

产总值合计共近５万亿美元，逼近美国的５．２万亿美元，仅此就使日本的２万亿美元的国

民生产总值相形见绌。〔６〕欧共体国家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２２．２％，与美国

所占的２６％相差不大，日本所占的比重则不到１０％。据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汤姆·雷

德本分析，８０年代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日本和亚太四小龙不断增长的出口实力上。

目前，美国同日本及亚太国家的贸易难题正在退居次要地位，华盛顿同它的一些欧洲盟国的

紧张关系正在加剧。欧洲对美更具有挑战性。由于欧洲人口和经济潜力都超过美国，统一后

的新欧洲可能成为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同西欧在诸如对苏经济政策和农产

品补贴等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已存在多年，这些分歧大都没有爆发，是因为西欧需要美

国保护，免遭苏联的威胁。今后这些分歧可能突出。〔７〕 

    ４．美国和加拿大已经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将在１９９９年之前建立起一个

共同市场。美加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度超过其他西方国家，两国７５％以上的商品是在自由

贸易的基础上进行。此外，美国还同墨西哥加速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可以预言，美加

墨共同市场的建成必将有利于美国应付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挑战。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也为美

加墨共同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首先，苏联迫于国内经济问题对拉美地区的援助日趋减少，

这就有利于恢复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其次，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冲突趋于缓解，一

些拉美国家开始推行开放型市场经济政策，同美国进行贸易合作已成为可能；再次，日本和

欧洲对美洲的渗透不如美国。美国联合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共同市场的经济实力，各项指标都

超过日本和欧洲，见下表。 

美加墨共同市场、欧洲共同市场和日本亚太市场实力对比* 

 人口（亿） 国民生产总值（万亿美元）

美加墨共同市场 

欧洲共同市场 

日本亚太市场 

3.5 

3.2 

1.8 

5.8 

4.8 

4.0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推算。亚太市场主要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 

    由以上四点分析可以看出，以美国为轴心的北美自由经济区，以日本为轴心的亚太自由

经济区和以共同市场为核心的欧洲自由经济区构成了９０年代乃至２１世纪世界经济的基

本格局和态势。这种“金三角”之间以及“金三角”之外的运作、矛盾和协调，将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在“金三角”中，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

体都在不断调节它们各自与经济区内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美加经济协定和美墨自由贸易谈

判在诸如投资环境、关税和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存在一些障碍，但它们在许多方面都达成谅解，

有利于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岛国日本很难建立起像北美大陆那种面上的合作关系，它

只能与其他国家建立起点线关系。面临增强的北美和欧洲，日本必须加深同亚洲四小龙的关

系，强化亚太的雁阵式发展并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不断拓宽亚太各国的国内市场。欧

洲在两德统一和共同市场、农产品补贴等问题上尽管意见分歧，但是，欧共体１２国如果不

通过相互取长补短，哪怕是与自己不喜欢的对手结为集团，单凭一国的实力不要说与美日抗

争就是本国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然而，联合起来的欧洲，是世界上任何对手都不敢忽视的力

量。经过多年协调，在金融、货币、关税、工农业产品销售等方面逐步走向统一的欧洲市场，

将使美日望而生畏。从“金三角”的组织结构看，除欧共体外，北美共同市场和亚太市场比

较松散，没有像欧共体那种正式的组织机构和章程。北美共同市场有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作基

石，亚太市场中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协定，只是某些国家有这方面的意向。因此，在市场组织

的约束力上欧共体优于北美市场，而北美市场则优于亚太市场。从对“金三角”的制约力来

看，北美市场属于强弱组合型，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具有很强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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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力。亚太市场属于强弱搭配不均型，在这个市场中既有实力很强的日本，又有实力居中上

层的“四小龙”，既有中等水平的东盟，又有欠发达的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中许多对日本仍

抱戒心。尽管日本增加了对亚洲市场的投资，由于该市场组织的松散性和经济实力的梯度层

次，因而日本很难对亚太市场产生较强的制约力。欧洲市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在一个层

次上，属于一种“诸侯称雄型”，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很难对其他国家产生制约作用，即使德

国实力居上，也还不具有像美国那种在北美市场中的绝对优势。与前两个市场不同，欧共体

的制约力主要来自欧共体组织机构本身的协调。从“金三角”的经济实力上看，尽管北美市

场略占优势，但基本上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在“金三角”中，任何两个市

场的组合都将对第三个市场构成致命的威胁，而且，每个市场都希望渗透到对方以增强自己

的优势，避免被孤立。在对苏经济关系上，西德和法国占优势，在对中国的经济关系上日本

和美国占优势。随着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削弱，美、日、中关系的作用在加强。此外，美

国除了和日本在南美市场上进行争斗，还在非洲市场上与欧共体进行角逐。从地球上的任何

角落乃至宇宙太空都进行着一场激烈竞争。 

     

三、美国经济是否正在衰落 

 

    目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９０年代美国经济的兴衰不仅对美国的对外战略本

身，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对未来２１世纪前的美国经济到底是兴还是衰的争论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衰落，它将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

１．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５０年代的５０％

下降到９０年代的２５％左右，这种下降趋势将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头号强国的地位被其他

国家所取代。２．“孪生赤字”加快美国经济衰落的步伐，美国由债权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债

务国，巨额赤字使美国丧失帮助解决世界问题的能力。３．支撑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高科技

和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正在消失，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４．日本经济和西欧经济的崛起意味

着美国经济的衰落。日本声称，２１世纪是日本的世纪，日本将取代美国的地位。〔８〕两

德统一后的德国经济使美国尤为担心，“在新的历史时代，美国的领导作用将会结束”。〔９〕

与第一种观点针锋相对，第二种观点认为，９０年代的美国经济不是衰落而是复兴，持这种

观点的主要论据是：１．５０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５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暂时产物”，这种不平衡状态是不正常的，消灭这种不平衡状态正是美国政策的目标之

一，现在成功了，不应视为衰落。〔１０〕２．“孪生赤字”是里根经济政策的暂时副作用，

而不是美国经济的衰落造成的，另一方面应看到里根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即它将实现美国

经济无通货膨胀的长期增长，因而这不仅不能说明美国经济的衰落，相反证明它的复兴。

３．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５％，却创造

了１／４以上的世界财富，尽管美国面临的实际挑战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不

可避免地沦为二流经济大国。〔１１〕笔者以为，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果从世界经济的三元多重立体结构来观察美国经济，它们都有一定的偏颇。从“衰

落论”的观点出发，它低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潜力，夸大了日本和欧共体的经济实力

和经济潜力。如果“衰落论”能成立，要么“金三角”的关系难以确立，要么“金三角”的

重心向日或向欧偏移。从“复兴论”的观点出发，它夸大了美国经济的实力和经济潜力，低

估了日本和欧共体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潜力，对美国经济存在的困难和缺陷估计不足，因而在

处理与日本和欧共体两角的关系上可能处于被动地位。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影响９０年代美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因素进行客观的分析。 

    高技术水平是直接影响美国经济实力和潜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许多高技术产品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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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先开发的，但由于随着技术转移的扩大和加速，美国已在许多高技术产品方面不能长期

保持领先地位。８０年代日本在电子技术、机床、汽车、钢铁等产品市场中战胜了美国。在

这一领域，美国企业不灵活，不能很好地吸收和利用国外的成功生产经验和工艺，因而导致

技术“单向转移”，有去无回。日本和欧洲通过购买美国的技术并加以吸收和消化，反过头

来成为美国的强劲竞争者。过去美国人一直嘲笑日本人是模仿者，现在不同了，日本正在制

订新的工业发展战略，变模仿为发明，它试图在从化学材料到超导等新技术领域中都取得突

破，向美国提出挑战。据美国国防部研究报告透露，日本在微电子、光技术、超导和信息系

统技术等６个“关键领域”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尽管欧洲在高技术领域与美日尚有一

定差距，但目前欧洲的高技术正在突破国界的限制，发展成与美日竞争的集团一体化结构。

上述情况是否能说明美国高科技的衰落呢？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美国仅在传统的高技术

部门失去了优势，而在开发和掌握最新一代先进高技术方面的潜力的绝对指标几乎等于日本

和西欧的总和。美国在诸如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激光技术、宇航技术、复合材

料等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美国在科学家、设计师和基金装备率等方面超过日本；美国的

纤维复合材料生产占世界的２／３，日本和欧洲仅占１／３；美国的纤维光学制品产量占资

本主义国家产量的一半；美国在宇航技术和卫星设备的交易中９０年代都将保持顺差，美国

在世界计算机软件市场上的份额占３／５，欧共体占１／３，日本占１／５；美国在自然科

学基础研究方面比工业实用开发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有利于美国在９０年代保持科技的领

先地位。〔１２〕虽然日本和欧洲在高科技的某些部门已经超过或正在逼近美国，但是，它

们要在决定科技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赶超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美国在吸引世界最

优秀的科技人才方面也较日欧拥有很大优势，世界科技人才的流向是美国，而不是日本和欧

洲。 

    联邦财政收支状况是反映美国经济的一项重要指标。８０年代美国财政始终处于赤字状

态，截止１９８９年底，财政赤字累计达２．８万多亿美元。〔１３〕这使人们对美国经济

的期望值降低。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其宏观经济政策有所改变，他一反总统竞选时的承诺，

提出增税计划，通过征收各种销售税使１９９１年度的预算赤字达到格拉姆平衡预算法规定

的１０００亿美元的水平。从１９９０年的情况看，预算赤字为１８３４亿美元，实际财政

赤字测算为１２３８亿美元，比预算数少５９７亿美元。最近，布什提出，在今后五年内把

美国武装力量减少５０％。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国防预算费用将削减２０％（１９９０

年为３０３０亿美元）。如果上述数字能落实，美国财政赤字将减少６００亿美元，大大超

过格拉姆平衡预算规定的指标。与美国的情况相反，日本和西德却提高了国防预算的支出，

这是在分析美日德经济实力时不可忽略的问题。 

    国际收支差额反映美国对外经济实力，包括进出口贸易、劳务和转移；资本项目；特别

提款权和官方储备。１９８２年以前美国的经常项目多为顺差，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９年，

美国经常项目连年逆差，累计达７７７０亿美元。主要是外贸逆差引起的，尽管经常项目的

其他项目有盈余，但抵补不了巨额外贸逆差。在美国外贸逆差中，对日本贸易逆差占４０％

左右，对欧洲贸易逆差占１５％左右。布什政府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就消除美日贸易结构性

障碍等问题与日方进行谈判。从１９８９年的贸易状况看，贸易赤字下降到１９８５年以来

的最好水平（１１４９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降为１０５９亿美元，对日贸易也比前三年

要低（４９３亿美元），对欧共体贸易第一次出现顺差（１５亿美元）。总的来看，美国外贸

赤字仍很沉重，但已呈现转机。 

    与经常项目不同，资本项目反映以货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在国际间的变动。７０年代美

国是资本净输出国，８０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增长大大超过

美国在国外投资的增长，累计外债近５０００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外国在美投

资占美国资产的５％，占美国政府债券的１３％，占美国股票的７％，占美国土地的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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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美国投资最多的是英国和日本，其次是荷兰、加拿大和西德。美国由债权国变为债

务国对美国作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无疑是一个挑战，但是否会引起美国的衰落？这要做具体

分析，首先，虽然美国对外投资的增量部分少于外国，但是其存量部分仍遥遥领先，它在全

球仍拥有几万亿美元的财产。相对存量部分而言，增量部分的减少还没有达到引起衰落的程

度。其次，美国在资本输出方面的守势既反映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扩张力，也反映了美国投

资环境优于其他地区，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再次，多吸引外资有利于吸收日本和西

欧的先进管理经验，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利用外

资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日本和欧洲的两倍。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外国投资者每年为大约３００

万人支付９００亿美元的工资，而且比美国雇主支付给雇员的工资高２０％左右。第四，虽

然外债要付息而影响收益，但是较多的资本输入会相对压低利率，促进国内投资，有利于企

业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例如，洛克菲勒公司用日本三菱不动产公司的８．４６亿

美元更新陈旧的房产，换上电脑化的现代化设施。可见，美国对外国投资采取开放的政策，

并没有危及其主权和实力，反而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如果拒外国投资于门外，倒可能引起停

滞和衰退。 

    特别提款权和官方储备是衡量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内容。据世界银行１９８８年世

界发展报告，在包括黄金，特别提款权、外汇在内的国际储备总额方面，美国比日本和西德

有较大优势。美国的国际储备总额为１３９９亿美元，而日本和西德则分别有５１７亿美元

和８８９亿美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虽有经常项目的逆差，但已存在转机；外债虽有弊有利，但

总体上讲利大于弊；雄厚的国际储备有利于缓解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赤字。 

    总之，美国在９０年代乃至２１世纪仍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

的。它在诸如总体经济实力、人口规模和质量、科技和教育水平、军事实力、与同盟国的协

同机制、凝聚和感召力、地缘政治等方面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基础。美国经济由于绝对数值高、

规模庞大而且多样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部门或地区走向衰退时，另一些新兴的部门却

在增长，不能根据某些部门或某些因素的停滞或后退而断言美国整个经济的衰落。另一方面

也必须看到，由于日本、西欧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不过，

美国虽然不可能像５０年代那样主宰世界，但它在９０年代的状况要好于７０年代和８０年

代，因为冷战的结束将使美国能够腾出更多的财力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并且在世界经济的三

元多重立体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新战略 

 

    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战略始终是为其谋求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服务的，由于世界经济形

势的变化以及三元多重立体结构的形成，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战略必将做出新的调整。 

    鉴于“金三角”关系的形成，为了对付以日本为轴心的亚太市场和以欧共体为轴心的欧

洲市场，美国必将加速美加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加快北美共同市场的形成。美国在双边贸易、

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第三产业等领域以跨国公司的方式加紧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渗透，在条

件成熟的情况下，也不排除美国与加墨两国成立类似于欧共体那样的北美市场的正式组织机

构，以加强本元（指美、加、墨共同市场）经济结构的凝聚力和北美市场的向心力，完善协

同竞争机制、调节各国之间的矛盾，提高整体竞争力。 

    在加强本元经济结构的同时，美国将采取各种方式对“金三角”中的另外两角采取制衡

措施。 

    针对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经济扩张，美国将采取如下对策：１．在贸易上采取较强硬的

措施。布什政府已按照所谓超级３０１条款把日本列入不公平贸易伙伴的名单，要求日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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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贸易保护主义，取消日本在对美国商品和劳务设置的重大结构性障碍；日本如若不消除这

些障碍，不扩大进口，美将对日采取“管制性贸易”。２．防止军事上的依赖性。由于五角

大楼从日购货，“挖空”了美国高技术基础，使日本在６个关键技术领先于美国。对此，美

国可能采取一项双向技术转让政策，以减少对日本产品的依赖性。在某些影响未来科技发展

的决定性高技术领域，限制对日技术转让。３．适当均摊责任。由于日本过去４０年来一直

在美国的防卫伞下免费搭车，以集中一切力量去占领世界市场。为制约日本的扩张，美国一

方面要求日本扩大防务费用（从占国民收入比重的１％提高到３％），另一方面鼓励日本在

解决第三世界债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４．对日本的直接对美投资，美国原则上表示欢迎，

但美国密切注视这些投资的去向，尤其对高技术投资保持警惕。〔１５〕协调国内各项政策，

美国可能会修改税法、投资法和反托拉斯法，提高美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尤其

是与日本公司竞争的能力。布什政府提出的削减资本所得税和制订“家庭储蓄计划”的建议，

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步骤。例如，放宽现行的反托拉斯法，就是使美国公司在市场竞争的同

时，能够在研究和开发领域合作，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从而有利于和日本的争夺。６．在

日本炮制的亚太市场内部打入楔子，说服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说服亚洲四小龙，

使它们了解日本的市场壁垒和结构性障碍对它们的危害与对美的危害同样多，以便共同协

作，对日采取一致防范措施。〔１６〕例如，美国正在与四小龙和东盟探讨实行自由贸易区

的可能途径。 

    针对东欧变革、两德统一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所引起的整个欧洲大陆的变化，美国政

府提出所谓“新大西洋主义”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１．降低北约的军事机能，提高其政

治机能。美国将从欧洲撤走全部军队，但并不退却到“美国堡垒”中去，美国控制欧洲的形

式将有所改变。２．随着北约作用的下降，美国更加重视欧安会作为维持其在欧洲势力的一

个工具。３．美国支持欧共体加速实现更加广泛的一体化，但反对欧共体对外设置堡垒和操

纵贸易，排斥或限制美国的商品、劳务和投资。４．美国建议成立一个包括北美和欧洲所有

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大西洋经济合作组织，以解决该地区的贸易堡垒和贸易争端问题。美国

对欧政策的目的在于，协调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变动所引起的美欧之间的矛盾，既要使新欧

洲发挥重要作用，又要促进美国在新欧洲的经济利益；既要适应两德统一，又要使这种统一

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最小；既要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继续实行“和平演变”，又要防止它们完全

纳入欧洲势力范围，从而构成对美的战略威胁。 

    在“金三角”关系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日本还是在欧洲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

美国经济构成最大的潜在威胁在哪里。如果从国家的角度看，重点在日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如果从地区的角度看，重点在欧洲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从三  元多重立体结构看，美

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似乎是在充当该结构的“协调人”，它具有任何其他“角”所不具有的功

能和作用。首先，美加墨共同市场是为对付日本和欧洲而建立的。其次，美国对加拿大和墨

西哥的凝聚力大于日本对亚太地区和德国对欧共体的凝聚力，北美共同市场也大于亚太和欧

洲市场。再次，美国渗透其他两元经济结构的能力明显强于他国。譬如，美国可以挖日本的

墙脚而在亚太市场联合四小龙或东盟，也可以同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发展双边和多边关

系来对付两德统一所构成的威胁。相反，日本和欧共体在拉加拿大和墨西哥来拆  美国的台

方面的能量却显得不足。第四，不论欧洲采取何种方式重新组合，谋求统一，除美国有可能

参与外，日本和亚太国家都不可能在其重新组合范围之内；同样，不论亚太地区按哪种方式

组成经济合作区，除美国有可能参加外，欧洲也不可能在该区发挥很大作用。第五，美国参

与“金三角”之内竞争和参加“金三角”之外竞争的自由度也高于他国。在“金三角”关系

之外，美国还有南美洲、非洲、苏联和中国等几张牌可打，〔１７〕日本由于日苏关系的“冷

战”状态，欧洲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它们都还缺乏美国那种左右世界经济的能力。举世关

注的海湾危机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日本和西欧对海湾石油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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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处理海湾伊科危机的能力和影响却大大超过日本和西欧。 

    单个日本和欧洲并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然而，日欧的联合对美国来说却是真正致命的。

据日本《宝石》杂志报道，日本三菱集团与西德奔驰集团就业务进行经济合作的消息，在世

界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美国担心“日德同盟再度出现”将对美构成致命威胁。日德两大集

团合作的目的，一是双方都想提高现有技术水平，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尤其是对美国处于

优势地位；二是，德方想借此进入亚太市场，日方则借此进入欧共体及苏联东欧市场，双方

均有利可图。三菱和奔驰集团的合作表明世界垄断强者联合的开始，由于日德技术水平和经

济实力接近，如果这种合作扩大到各个领域，并构成战略威胁，那么，美国的优势将不复存

在。面对这种态势，美国将采取何种对策，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1〕借用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语。 

〔2〕约翰·内斯比茨：《对九十年代的展望》，载《日本经济新闻》，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６日。 

〔3〕山田：《各国关注新势力圈，在经济援助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载《朝日新闻》，１９

９０年７月１２日。 

〔4〕特德·阿格雷斯：《军事实验室的“长期问题”影响美国技术领先》，载美国《研究与

发展》月刊，１９８９年７月号。 

〔5〕《洛杉矶时报》，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０日。 

〔6〕道  格拉斯·西伊：“重新塑造欧洲”，据新华社华盛顿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１日英文电。 

〔7〕同上。 

〔8〕日本《东洋经济》，１９８７年新年号。 

〔9〕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５日。 

〔10〕周建平等主编：《调整与改革浪潮中的世界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

４１页。 

〔11〕美联社华盛顿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０日英文电。 

〔12〕Ｐ·丹尼叶罗夫：“美国在高技术领域拥有雄厚潜力”，苏联《美国：经济、政治和意

识形态》，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13〕U.S. Congress, Economic Indicators, May, 1990. 

〔14〕吉姆·鲍威尔：“谁拥有美国？这有什么关系”，载美国《世界箴言》，１９９０年６

月号。 

〔15〕比尔·鲍威尔：“反击的五种办法——美国如何才能制止对日本的失败”，载美国《新

闻周刊》，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９日。 

〔16〕新华社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３日英文电。 

〔17〕当然，中国不会同意作为美国“金三角”关系之外的“牌”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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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王春法 

 

 

美国一百余年的西部开发,是在一种比较“纯粹”的状态下进行的。它既不同于以能源

开发为基础的苏联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开发，更有别于以国土整治和国土规划为目标的日本小

区域综合开发，而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和国力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独

特的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研究这个模式，对于丰富区域经济学和开发经济学理论，为中国西

部的开发提供经验，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何谓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所谓模式,就是事物发展的典型形态。而区域经济开发模式，则是指在经济开发系统中，

自然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物质技术系统的特定结合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待开发地区经

济发展道路。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其一，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是通过物

质技术系统而结合起来的，物质技术水平决定着二者的结合方式以及区域经济开发程度；其

二，区域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是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因

此，区域开发的层次必须同发达地区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手段相适应。相对先进的物质技术

手段同丰富的自然资源、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落后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道

路。 

    美国的西部开发，有着同一般区域开发颇为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除了丰富的自然资

源使它具有十分可观的潜在开发效益以及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为它提供一定的

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外，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下进行的。随着印第安人的

被驱逐和被消灭，西部成为一片真正的蛮荒之地。要开发这块经济荒地，不仅需要从东部引

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需要引进大批具有拓荒精神的劳动者。因此，移民成为美国西部开

发的决定性因素。大量的人口西移与西部开发相结合，成为美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学者认为：“向西扩张既是土地的扩张也是人口的扩张。”〔1〕 

    不仅如此，美国西部开发的独特之处还在于：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美国西部开发“基

本上是一种农业的扩张。”〔2〕是一种初级开发。美国学者帕克逊也认为：“农村经济在整个

西部都占优势，这甚至较合众国的其他地方更为显著。”〔3〕一般说来，近现代的大规模区

域开发，必定要建立起包括农、工、商、金融、服务业等在内的综合性经济区。但在美国，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步较晚，初期发展又十分缓慢，工业化的东部不仅难以为西部开发提

供大量质优价廉的物质技术装备，甚至还出现了同西部待开发地区争劳力、争资金的特殊情

况。因此，西部开发所建立的是一种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单一农业经济区，那里的一切经

济活动都是以农业为中心的。“是农民占领了整个大陆并将其投入生产；他们的需要产生了

对工业、小镇、城市、金融和运输网的需求；他们的产品养活了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到１

８５０年时，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８５％”〔4〕。单一农业资源开发是美国西部开发的主导

形式。 

    物质技术系统决定着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特殊结合方式，而资本主义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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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开发中的物质技术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也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西部开发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着西部经济发展的道路。反过来，美国西部开发作

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也通过各种途径对后者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美国

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大规模区域开发同时进行，这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有人说：

“导致美国农业生产和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开辟新的土地和广泛利用越来越复

杂、有效的工具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5〕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美国西部开发模式，就是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促进美国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这样一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意义就在于：（１）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区

域经济开发；（２）它是一种初级开发，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单一农业资源的开发；（３）基

本上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完成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４）对美国国民

经济的起飞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特点 

 

    １．以大规模人口迁移为基础 

    为了适应西部开发的需要，联邦政府实行了自由移民政策，鼓励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

移居美国。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９０年，移居美国的外国移民总数达１５００万以上。然而，

美国之所以享有“移民之国”的美誉，不仅仅因为其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外国移民或移民后裔，

而且还由于其人口的区际流动也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向西流动是早期定居以来美国成长的

特征。”〔6〕据统计，１８２０年时美国全国人口总数为９６３８４５３人，到１８４０年

增加到１７０６９４５３人。“在这将近７５０万的人口增量中，有 400 万以上居住在阿巴

拉契亚山以西的州和领地上。”〔7〕２０年中，西部人口增加了２００％，而同期美国人口

总数只增加８０％，东部各州增加了６０％。显然，人口的区际流动是西部地区人口迅速增

加的直接原因。弗吉尼亚、南北卡罗莱纳等州的人口迁移率高达３０％以上。 

    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使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迅速增加。１７７６年美国宣布独

立时，只有二三百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进入西部。但到该世纪末叶，西部地区人口已经达到

２２２０００人，约占全国总数的４％；１８２０年这比重上升到２７％，１８５０年为４

５％，到１８７０年时增加为５３％，首次超过东部；１９１０年更增加为５９％。全国人

口的这种重新分布，促使美国的人口中心由１７９０年时的巴尔的摩向西移动到１８６０年

时的奇利科思南部，１８８０年移到辛辛那提，１９１０年时到达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

从１７９０年到１９１０年，美国的人口中心总共向西移动了 557 英里，“大约每年向西部

移动４英里。”〔8〕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为社会基本生产力和消费力

的统一体，人口发展在受到经济发展制约的同时，也会促进或延缓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

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就美国西部开发而言，由于大量驱逐和消灭印第安人，阿巴拉契亚山以

西地区变成一块真正的经济荒地，人口迁移的基础作用尤为明显。千百万移民涌入西部，既

为西部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者，促成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又为东部工业化地区开拓了广阔的

商品销售市场，给全国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１９世纪美国经济中心不断西移，就是这种

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 

    我们知道，现代美国是从英属北美的 13 个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在很长时期内，美国的

经济发展都局限于东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独立以后，美国政府废除了英王颁布的１７６３年

条例，实行了一系列鼓励西部开发的特殊政策，促进了美国人口的区际流动和西部地区经济

的发展，经济中心不断西移。由于迁居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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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经济中心的移动首先表现为美国农业生产中心不断西移。殖民地时期，大西洋沿岸地

区农业生产力比较发达，中部殖民地素有“面包殖民地”之称。独立以后，东部的农业生产

虽然仍有很大优势，但随着西部的迅速移民开发，东部的这种优势很快就被打破了。到１９

世纪头１０年，从俄亥俄州到内布拉斯加州和衣阿华州东部地区已经成为美国著名的“粮猪

地带”。匹兹堡、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和堪萨斯城等一批农牧产品贸易中心迅速兴起。以

玉米生产为例，１８３９年时，美国两个最主要的玉米州是田纳西和肯塔基；１８４９年，

俄亥俄的玉米产量跃居美国首位；到１８６０年时，伊利诺斯取代俄亥俄州成为主要玉米州。

到１９１０年，仅衣阿华和伊利诺斯两州的玉米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４以上。如同玉

米生产中心一样，小麦生产中心也有逐步西移的趋势。１８３４年，纽约、俄亥俄和宾夕法

尼亚是三个主要小麦州；到２０世纪初年，小麦生产中心已经移动到南北达科塔州、内布拉

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南部棉花生产中心向西移动的规模甚至更大。结果，到本世纪初年，在

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落基山区以东地区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玉米、小麦和棉花生产三大王国。

同时，广阔的草原和大量玉米生产，也刺激了畜牧业的繁荣，从肯塔基、俄亥俄到密西西比

草原、大草原，形成了“一个长达１０００英里的牲畜牧养之弧。”〔9〕随着人口和农业生

产中心的不断西移，制造业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而向西移动，以接近西部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

品销售市场。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在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１８５０年

时，美国工业产品的８０％以上是在大西洋沿岸各州生产的；到１８９０年，这个比重就下

降到５８％。１９０４年，西部各州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４６.９％，基本上同

东部平分秋色。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９０年，按产值计算的美国工业中心从宾夕法尼亚州中

部向西移动到俄亥俄州的坎顿附近。短短４０年中，向西移动了２２５英里。这是早期工业

化各国中所仅见的。由于西部工业的巨大发展，到１９世纪末叶，从密执安湖到密苏里一带

“几乎不为人注意地从边疆地区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之一”。〔10〕 

    美国经济中心不断西移这一事实说明：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美国经济活动的重心逐

步转到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西部经济活动的加强，又为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奠定了基

础。大规模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１９世纪美国西部开发的主旋

律。同时，勿庸讳言，大规模人口迁移也是同美国政府掠夺、屠杀印第安人的殖民扩张政策

紧密相连的。 

    ２．以交通运输业为先导 

    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交通运输业应该是二次产业巨大发展的产物。但是，由

于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在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独立伊始，美国政府和人民

就致力于交通运输事业的改良与发展，把西部开发置于一个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之上。从１

８世纪末叶兰卡斯特大道建筑开始，到１９世纪末叶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止，美国的交通运

输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铁路对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有人称

“１９世纪的美国内陆运输史基本上是一部铁路成功史。”〔11〕具体情况见下表： 

美国铁路里程表（英里） 

年代 里程 年代 里程 

1830 23 1880 93300 

1835 1098 1885 128300 

1845 4633 1890 166700 

1855 18374 1895 180000 

1860 30626 1900 206700 

1865 35100 1905 237900 

1870 52900 1910 266200 

1875 74100 1915 2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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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见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第１０１页；Johuthan Hughes:《美国经济史》，第２８４页。 

    应该承认，美国早期的铁路建筑基本上局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尤其是新英格兰和

中部大西洋各州，西部地区几乎没有铁路。但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叶，仅旧西北部拥有铁

路里程就达到９５１４英里，“在８０年代前半期，美国西部的复杂铁路网大体上完成了。”

〔12〕据统计，１８６０年时，美国每万人拥有铁路里程为９８５英里；１８７０年则为１

３８０英里；１８８０年增加到１８５８英里；１８９０年更达到２６２５英里的高峰。在

许多地区，铁路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居民的实际需要。交通运输业的优先发展，对美国西部开

发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影响： 

    首先，交通运输业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区域经济专业化必须以发达的交

通运输业为基础，这是一条普遍规律。美国西部开发初期，由于交通运输业不甚发达，地区

专业化发展极为缓慢，农牧产品的商品化水平极为低下。美国学者菲特认为：“只要运输笨

重的农产品是昂贵的，农业就得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状况。”〔13〕西进移民为了适应运费结构，

不得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畜牧业，把小麦酿成威士忌酒。因为牲畜可以赶到市场，而

酒的附加价值比较高。进入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以后，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西部经济地

区专业化的过程大大加速。有人认为，“大草原是在铁路相对运河已经取得明显技术优势时

被占据的”〔14〕。到１９世纪末叶时，美国西部生产的地区专业化格局已经基本上形成了。

小麦、棉花、畜牧三大王国再加上落基山区的矿业帝国和大湖地区制造业带就构成了西部地

区专业化的基本轮廊。所有这一切，没有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次，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

之一就是要有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以利于国内各地区之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１９１８年时，

每桶面粉在辛辛那提只卖３.５美元，而在纽约则卖到８美元，其中运费占到４.５美元。高

昂的运输费用，使“大片地区如同太阳和月亮那样处于隔绝状态”〔15〕，从而限制了各地区

之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性变化，其根本之点就在于大大降低了运输费用，

把全国各地都置于商品经济网的笼罩之下。它既能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迅速运到东部和世界

市场，又使东部工业化地区和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品迅速流入西部地区，从而扩大了国内各地

区之间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联系。１９世纪初期东部各州热衷于国内改良的主要目的即在于

“掌握由于大量移民而在俄亥俄谷地产生的巨大市场。”〔16〕据托马斯·贝里估计，１８６

０年时，“农场主用与１８２０年时同样多的农产品可以换到两倍的制造业产品，这是运输

费用降低的结果。”〔17〕内战以后，随着全国性铁路网的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日趋完善。１

８９０年，美国在１６６７０３英里营运铁路上运输了７９２亿吨／英里货物和１２０亿人

／英里旅客。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９０年，“美国的铁路营运里程增加６倍，客运量增加８

倍，货运量增加１３倍以上。”〔18〕有人估计，１９世纪末叶２０世纪初叶美国的内部贸易

量大约为对外贸易的２０倍，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最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作用表现在

两个方面：其一，为其他产业部门和社会提供廉价、迅速、可靠的运输服务；其二，自身消

费其他产业部门的产品，从而刺激了它们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在运河和铁路上的附加投资，即新的投资会成倍增值。”〔19〕尤其是铁路，既需要有大量的

直接投资，又需要消费铁、机械、木材和煤等其他工业产品，因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刺激作

用更大。以钢铁工业为例，１８７１年，美国钢产量的５８％用于钢轨生产，１８８１年时

高达８７％。有人认为：“在长达２０余年的时间里，铁路消费占钢产量份额在５０－８７

％之间波动的事实说明：铁路市场对美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成长是必要的。”〔20〕不仅如此，

铁路事业的迅速发展还刺激了沿线地区的投资热。因为靠近铁路，不仅可以利用方便的运输

设施得到原材料，而且可以迅速达到遥远的市场，节省巨额运费开支。所以，“连结东西部

的每一条新运输线路都鼓舞了邻近地区的投资。”〔21〕据估计，１８７６年时铁路投资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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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亿美元，１９２０年则达到２００亿美元以上。如果再加上邻近地区的投资，其总额想

必更为可观。按照投资乘数原理，一美元的投资可以创造数美元的国民收入和产值，那么，

这笔巨大投资对美国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不难看出了。 

    ３．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指向 

    鉴于铁路对１９世纪下半期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把它称

为美国１９世纪下半期的主导产业。但是，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并不必然就是西部产业结构

中的主要产业指向。既然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的扩张，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

牧业在西部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西部开发的主要产业指向显然应该是

农牧业。 

    第一，就业结构。独立战争以后，成千上万的人不畏艰难、千里迢迢移入西部，其目的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农场。美国政府宽大的土地政策以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进步等，又为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机会。因此，“一旦通往西部的道路

打开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就变成了中西部和平原地区殖民农场主的主要来源。”〔22〕据

统计，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美国人口总数增加了８２５.２万人，同期西部各州增加５

１２.３万人，西部人口增加占美国人口增加数的６２％以上。大量人口迁入西部，由于受

到自然条件的吸引和原有习惯以及个人技能的限制，大多数从事农牧业。虽然南北战争前也

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山区从事采矿业、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活动，但总的看来，所占比重

不大。１８４７年，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７９％，三年之后降到５５％，１８８０

年为５１％，直到１９１０年仍占３１％。这个比重，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可能更大。

即使在以采矿业为主的落基山区和太平洋沿岸，也有大量人口由于采矿失败，转而从事农牧

业。所以，无论从西部开发过程来说，还是从各地区的情况来看，农牧业都是西部地区提供

就业机会最大的产业部门。 

    第二，投资水平。美国农民不仅是拓荒者，而且也是投资者。他们西进的目的就是通过

迁移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投资。据１９

世纪３０年代出版的一本《移民指南》介绍，在伊利诺斯大草原的边缘建立一个稍为改进的

农场，需要１０００美元以上的费用。这还假定拓荒者是直接从政府手中购买土地。实际上，

由于西部土地投机盛行，更多的拓荒者是从投机商或铁路公司手中购买土地的。有资料表明：

在衣阿华中部，“单个农民以每英亩７美元的价格从铁路公司手中购买未经清理的土地。”

〔23〕因此，“无论如何，获得土地将花去他们已有的大部或全部现金。”〔24〕并且，随着

农业机械使用的日益普及以及距东部市场愈来愈远，建立农场所需费用也在不断增加，投资

额也会越来越大。有学者认为：“在边疆地区，花费五到十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农场，其投资

率必然非常高。”〔25〕这样，一方面是建立农场的费用不断上涨；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人

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从事农牧业，人口西移的洪流同时也就是资本西移的洪流。同时，许多

外国资本家垂涎于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额的利润率，也直接投资西部的畜牧业。“在８

０年代初期，牧牛人的利润率约为２０－３０％，结果是大量资本从东部和英格兰及苏格兰

流入大平原， ⋯⋯在采金热中积累起财富的人们也往往转到畜牧王国来。”〔26〕到１８８

２年，投资于畜牧业的美国资本高达３０００万美元。装在移民口袋里带到西部的资本同东

部工业化地区及外国的投资相结合，使农牧业成为西部地区投资水平最高的产业部门。民谚

所谓“山姆大叔提供土地，西部居民提供养牛经验，东部人士供应资金”，〔27〕正是这种情

况的真实写照。 

    第三，国民收入水平。美国是以农立国的现代国家，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农业始终占国

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即使在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美国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后，农业在西部地

区的经济结构中仍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资金流动和人口流动结合

在一起，使西部地区潜在的巨大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农牧产品的大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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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为东部工业化地区提供充裕的原材料和食品，而且可以出口换取美国发展工业所迫

切需要的先进技术装备，平衡国际贸易逆差。１８２０年时，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出口总数的

８３％，半个世纪后仍然占到８１％。据估计，“在内战以前，原棉收入直接占国家购买外

国商品所需购买力的一半还多。”〔28〕如果再加上其他农产品，如食品、粮食、肉类等，其

数字必定更为可观。这还是从全国国民收入的角度来讲的。若单从西部地区来看，似乎可以

有把握地说，农牧业是西部地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见，无论从西部地区的人口就业构成来说，还是就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而言，农

牧业都是西部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产业指向。它决定了西部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方向，从而最终

决定了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基本特征。农牧业的这种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还可以在美国西部

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看到它的影子。 

    4.以增长焦点带动区域开发 

所谓增长焦点，是国外经济学家在综合克里斯蒂勒的“中心位置”假说、佩洛克斯的“增

长极”假说和弗里德曼恩的“空间发展阶段”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区位经济学概念，意

指能促进相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心地区。其基本要点有二：增长焦点是一

个分层结构。不同层次的增长焦点在产业构成、作用区域等方面迥异。最高层增长焦点称为

增长极，中层增长焦点称为经济中心；其二，区域增长焦点的数目和位置取决于社会经济状

况和地理条件，而其大小和功能则由区域需求和区域规模决定。〔29〕由于城市始终表现为

区域的核心，主宰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所谓增长焦点就是规模不同、大小各异的

大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 

    以增长焦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的重要特点之一。在长达 100 余年

的西部开发过程中，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兴起了一大批层次不同的增长焦点。它们或者是

由原来的边防要塞发展而来，如辛辛那提、文森斯等；或者是由原来的河港城市发展而来，

如路易斯维尔、新奥尔良等；或者干脆由东部的投资者创建而成，新阿瑟恩、盐湖城等就是

这样建立起来的。在作为增长焦点的中心城市中，既有像芝加哥那样的全国性中心城市，也

有像堪萨斯、丹佛、圣路易斯、圣弗兰西斯科这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大小不同、功能

各异的中心城市组成为不同层次区域服务的增长焦点分层结构，几乎覆盖了整个阿巴拉契亚

山以西地区。人口迁移、商品流动等都是通过这些城市进行的。鉴于此，美国学者韦德认为：

“城镇是美国边疆的先锋。”〔30〕 

    增长焦点对美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既表现在增长焦点通过商品流、移民流、文化流、信

息流的扩散对区域经济施加影响的扩散效应上，也表现在该区域通过与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

联系使经济活动趋向增长焦点的集聚效应上。一方面，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西部地区经济

迅速发展，为增长焦点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大批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基础上的

专业化工业城市应运而生。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以农牧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西部开发提供先进技术手段的农机制

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把地区专业化与城市专业化结合起来。例如，双生城和堪萨斯以面粉

工业为中心；芝加哥和奥马哈  以肉类包装工业为中心；克利夫兰、托莱多和底特律则是大

湖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而作为俄亥俄河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的路易斯维尔，早在１

８２１年时就由“大部分的印第安纳人、全部肯塔基人以及部分田纳西人、亚拉巴马人、伊

利诺斯人和密苏里人向它供应干燥商品、杂货、五金器、大宗商品等。”〔31〕至于辛辛那提

和芝加哥两城市，其机械制造业全国闻名。有人认为：“如果有一个大城市能最好地体现工

业时代特点，那就是飞速发展的芝加哥。”〔32〕１８６０年时，芝加哥只是美国第八大城市，

人口不过３０万；到１９００年则一跃而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人口逾２００万。 

    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刺激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开发以新的方

向和力量。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辛辛那提已经是一个为 100 万以上人口服务的巨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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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了。圣路易斯的服务范围则南到圣塔菲，北到加拿大，西到太平洋，号称“圣路易斯帝

国”。芝加哥贸易局对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时中西部商品市场的组织起了很大作用。增长

焦点和周围地区互相作用，彼此促进，给美国西部开发以深刻影响。用美国学者卡特·古德

里奇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相互影响的累积过程在起作用——一种成倍加速的连锁反应提高

了两个地区的经济活动水平。”〔33〕结果，到内战前夕，美国西部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一种全新的城乡经济关系出现了：“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和包装场供应原料并为它

们的车间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中心城市则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以

及为雄心勃勃的农场青年提供新机会来服务于周围地区。”〔34〕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既是

西部开发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点。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是循着

拓荒——农业发展——中心城市出现——工农业齐头并进——工业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进行

的。 

    总之，以大规模移民为基础，以交通运输业为先导，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指向，以增长

焦点带动区域开发，既适合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适合当时美国的经济

技术水平,因而促成了西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到１９１０年时，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

农场数目为４５９.6 万个，占全国总数的７２.２％；农场人口为２２９６.4 万，占全国农

场人口的 罚６％；农场土地７１４７１.３万英亩，占全国农场土地总面积的８１.１％。

〔35〕西部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三、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综合性评价 

 

    1．一个成功的开发模式 

    评价一个区域经济开发模式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准就是：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对地区和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从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来看，它基本上达到了这些目的。

在 100 余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不仅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

美国的国民经济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以农立国的美国迅速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强

国，究其根源，西部开发的巨大影响决不容忽视。西部开发“给经济以新的方向，赋予它以

非同寻常的活力；有助于产生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兴旺的社会环境。没有边疆，国家经济进化

的阶段将会不同。”〔36〕无疑，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１）西部开发完成了美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 

    １９世纪前半期，美国领土扩张异常迅速。从１８０３年路易斯安娜购买到１８６７年

购买阿拉斯加，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领土增加了２７１９９８７平方英里，达到３

６０８６７２平方英里。美国政府开发西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对这片土地的控制，

使之同东部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上联为一体，即迅速地美国化。早在１７８５年土地条例中，

联邦政府就规定了对西部土地矩形测量的方法；１７８７年，联邦政府又通过了“西北准州

条例”，规定了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成立准州的程序。这两个条例，勾划出了西部地区美国

化进程的概貌，“规定了母国同附属殖民地的关系。”〔37〕１８０３年俄亥俄授权法，接受

俄亥俄为联邦的第一个新州，为西部地区成立新州树立了一个榜样。继俄亥俄之后加入合众

国的３１个新州中，有１８个是在授权法的指导下进行的。１７８５和１７８７年法令，是

指导西部地区政治制度美国化的基本原则，而西部开发则一步步地把这一原则予以实施。 

    政治制度一体化必须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西部开发伊始，东部沿海地区各州就十分注

意加强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力促进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的迅速开发，也

有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促进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相互作用的

过程，表现为１９世纪前半期美国区际贸易的巨大进步。由于运河的修筑和汽船的应用，东

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量迅速增加。据估计，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时，由内地进入费城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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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值总额达到４０００万美元，包括粮食、棉花、食品等。同时，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制

成品也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地区经济专业化的雏形开始形成。而铁路的发展和全

国铁路网的完成，更使美国国内贸易格局根本改观，东西部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到１９世纪

末叶，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上形成了，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格局：东北

部——大湖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带；南部成为最重要的产棉区；中西部是世界上最

大的粮食帝国；而远西部的矿业则在美国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表明

东西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总起来看，美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政治问

题；后一个阶段是经济问题。”〔38〕这两个阶段互相影响、彼此促进，对美国的国民经济发

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可以说：“美国独立以来的第一个世纪是在边疆影响的支配下度

过的。”〔39〕 

    （２）西部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既需要充裕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的供应，又需要有广阔的商

品销售市场。由于美国是一个独立未久的新国家，尚无余力控制和掠夺现成的殖民地，因此，

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料和市场等问题基本上是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而自行解决的。西

部开发，使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据统计，１８５３年时美国西部出口的９

９％的小麦、６２％的面粉、６３％的小麦都运到了东北部工业区。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

使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进行工业生产。不仅如此，西部开发在某些方面甚至对资本主义工业化

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以棉花为例，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先锋——棉纺织业——就是以棉

花为直接原料的。１９世纪中叶时，按产值排列居美国工业部门前五名的部门都是以农产品

为直接原料的，如面粉、木材加工、屠宰和肉类罐头工业、棉纺织业等。它们在国民经济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 

    西部开发也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独立之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资金

极其匮乏，使早期工业化进程显得缓慢而又艰难。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密西西比河两岸迅

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地区。美国农产品不仅自给有余，而且可以大量出口换回资本

主义工业化所急需的先进机器设备。据统计，１８５３－１８６３年间，美国谷物年均出口

总值高达５１２００万美元。与此同时，落基山区金银矿业的发展，也给美国资本主义工业

化以有力的资金支援。大量贵金属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加强了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使之

有能力在１９００年通过金本位条例，改金银复本位制为金本位制，把美国工业化置于坚实

的金融制度基础之上。 

    西部开发对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最大作用，还表现在它为工业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商

品销售市场。美国西部开发，既是开发西部资源、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向广度进军、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准备和开拓市场的过程。在交通运输革命的刺激下，

西部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拓荒者穿着东部地区提供的服装，使着他们提

供的生产工具，进行艰苦的拓荒活动。有学者说：“随着１９世纪的进展，东部制造家的商

品生产不断增加以适应西部和南部的需求。”〔40〕市场的扩大，对美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具有

举足轻重的意义。 

    （３）西部开发促成了美国近代农业革命。 

    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既包括打破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

生产关系变革，也包括以农业技术革命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力变

革。在这几方面，西部开发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给北美殖民地的封

建土地所有制残余以毁灭性打击，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远未建立起来并得到充分发展。正

是由于农民争取西部土地的斗争，才迫使联邦政府逐步放弃靠出售土地弥补财政收入的政

策，转而扶植小农经济的发展，加速西部的移民垦殖，使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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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独特的“美国式道路”。也正是由于在西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刺激了农业科研工

作的深入，促使美国农业科学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到１９世纪下半期，美国不仅在农业

机械化方面居世界前列，而且其农业科学化水平也是举世无双的。从木犁到拖拉机，从镰刀

到收割机，从单纯利用土壤自然肥力到施用化学肥料⋯⋯大量新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到农业中

去。有人认为：“农业机械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在５０年代大量传播，在１８

６０－１８９７年间持续并加速进行。”〔41〕 

    农业生产关系的革命，农业机械化与科学化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

速提高。按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美元计算，每个农场工人产值在１８７０年时只有３２６

美元，１８８０年为４３９美元，１９００年为５２６美元。从１８６６年到１９００年，

美国小麦产量增加４倍，玉米增加３.5 倍，大麦增加６.5 倍，棉花增产将近５倍，农场牲

畜数目在１８６７－１９００年间翻了一番，生猪数目增加５０％。半个世纪中，中北部和

中南部的农业用地扩大了４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应用新式农

业机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促成美国近代农业革命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没有西部开发，

就没有美国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从而也就无所谓美国近代农业革命。 

    （４）西部开发培育了美国人民的拓荒精神。 

    毫无疑问，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是块宝地，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潜在开发价值十

分可观；同时那里也是一块十分荒凉、尚未接触现代文明的经济荒地。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不但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而且也缺乏正常的社交生活和文化生活。所以，西部开

发既充满着艰难困苦，又枯燥乏味。在这种情况下，要在“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听不到任何

声音”的西部荒野上生存并发展，没有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持是不可能的。

长期而艰苦的拓荒生活，磨炼了人们的意志，养成了人们乐观进取，勇于创新、讲求实际的

精神。这就是“拓荒精神”。“拓荒精神”是在长达１００多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民族

精神，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创业精神”。是西部开发培育了美国人民的“拓荒精神”。 

    必须注意，“拓荒精神”的形成，与美国西部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民族构成关系十分密切。

据统计，１８７０年时，美国中北部共有１２９８１０００人，其中男性人数为６７０５０

００人，１５－４４岁者５８７２０００人，占人口总数的４５％以上。〔42〕年轻人朝气

蓬勃，勇于进取，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掌握新技能，迅速投入到开发的洪流中去。同时，

西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能够把各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和智慧集中到一起，在新的环境

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美利坚民族独有的民族心理，从而孕育了“拓荒精神”的最初胚

芽。可以说，“拓荒精神”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体现，它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拓荒精神”，西部开发就有可能被大大延缓。 

    ２．事物的另一方面 

    历史事物向来都是利弊同在,得失并存的。美国西部开发模式也不例外。我们称它为成

功的开发模式,并不否认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在事件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当我们重新

审视美国西部开发时,它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消极影响正在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 

    （1）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看,区域开发具有两重性:一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

另一重是适应和打破原有生态平衡,建立新的生态平衡的生态改造过程。这两方面又通过生

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统一于区域经济开发过程。生态环境

破坏是区域开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采取措施把这种生态破坏降低到最小程

度，并在尽可能快的情况下重建新的生态平衡。然而，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由于资产阶

级的掠夺本性和联邦政府的漠不关心，生态环境破坏不仅规模大，持续时间也长，使森林资

源、土壤资源、生物资源等遭到空前的浩劫。以森林为例：欧洲殖民者刚到美洲时，在２０

亿英亩的土地中，有将近一半地面上覆盖着森林，３８％是高草草原，１１％是灌木和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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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只有２.５％是沙漠。从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河，森林是主要植被。但到本世纪前

半叶，美国森林总面积只有４.３亿英亩了。除人工林外，“保留下来的原始森林不到原有面

积的１／１０。”〔43〕在威斯康星州，森林曾覆盖了该州２／３的地区。１８９９年时该州

有１０３３家锯木场，年伐木量３４亿英尺；到１９３２年时只剩下１１３家伐木场，年伐

木量为１４２０万英尺，不到１８９９年的１％，清理农业用地和木材工业是森林毁灭的两

个主要因素。据估计，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棉花带的２５０００万英亩松柏以每年５０

０万－１０００万英亩的速度被毁灭着。〔44〕森林的毁灭，对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与森林毁灭同时发生的是土壤的破坏和动物的消失。由于西进移民购买土地的资金大部

分是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向银行借贷的，高额利息率迫使他们采取掠夺式经营方式，以便尽快

取得收益，还本付息。“从迅速盈利的观点看，竭尽地力是最便宜和最快的农业方式。”〔４

５〕这样，土壤肥力就成了银行高额利息率的牺牲品。在许多地方，土地往往连续耕种２０

年而不施加任何有机肥料，并且只种植一种农作物。Ｆ·Ｄ·罗斯福总统时进行的全国土壤

调查表明，全国７亿余公顷耕地中，６０％的土地丧失了１／４以上的土被。在棉花带，甚

至“在１８５０年以前，一些县已经有２／３的土地肥力耗竭了”。〔46〕就动物而言，曾经

广泛分布在美国２／３以上地区的野牛也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灭绝了。当时美国有一首民

谣，生动地描绘了西进移民的生态破坏过程： 

    这是一种最好的动物， 

    让我们杀了它； 

    这是一棵巨大的树木， 

让我们砍倒它； 

    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 

    让我们耕种它。〔47〕 

    严重的生态破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１９３４年春天，从包括堪萨斯

和俄克拉荷马西部、科罗拉多东部的盆地吹起一阵尘暴，席卷美国２／３的地区，一直刮到

大西洋。一天之内，３亿多吨肥沃的表土离开了大平原，９００万英亩良田完全破坏，受害

严重的土地将近８０００万英亩。自此以后，尘暴频仍，给美国经济、尤其是中西部经济发

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可以说：“从广义的美学和生态学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以对

环境的巨大的、对有些地方来说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代价而取得的。”〔48〕有学者甚至

认为：“人们带给美洲的决不是绿叶和清水，而是恶臭的河流、烧焦的森林、无比肮脏的城

市。”〔49〕对此，美国资产阶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２）大量的土地投机。 

    土地投机始终是１９世纪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人称之为“一个国家的耻辱”，

“是一种国家病”。究其原因，土地政策的不尽完善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其一，某些土地法令的自身不完善。例如在１７８５年第一个土地法令中，规定最小购

买单位为６４０英亩，按每英亩一美元的价格以现金支付，多购不限。由于进入边疆的拓荒

者大都十分贫困，无力支付６４０美元的高额地价。同时按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农民每年

至多只能耕种４０英亩，这就给某些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他们组织合伙公司，大量购买土地，

然后分成小块出售给拓荒者，从中赚取大量利润。该法令通过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购买，是在

联邦政府与由新英格兰退伍军人组成的俄亥俄同僚公司之间进行的。１７８７年，该公司以

贬值的政府纸币作为支付手段，从莫斯金贡河一带购买了１５０余万英亩的土地。同年西奥

托公司购买了５００余万英亩的土地；西姆斯公司购买了大小迈阿密河之间的土地。在他们

的刺激下，“上至国父华盛顿，下至最小的拓荒者，每个人都投身于土地的狂热之中。”〔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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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土地法令不能保证前后衔接一致。由于土地法令前后衔接不紧密，大批土地投机

家趁机抢占肥沃土地，然后转手倒卖，获取巨利。在一个时期内，宅地者甚至可以根据各种

土地法令取得１１２０英亩土地。其中，按宅地法取得１６０英亩；按优先购买法取得１６

０英亩；按木材与砾石法取得１６０英亩；按荒芜土地法取得６４０英亩。１１２０英亩土

地显然大大超过家庭垦殖能力，成为滋生土地投机的肥沃土壤。 

    土地政策不尽完善，再加上某些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使美国西部公共土地上的投机活

动达到空前的规模。在１８５４－１８５７年时，用于土地投 淖蕧 
本达到８亿美元之多。仅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７年，伊利诺斯州转入投机者手中的土地即达

１０００万英亩。南北战争后，土地投机活动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联邦政府土地管理处的

官员在谈到内布拉斯加西部执行植树法令的情况时说：“土地登记的绝大多数是用于投机目

的的，而不是为了植树。⋯⋯在登记了无数植树地的广大地区看不见一棵树。登记的植树地

中，恐怕只有１％老老实实种上了树。”〔51〕 

    大量的土地投机，给美国西部的开发以深刻影响。“没有土地投机者，美国的边疆是难

以想像的。”〔52〕土地投机给美国领土扩张以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又大大歪曲了土地政策的

本意，延缓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的开发。由于土地投机猖獗，有人甚至认为：“美国没

有真正的土地政策⋯⋯土地之易于获得不仅导致了投机和垄断，而且导致了彻头彻尾的诈

骗。在那里，苦难的拓荒者仅仅是个木偶，由于商业利润为了获得公共土地而树在那里。”

〔53〕土地投机是美国西部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３）对少数民族经济的摧残。 

    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的真正主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立的经

济生活和独特的宗教文化与民族习惯。他们最早培育的玉米和烟草对人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然而，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美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残酷屠杀印第安人并毁

灭其民族经济的政策。在“印第安人必须滚蛋”、“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的口

号下，以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无数次讨伐，印第安人人数迅速减

少。据１８３７年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报告，当时美国只剩下３３２４９８名印第

安人，其中成为各州公民的有１２４１５人；按条约西迁的有３６９５０人；居住在西部的

印第安移民有 31327 人；西部土著部落有２３１８０６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西部

开发是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上进行的。 

    然而，屠杀印第安人不过是手段，而掠夺其土地才是真正的目的。据统计，从１７８４

年到１８９０年，印第安人割让土地的事件约有７２０起，总数达３００多万平方英里。其

中仅杰克逊总统任期内，就签订印第安条约９４项，割让土地数百万英亩。到１８７１年，

联邦政府宣布不再把印第安人视作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不再同它签订条约。其时，印第安人只

剩下２０余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即使这一点土地，也屡遭殖民者蚕食。１８８１年时为１５

５６３２３１２英亩；１９００年为７８３７２１８５英亩；１９１１年为７１６４６７９

６英亩；到１９３３年只剩下５２６５１３９３英亩，不到１８８１年数目的３３.８％

〔54〕。１８８７年，联邦政府通过道斯法令，规定废除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每户

家长可得到１６０英亩土地；单身成年人或孤儿４０英亩；儿童２０英亩，由联邦政府托管

２５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夺。因为这种土地所有权“不是一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55〕

托管期满后，若某印第安人被视为不能合格地取得最终权限，托管期可以延长。即使印第安

人取得了所有权，也会很快丧失。１９３３年时，全国３２．５万名印第安人中，有１０万

人完全没有土地，另外１０万只有小块贫瘠土地。至此，印第安人的民族经济被彻底摧毁了。 

    尽管美国西部开发有种种弊端，但是，瑕不掩瑜。它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区域初级开

发的典范，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其他国家落后地区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在这里，文过饰非和将功折过的评价方法都是简单粗暴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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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 
 

——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陶文钊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以下

简称协定），和以此为蓝本于８月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它

们是在大战末期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达成的。研究这两个文件，对

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至为重要。 

     

一 

 

    协定后来在美国受到许多亲蒋反共人士的严厉批评。曾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Patrick 

Hurley）１９５１年在国会作证时说：协定“绘出了共产党征服中国的蓝图”，曾任驻苏、

驻法大使的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称：“这是一位美国总统所签署的最无必要、最

丢人和最具潜在灾难的文件”，是罗斯福在“病魔缠身，心力交瘁”，以致“常常难于形成自

己思想”时犯的错误。〔１〕国民党人后来也指责协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性的错误”。〔２〕

有的历史学家也说，协定是“罗斯福在雅尔塔犯的最大的错误”，〔３〕要不是罗斯福“累得

要命，而且急于要避免更多的争辩，他不致于同意作出那个最后的坚定的许诺”。〔４〕事过

４５年之后我们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便会看到事情并不如这些批评家说的那样。与斯大林

达成这个协定是罗斯福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协定的酝酿由来已久。 

    １９４１年４月，苏联为了在一旦遭到德国入侵时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避免腹背受敌，

与日本签订了为期５年的中立条约，彼此承诺互不侵犯对方领土，在对方陷入战争时保守中

立。但斯大林却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对蒋介石、１９４２年８月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１２月对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对美国国务卿赫

尔（Cordell Hull）一再表示，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５〕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举行的美、

苏、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罗斯福当面表示，一旦德国打败，他就准备把他在

西伯利亚的兵力增加两倍，并在最后打败日本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６〕１９４４年１０

月，斯大林更明确地向哈里曼保证，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二三个月后对日本发起进攻。〔７〕

而且实际上，从１９４４年初起，苏联已经开始秘密地把租借物资运送到远东，部署在中苏

边境。 

    斯大林的上述提议自然受到美国欢迎。1944 年 7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进攻日本

本土、迫使日本投降的计划。在９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两国参谋长的估

计，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欧战结束后的１８个月。参谋长们还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将

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可能使美军遭到１００万人的伤亡。〔８〕美国军方对关东军特别担心。

他们认为这是一支独立的、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再加上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在日

本本土被盟军占领以后，关东军仍可以负隅顽抗一段时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西太平洋战

场美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都希望苏联尽早参战，在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

（预定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在九州登陆）至少三个月之前参战，把日本陆军的主力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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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在亚洲大陆，以大大减少美军伤亡。就在雅尔塔会议前夕，１月２３日，参谋长联席会

议还向总统表示，“俄国尽早参战并根据其能力发起进攻性战役，对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

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９〕由此可见，在军事方面，美国有求于苏联。 

    在政治方面，情况也是这样。 

第一，罗斯福认为，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１０〕既然如此，

美国的目标便是力求缩小别国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长期以来是列强共管

的半殖民地。经过战争，别国的势力不是被摧毁了就是削弱了，而美国则通过提供财政、物

资、军事援助同国民党政权建立了特殊关系。美国认为，国民政府也这样表示，中国战后的

重建离不开美国，因此美国既需要、也可能把中国保持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在这方面，美

国担心的正是苏联。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苏军不但要在东北，而且要在关内作战，“要取得

真正的成果，还必须有侧翼包围——进攻张家口和北京，否则只在满洲进攻就不能产生重要

成果。”〔１１〕当哈里曼把斯大林的上述打算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担心地问：“如果俄国

人进去了，他们还肯出来吗？”〔１２〕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告诉他的亲信，除非在雅

尔塔与斯大林达成范围广泛的协议，否则苏联会在欧洲和中国的若干部分横行，并建立起自

己的势力范围。〔１３〕美国要把苏军的军事行动，把苏联的势力限制在关外。 

    第二，大战末期，罗斯福固然考虑到战后可能与战争中的盟国发生麻烦，产生争端，但

他基本上是以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设想来勾画战后世界蓝图的。苏联和中国是在亚洲起重要

作用的两个大国，美国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远东和平和 踩　木员匾　奶跫薄+[〔１
４〕但抗战后期的中苏关系却使罗斯福感到不安。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新疆地

方当局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利用新疆人民对盛世才恐怖统治的强烈不满，从各方面

支持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甚至直接出兵参战。国民党对此极为恼火。１９４４年３

月１７日，蒋介石向罗斯福告状，认为这种事态“严重影响远东作战”。罗斯福４月８日复

信说：“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联合作战之行动或态度，均非所宜，凭善意与自制，则联合国分

子中发生之误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他要求蒋介石“表现现实政治风范⋯⋯冻结最近事

件，直至战争结束”。〔１５〕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访华。他在与

蒋介石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中苏关系，并称：“任何可能导致中苏两国冲突的问题都不应悬而

未决”，美国“十分愿意”在两国间“进行斡旋”。〔１６〕总之，罗斯福希望中苏改善关系，

而不给美国战后亚洲蓝图的实现造成妨碍。 

    第三，美国一直关注着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担心战后中国爆发内战。罗斯福希望

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使战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亲美的国家，并于１９４４

年９月派了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冲突。美国的这一政策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美国密切注视着

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早在１９４４年１月，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John Davis）就估计，

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华北和东北“有可能变成俄国的卫星国”。〔１７〕哈里曼在１２月

警告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前中苏两国政府间没有达成一种安排，“苏联将支持

北方的共产党人，并把红军解放的中国领土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他们”。〔１８〕９月当中国驻

英大使顾维钧访问美国时，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也对顾强调了苏联

充当中共后盾、并支持他们深入东北的可能。〔１９〕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对华政策就

难以实行。雅尔塔会议前夕，国务院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要争取苏联对中国最大限度

的联合的支持”，“应当敦促苏联运用其对中共的影响促使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定。”〔２０〕 

    总之，美国既需要苏联军事上的支持，又要限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战后亚洲既需要苏

联的合作，又要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美苏之间和中苏之间达成事先的安排就是不可

避免的了。 

    既然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求于苏联，苏联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早在１

９４３年１２月，斯大林就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向罗斯福表示，他对远东有一些要求。他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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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大连应当成为国际自由港，苏联西伯利亚的输出入贸易应能通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经由大连港进行。〔２１〕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斯大林则更明确地向哈里曼提出，要求将库

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还苏联，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

同时，他保证苏联不干涉中国对东北的主权。〔２２〕正因为罗斯福早已知道苏联的条件，

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当２月８日斯大林在与罗斯福的单独秘密会谈中提出这些要求时，双

方很快就协定大致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罗斯福并没有要求斯大林就在中国内争中支持国民党

作出明确保证，但斯大林显然已经猜透了对方的心思，主动表示，为了建设抗日统一战线，

“蒋介石应当担任领导”。〔２３〕此后两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哈里曼进行磋商，

拟订了协定草案。文本再经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并征得丘吉尔同意，遂于２月１１日由三

巨头签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三国领导人同意，苏联在欧战结束二至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 

    １．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２．恢复１９０４年日本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 

    （１）库页岛南部及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２）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

基地； 

    （３）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管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苏联在该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

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３．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帮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下解放出来。〔２

４〕 

    协定还规定，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苏联的条件。罗斯福之所以敢承担这一义

务，是因为他早已了解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担心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意图，担心苏联支持

中共。当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要求蒋介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时，蒋表示，只要苏联同意尊

重东北的边界，他就接受罗斯福的建议。〔２５〕为了防范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国民政府早

在１９４４年春就着手拟订计划，以便在苏军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作战时，切断苏军与中共

武装之间的联系。〔２６〕尽管１９４４年６月斯大林在同哈里曼的谈话中、９月莫洛托夫

在同赫尔利的谈话中都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称蒋介石是中国最佳的领导人选，蒋也从

华莱士和赫尔利那里获悉了这一表态，他仍然“急于证实”苏联领导人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这是苏联确定无疑的对华政策，为此，他不惜作出外交上的让步。正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前，

赫尔利于２月４日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考虑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

科商谈。〔２７〕 

    协定签订后，苏联大大加强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在苏军发起对日进攻前，已经在远

东集结了１５０万人的军队，２．９万门大炮和迫击炮、５２００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

近５２００架作战飞机。〔２８〕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协定

对于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美、苏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和人

民，把中国利益私相授受，这就足以证明，名义上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

至在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往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协定既是美苏两国在远东实现了某种均势的表现，又是为了维护这种均势而缔结的，是

两国在划分势力范围上的一次妥协与合作。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恢复了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

去的权益，建立起了沿蒙古到我国东北、直至远东海上的安全带，得以有效阻止美国向临近

苏联边境的远东地区的渗透；美国通过确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同时，

换取苏联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并实际上承诺苏联势力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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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扩张，也就是承认中国的绝大部分为美国势力范围。协定就是这样一个美苏在远东互相

争夺和互相限制的产物。 

     

二 

 

    国民政府对三大国的雅尔塔会晤自然是十分关心的。但罗斯福与斯大林约定，协定暂向

中国保密，因此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得不到关于协定的准确消息。当３月１２日

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讨论情况时，罗斯福只是说，斯大林在对日

作战问题上作了更明确的表示，并提了三点。但他没有原原本本端出斯大林的要求，而是轻

描淡写地解释说，维持外蒙现状，主权仍属中国；南满铁路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只要求业务

管理权；苏联希望得到一不冻港，但这是将来的事，无须太急。对于协定罗斯福更是讳莫如

深。〔２９〕 

    罗斯福去世后，赫尔利曾经催促美国政府及早把协定正式通知国民政府。〔３０〕但杜

鲁门和国务院都认为时机未到。他们认为会议以后苏联对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政策违反了雅尔

塔达成的协议，因此对苏联的远东政策也产生了怀疑。 

    ５月下旬，杜鲁门派先总统的亲信顾问、病体未愈的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

莫斯科，一则是为了表示，他继续奉行罗斯福的政策，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就广泛的国

际问题摸苏联的底。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表示，苏联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它对中国（包

括东北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一旦红军开进东北，他将主动请中国政府指派代表，组织地

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还说，他对中国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在中

国领导人中是最好的，并将承当起统一中国的责任，他不认为中共领导人有蒋  那样好，也

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他进而表示，国共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与苏联无关。他

还提到，战后苏联将自顾不暇，英国亦将忙于别处的事情，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资本和人

才、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斯大林希望宋子文７月１日前往苏联谈判，并称，如果

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条件，红军将于８月参加对日作战。〔３１〕 

    斯大林所重申的苏联对华政策使杜鲁门感到放心和满意。６月９日，他指示代理国务卿

格鲁（Joseph Grew）致电赫尔利；电文前半部分转述了斯大林与霍普金斯的会谈情况，后

半部分是协定条款；他要赫尔利在６月１５日正式将协定与苏联承担的义务作为他建议的中

苏条约  纲要通知蒋介石，并竭力取得后者的同意。他强调说，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

并支持苏联的要求，他本人支持这个协定。〔３２〕 

    这样，美苏两国就把协定这个既成事实强加给了中国。对于两大国的联合意旨国民政府

是不可能违抗的，但蒋介石希望增强他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地位，竭力想拉美国参加中苏谈判，

并以一项多边条约来代替中苏双边条约。他提出，美国如有共同使用旅顺口的意向，中国可

以使之成为四强共用的军港。这一建议显然不符合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谅解，并会使事情变

得复杂化，于是美国表示无意共用旅顺港，不便参与中苏条约谈判。〔３３〕美国这时只想

让中国去落实协定，而不愿再生枝节。 

    ６月３０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苏大使傅秉

常抵达莫斯科，中苏条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自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１

２日，会谈６次；第二段，８月７日至１４日，会谈４次。苏方参加谈判的有斯大林、外交

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等。 

    在头两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确认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在与霍普金斯谈话中所表示的

对华政策立场，并说，中国应当容纳自由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分子）参加政府；

但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宋子文说，如果搞联合政府，

一党退出，政府便将倾倒，因此国民党不愿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说：“此为国民党正当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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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３４〕 

    在讨论苏联的具体要求时，双方在外蒙问题上相持不下。中方认为，允许外蒙独立，则

有损中国领土完整。苏方坚持说，从战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对苏联远东领土的安全至为重要，

如果有一个军事力量（斯大林承认他指的是美国）从外蒙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

苏联就完了。〔３５〕显然，苏联是要把外蒙作为保卫西伯利亚的屏障。 

    美国政府虽没有介入谈判，但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宋子文每天都向哈里曼通报谈判

情况，哈里曼又及时向总统和国务院报告。当谈判在外蒙问题上出现僵局后，宋子文于３日

会晤哈里曼，询问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维持外蒙现状这一条作何解释，美国政府如今又

作何解释。次日，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回电说，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这一条

没有进行讨论，这一条的字面意思是：外蒙古现在的实际状况和法律状况应予维持。他特别

指出，美国政府不能对协定文本进行解释，哈里曼可能向宋子文提供的情况是非正式的，不

能用于同斯大林的讨论。〔３６〕哈里曼随即把国务卿的回电通知宋子文，并敦促他与苏联

达成协定。 

    贝尔纳斯在这里对“维持外蒙现状”的解释仍然是笼统的、含混的，而不是具体的、明

确的。他电报中一段哈里曼不得外传的说明倒是道出了个中道理。他说：“据我们理解，现

状是指，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但实际上这一主权没有实施。依据１９２２年的

《九国公约》，美国政府审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表示，即认为如同外蒙古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

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１）外蒙古的法律状况和实际状

况是矛盾的，可见贝尔纳斯自己说的两种状况都要维持只是搪塞中国的遁词；（２）既然雅

尔塔协定上白纸黑字写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字样，这就表明美国实际已经承

认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３）美国明知这样做是违背《九国公约》关于“尊

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规定的，因此总感到心虚，为了保全面子，不

愿把事情点破说穿，因此总是含糊其词，使人不得要领；（４）美国还担心，外蒙古的事情

可能在别的边远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可能影响当时正在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疆。贝尔纳

斯的这段话确也道出了美国的苦衷。 

    整个谈判期间，蒋介石对宋子文进行遥控。接到宋子文７月３日关于如何打开外蒙古问

题僵局的请示电后，蒋介石及其阁僚绞尽脑汁，然后于６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可以承认外蒙

古在战后独立，条件是：（１）苏联完全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即旅

顺军港由中苏共用，但行政管理权归中国；大连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属中国；中东铁路由

中苏共同经营，但属中国所有、归中国管理；（２）苏联承诺不给中共以任何支持；（３）恢

复中国对新疆各地的主权，苏联不再支持新疆的革命活动。〔３７〕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宋子文立即找哈里曼征询意见。哈里曼说，蒋的有些要求是不现

实的，如果蒋真愿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则该港应由苏联管理和防卫；对于大连，中

国只宜争行政权，码头仓库可由中苏共同管理；对于铁路，中国宜争所有权，而应准苏联参

加管理。哈里曼分析谈判成败的利弊得失说，如果中苏现在不达成协定，则苏联进兵东北，

将无所约束，对中国更加不利；如果两国达成协定，则苏联“将帮助国府，统一中国”。〔３

８〕但哈里曼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当他向国务院汇报这次谈话后，国务院没有给予纠

正或作出新的指示，可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 

    ７月９日的会谈打破了外蒙问题上的僵局。斯大林同意了蒋介石上述６日电报中提出的

后两条要求，也原则同意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但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上仍然基本坚持原

先要求：铁路归苏联所有，两国共管，苏联经营；大连应划入旅顺租借地（但不用租借名义）

军事区域之内，由中苏共同控制。他只是答应把原先要求的关于铁路和港口的协定期限从４

０年减为３０年，并作了其他一些小的让步。７月１１、１３日的会谈也未能根本消除双方

的分歧。〔３９〕由于斯大林、莫洛托夫要在１４日启程去参加波茨坦会议，谈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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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一行于１４日回重庆。 

    国民政府在中苏第一阶段谈判中虽未能得到美国支持，但它在大战中已经习惯于依赖美

国的援助和支持，而且认定美国不会作壁上观，因此仍然指望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取得美国的

同情和支持。７月１９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说，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已经超过了协定

的要求，也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舆论能够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

林说明，中国迄今所采取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现实的要求。〔４０〕 

    关于美国应当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也来自美国政府内部。哈里曼虽曾不断劝宋子文作出

让步，但他认为斯大林的要求也确实过分了。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到达巴贝尔斯贝格（柏林

郊区，美国代表团驻地）后，于７月１８、２８、３１日三次给国务卿写备忘录，详细介绍

中苏谈判的情况，指出，中方在谈判中的让步已经完全履行了协定的要求，苏方的条件超过

了协定的规定，而中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是无法抵制苏联的过分要求的。他认为，既然协

定已经使美国介入了中苏谈判，美国理应就双方仍有分歧意见的协定条款作出解释，不然，

“宋子文将被迫作出违反我们基本的对华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让步”。他要求苏联保

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为此草拟了《议定书》。〔４１〕国务院官员杜曼（Eugene 

Dooman）和中国科科长范宣德（John Vincent）在７月１７、１９、２３日四次给国务卿和

助理国务卿写备忘录，表达了与哈里曼相同的意见，建议总统和国务卿借波茨坦会议的机会

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面谈中苏谈判之事，必要时把宋子文请来一起参加讨论。陆军部长史汀

生（Henry Stimson）也于１５、１６日分别敦促总统和国务卿说，一定要确信，不能因为

苏联控制了铁路而使美国在东北的贸易受到障碍。〔４２〕 

    波茨坦会议前夕，７月１６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得

知这个消息后，杜鲁门询问马歇尔，在太平洋战场是否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马歇尔没有正

面作答。他的意见是，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不再需要依仗苏联帮助来征服日本，但有这种

帮助将使胜利来得快些，美军伤亡少些；再说，反正苏联会取得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因此请

苏联参战仍是可取的。〔４３〕这就是说，苏联的参战对美国来说不再像５个多月前那样是

必不可少的了。既然如此，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而斯大林则首先

说起此事。在三国首脑７月１７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首先重申了他在雅尔塔作出的对

日作战的保证，并说，苏联将在８月中旬作好准备。接着，他介绍了中苏谈判的情况，并且

抱怨说，中国人的毛病在于“不懂得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的诀窍”，他们在每一个小问题上

斤斤计较，  而看不到全局。当时，杜鲁门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欧洲的那些麻烦事占据了，

对于中苏谈判他分不出多少精力。他只是简单地谈到大连问题，说，美国希望确信，大连将

成为一个开放港。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苏联取得对该港的控制，它将是一个开放港。贝尔纳

斯接着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大连港的控制权仍归中国。〔４４〕除了第一次会上这样简短

的意见交换外，会议期间再未提到中苏谈判问题。 

    ２３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１９日的电报说：“我曾要求你履行雅尔塔协定，但不曾要

求你作出超过协定的让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帅在对协定的正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

你将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谅解。”〔４５〕这个答复暗示，对

于斯大林提出的过分要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予以抵制，但它没有说明，哪些要求是过分的，

而只是要求中苏两国自己去谈。因此这个答复仍然是含混其词的。 

    ７月２６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苏联正忙于调兵

遣将，紧张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贝尔纳斯感到，在苏联参战之前，中苏必须谈成条约。２

８日，他致电赫尔利，要他催促宋子文尽早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 

    ８月８日，宋子文与新任外长王世杰继续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当时，战争形势在

迅速发展。６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８日，苏联对日宣战，向关东军发起猛烈

进攻，１０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国民政府也在忙着组织军事和民政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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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苏军解放东北时进入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苏都希望尽快达成中苏条约。当中

苏双方在１０日谈判中仍为条款争持不下时，斯大林威胁说，中方最好还是尽快达成协定，

不然，“共产党人就要进入满洲了”。〔４６〕这个威胁正中国民党人的要害。８月９日，毛

泽东已经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

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４７〕蒋介石担心中共得到苏联支持后迅速扩大势力，占据东北、内蒙等地。在这种情况

下他唯有再作让步。８月１１、１３日，他两次致电宋子文等，准予他们“权宜处置”“未

决事项”。〔４８〕 

    在第二阶段，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苏谈判。贝尔纳斯于８月５、９、１１日三次

指示哈里曼说，宋子文已经履行了协定的规定，斯大林不应再迫使他作更多的让步；大连不

能包括在旅顺的军事区域之内成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与中国订约的同时，应作出在东北

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该保证书应与中苏条约同时公布。哈里曼于８月８、１４日

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并于８月１２日致函莫洛托夫进行交涉。〔４９〕在美国的干预下，

苏方也不得不再作些妥协。 

    ８月１４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４项附加协定（以下总称中苏条约）签订。〔５０〕

中国方面作出的主要承诺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战后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这种愿望；

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平均所有，由两国合办公司共同

经营，铁路理事会、监事会中苏成员各半，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人员任监  事长和路局

局长，其他重要职员由双方平均充任；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仅供两国使用，具体事项由中苏

合组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担任）处理，海军基地由苏方防护，民事行政属于中国；

大连战时划入旅顺军事区，平时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中国允

将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方面在条约中作出的主要保证是：苏联政府的

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尊重

中国对东三省之充分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关于新疆事变，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苏条

约有效期为３０年。 

     

三 

 

    简单回顾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条约的中美苏三国关系，我们不难得出下面一些看法。 

    大战末期，美、苏两国都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虽然英国是大战中的主要盟国之一，

中国也号称是“四强”之一，但美、苏两国主要还是从两国主宰世界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

的。两国的利益无疑是有矛盾的，争夺自始至终存在着，但当时，两国合作的设想无疑是首

要的和主要的。正如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当包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内的美国代表

离开雅尔塔时，他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兴高采烈的。他们确信⋯⋯这是一次最令人鼓舞的

会议”。〔５１〕霍普金斯自己也这样说到雅尔塔会议：“我们确实在我们的思想中相信，这

是我们大家多年来祈求和谈论的新的一日的曙光。⋯⋯俄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是通情达

理和有远见的，总统的或我们任何人的脑子里都完全没有疑问，⋯⋯我们是能够同他们一起

生活而且和平共处的。”〔５２〕在波茨坦，尽管使战时盟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已经越来越

少，但会议的主调仍然是妥协和合作，而不是争夺和对抗，因为当时美苏双方都需要和平和

安全，都承认只有它们的继续合作才能达到这些目的。这是美苏确定对华政策和美国确定对

中苏谈判立场的大背景。在中苏谈判的两个阶段中，美国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它的主要注意

力由压中方作出让步转为帮中方抵制苏联的某些要求，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担心苏联

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关闭。美国后期对谈判的干涉，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而是为了维护

美国在东北的利益。 



《美国研究》1990年冬季号 64 

    处在美苏合作安排世界事务的大气候下，国民政府面临着两国的联合压力。对于协定，

国民政府不论理解与否、愿意与否，都是要执行的。因为在大战中，美国通过财政、物资和

军事援助，已经同国民政府建立了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已经离不开美国，不能没有它的支持，

而只能听从它的安排。国民政府尤其不能既违背美国的意旨，又对抗苏联的要求。这几个月

的中美苏交涉证明，号称“四强”之一的中国，其实只不过是美苏两国布下的“国际象棋”

中的一枚棋子，这枚棋子是不自由的，它只能听从棋手的摆布。中国作为二次大战的主要参

战国之一，在按照庄严的《开罗宣言》的规定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之前，却已经有一部分

主权被让出去了。就在中国经过八年浴血苦斗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苏两国联合起

来，把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中国，中国的无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政府签订中苏条约完全是出于被迫的。 

实际上，条约谈判是两方一桩讨价还价的买卖。在这场美苏之间、中美之间的交涉中，苏联

手中的筹码显然比它的对手多些，它看准了国民党担心苏联支持中共这个致命伤，乘人之危，

损人利己，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国民党为了战后孤立中共、消灭中

共的需要，不惜出让民族利益。交涉的结果，美、苏、中三方居然都对中苏条约表示满意。

贝尔纳斯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欢迎这一条约，把它看作是“继续和睦和互助的一

个实例”，是“今后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后来责难这个条约的赫尔利也曾在９月６日

致电国务院说：“这些文件（指中苏条约）的公布确凿无疑地表明，苏联支持中国的国民政

府，两国政府对满洲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官员和报纸把中苏条约看作是苏联希望和平、

友谊和正义的又一证明。宋子文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

表现的诚意鼓励了我对巩固中苏关系的信心”。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总的说

来是满意的”。〔５３〕美苏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实现了雅尔塔协定的规定，把战后远东

的雅尔塔格局落实了下来，国民政府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描绘的不是“共产党征服中国

的蓝图”，而恰恰是国民党统一中国的蓝图。 

    自然，后来中美苏三国关系并没有按照当时各方所预期的那样发展，那是因为中国共产

党不愿任随大国的摆布，要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也是因为苏联执行两面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援助中国革命，但那是后话了，已经不属于协定和条约本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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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 
 

——回顾与思考 

 

 

杨玉圣 

 

 

美国学的勃兴和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学术界熠熠生辉的崭新篇章。其来势之盛、成果之

多，已引起中外学人的广泛关注。 

     

一 

 

    美国学是伴随着中美邦交和中国的改革潮而步入泱泱学坛的。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的短短１０年间，从无到有，渐臻繁荣昌盛。凡研究机构、学术组织、人才培养、学术交流

等，莫不如斯。 

    应运而生于１９８１年５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的第一家、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家综合性美国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美国

研究系，即以该所为基础而设立。该所１９８７年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的关于美国

学的专门杂志——《美国研究》。自１９８９年第１期起，改由该所与中华美国学会联合主

办，其方向是争取“成为中国所有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共同的园地，成为大家交流对美国

的认识和理解的一个中心”。此外，该所还从１９８１年起创办了内部发行的综合性月刊—

—《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该刊自１９８４年７月起改为正式出版的月刊，在此之前为不定

期出版的内部交流资料。）迄今已出３４８期，影响日巨。坐落于南京大学、由南京大学和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１９８６年９月，开中美两国大学文

化交流中联合办学的先河。该中心已设立了美国学研究室，从１９８９年５月起，又创办了

以“南京大学学报专刊”形式出版的《中美文化研究》半年刊，其“发刊词”称：它将“坚

持严格的学术立场，恪守公正的客观精神，为使世界上这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伟大民族能够

真正地彼此相识和相处而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１９８６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是全国同类机构中绝无仅有的跨学科、实体性研究机构，该中心编辑文集、丛书，召集学术

会议，活跃异常。郑州黄河大学的美国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的中美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亦

属教学、科研的实体性机构。另外，１９８９年东北师范大学在该校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的

基础上已扩建而成美国研究所，这是中国在８０年代诞生的最后一家综合性美国学机构。 

    除上述实体性机构外，１０年来，有关高等院校还陆续成立了一批联络校内外美国研究

人员的学术活动中心。据笔者所知，已有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燕京美国

问题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主办有《美国研究丛刊》）、山东大学美国文

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美国研

究中心、洛阳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黑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学文献室等。 

    就具体的美国学分支学科而言，１０年来的收获也是相当大的。美国史研究方面，南开

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皆创立于６０年代初）不断充实和提高，前者

在１９８７年被国家教委评为该领域第一个重点学科，后者主办内部交流刊物《美国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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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资料》，历十数年至今。近年来设有美国史研究室的单位，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

大学。１９８９年，南昌师范专科学校设立了江西省美国史研究中心。美国经济方面的研究

机构，主要有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该所现主办内部交流刊物——《美加经济研

究》，设有美国经济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南开大学经济研

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美国

经济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美国经

济研究室（该室曾主办过《美国问题参考资料》，现已停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

室等。研究美国外交的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南京大学

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拉美研究室及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所等。１９８０年由美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扩建而成的山东大学美国文化研究所，是全

国唯一的以美国文学为专门研究对象  的学术机构，该所主办有内部刊物——《现代美国文

学研究》。《美国文学丛刊》系会址设于该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公开发行的学术季

刊。 

    会员遍布全国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主要是７０年代末成立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１９７

８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１９７９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１９７９年）以及中国“三

Ｓ”研究会（１９８４年）、中华美国学会（１９８８年）。这些学会广泛吸收和团结会员，

定期召开学术年会或不定期举办专题讨论会，组织重大问题的攻关研究，积极开展对外学术

交流，对于沟通、促进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对于活跃、深化中国的

美国研究，皆贡献良多，为学界所瞩目。 

    人才培养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并初见成效。从１９８１年起，我国首次培养出了自己

的美国问题研究方面的硕士，迄今已有４００余人；从１９８６年起，武汉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研究美国经济、美国现代

社会主义运动、中美现代关系史和美国教育的美国学博士。目前，从事美国问题教学与研究

的人员有１１００人左右，一支老、中、青学者相结合的中国美国学队伍已告形成，其结构

亦渐趋合理。前辈学者，壮心不已；中年专家，承上启下；青年学子，锐意进取。这是中国

美国学的希望。 

    与此同时，对外联系日益加强。相当多的学者赴美进修、讲学，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者

正在大洋彼岸攻读硕、博士学位，他们还先后组织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美政治学会、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学术活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亦召开了几次，而且相

当成功。如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由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发起、在北京召开

的中美学者共同参加的“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８年３月

底至４月初，复旦大学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

景”学术讨论会；中国国家教委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组织的首届、第二届中美美国学

研讨会，先后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

行；此外，中华美国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联合举办了“中

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当然极有助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 

     

二 

 

    ８０年代的中国美国学，著译累累，成果丰硕。大量的译著，自不待言。一批批学术著

作和论文的被推出，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大型美国研究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是象征中国美国学１０年来长足进步的重大收获。商

务印书馆的《美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译丛》、三联书店的《美国文化丛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丁名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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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杨生茂和刘绪贻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刘绪贻主编的《美国现

代史丛书》、董乐山主编的《美国与美国人丛书》，都已经陆续和读者见面。这标志着中国美

国学水平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吴纪先主编的《美国五十州》（１９８９年），是我国学者第一门全面介绍美国各州情况

的通俗读物。美国史的研究，基础较好，成果亦较多。就著作而言，主要有黄绍湘据其《美

国早期发展史（１４９２—１823）》改写而成的《美国史纲》（１９８７年）、陆镜生著《美

国社会主义运动史》（１９８６年）、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

展简史》（１９８７年）、刘绪贻与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１９４５—１９８６）》（１９

８９年）和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１９８９年）以及邓蜀生著《美国和移民》（１９

８９年）。美国总统传记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如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

逊》（１９８２年）和《罗斯福》（１９８５年）、张海涛著《吉米·卡特在白宫》（１９８２

年）、万松玉等主编《美国历任总统传》（１９８９年）、刘祚昌著《杰斐逊——近代民主的

先驱》、余志森著《华盛顿评传》，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印行，不久即与读者见面。

美国史工具书的编纂引起了有关人士的重视，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历史辞典》、李世洞主持

编译的《美国历史词典》已经完稿，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分别出版。此外，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０年）和《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

８３）》（１９８３年），收集了８０年代初期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代表性论文，不失为重

要成果的结晶。美国经济研究方面的成果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如徐玮著《美国近代经济史》

（１９８８年）、张友伦著《美国农业革命》（１９８３年）及其与人合著《美国工业革命》

（１９８１年）。不过，该领域的主要成果尚不在于此，而是集中于现当代美国经济，如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１９８１年）、褚葆一主编《当代美国经济》

（１９８１年）、洪君彦主编《当代美国经济》（１９８５年）、薛伯英主编《美国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和调节》（１９８６年）、龚维敬著《美国垄断资本集中》（１９８６年）、章嘉琳主

编《变化中的美国经济》（１９８７年）、龚维敬和甘当善著《美国垄断财团》（１９８７年）

以及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１９８８年）等。美国政治研

究方面的专著，主要是曹绍濂著《美国政治制度史》（１９８２年）和《论美国民主制度》

（１９８９年）、沈宗灵著《美国政治制度》、陈其人等著《美国两党制剖析》（１９８４年）、

李昌道著《美国宪法史稿》（１９８６年）和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１９８９年）。

对美国外交的研究，成果尚不显著，但中美关系史方面却呈一花独秀之势，如资中筠著《美

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0）》（1986 年）、李强著《美国与台湾关系史》

（1984 年）、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１９８５年）、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

（１－２辑）》（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汪熙等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１９

８９年）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编《中美关系十年》（１９８９年）。还应提到，

汪熙主编的囊括中、英、日等文字的大型索引类工具书——《中美关系史研究百年书目（１

８８９—１９８９）》，亦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董衡巽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上、

下）》（１９８７年）、朱虹编《当代美国小说家论》以及毛信德著《美国小说史纲》等，是

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文学的代表作。朱传一主编《美国社会保障制度》（１９８６年）、陈尧光

著《大洋东岸——美国社会文化初探》（１９８６年）和董乐山著《美国的罪与罚》，表明中

国学者在过去较为薄弱的美国社会的研究方面也开始有所收获。涂纪亮著《分析哲学及其在

美国的发展（上、下）》（１９８７年）及其主编《当代美国哲学》（１９８７年），是探讨美

国哲学的集大成者。此外，还应提到滕大春著《今日美国高等教育》一书，在国人为数甚少

的同类著作中，该书仍不乏其拓荒的意义。 

    与上述著作相比，大量的论文、译文和资料之纷纷发表，也许更能形象地展现８０年代

中国美国学的发展势头；为数不能算少、质量已达到相当程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从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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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侧面映衬了中国美国学的前景。表１按时间、表２按主题作了形象的说明，〔１〕请参见： 

表 1  80 年代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统计(按时间) 

类别 

篇数 

年度 

论文 译文 资料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合计

1980 205 123 255 0 0 583 

1981 182 145 412 31 0 770 

1982 249 153 457 38 0 897 

1983 285 250 543 12 0 1090

1984 306 344 655 48 0 1353

1985 320 246 599 75 0 1240

1986 452 305 776 42 1 1576

1987 482 271 759 72 1 1585

1988 565 289 635 77 5 1571

1989 340 116 356 26 1 836 

合计 3386 2242 5444 421 8 11501

 

表 2  80 年代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统计(按主题) 

类别 

篇数 

主题 

论文 译文 资料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合计

综合类 4 16 31 0 0 51 

美国历史 590 426 678 93 1 1788

美国政治 213 200 450 39 0 902 

美国经济 828 390 1045 72 2 2337

美国社会 139 307 475 8 0 929 

美国科技与教育 101 136 477 5 1 720 

美国文学 437 261 831 70 0 1599

美国哲学社会科学 379 281 696 35 0 1391

美国军事 106 27 313 7 0 453 

美国外交 269 124 245 46 0 684 

中美关系 320 74 203 46 4 647 

合计 3386 2242 544 421 8 11501

 

三 

 

中美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

美国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学术宽容精神不断得到提倡、光大。与过去水波不兴的

沉闷局面迥然有异，８０年代的中国学者解放思想，围绕着美国问题研究开展了热烈、深入

的学术讨论与争鸣。以美国史为例，从美国殖民地时期史迄战后美国史，几乎各个不同时期

的重大问题都存在不同的学术论点。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是不是美国古代史、如何分析门罗

主义的性质和作用、怎样分析美国内战前南部妥协问题、林肯对奴隶制态度如何、南部重建

的结果怎样、如何评价罗斯福新政、怎样看待战后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内政措施，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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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围绕美国经济研究而展开的争论，亦不在少数。举其要者，如关于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特点、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性质、战后美国物价

上涨的原因、８０年代初美国是否爆发经济危机、里根经济学的成败、美日贸易摩擦的根源、

美国垄断财团的变化，等等，都是中国学者在８０年代不断讨论的热门话题。美国外交、美

国政治、美国文学等方面，亦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论。概言之，这些争论基本上是健康的，都

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具体问题作出的独立判断。这些争论也是很正常的。真理愈辩愈明。

至于在有的讨论中一度出现挖苦对方的不文明现象，是让人不愉快的，但这只是个别的特殊

现象。当然，我们更欢迎以理服人的平等讨论、更期望宽松融洽的学术氛围。在这一点上，

笔者赞同汪熙教授等的中肯之见，即：“任何学术的发展，都必须在讨论与争鸣中前进，⋯⋯。

通过争鸣，可能使一个研究工作者获得一个长期搜求不到的资料；或打开一条苦苦思  索的

思路；或补充一个片面的片断；等等。这些收获常常会使一个研究工作者更接近真理一步，

其乐无穷。健康的讨论与争鸣总是促进学科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希望有影响的学术

机构和有影响的学者在树立良好的学风方面起一个带头作用”。〔２〕 

    对敏感度强、但又有现实意义的“禁区”问题，努力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从一个重要

层面一展中国学术界思想解放的新姿。问题不仅在于中国学者的大量著译成果表明这一研究

被大大地向前掘进了一步，而且在于中国学者已摆脱过去戴有色镜、用一只眼看美国的积习。

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战略需要，不能不使中国学者首先面向严峻的现实。如

实地研究美国，已逐渐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其实，１０年来的巨大成就舍此是无从谈起的。

不是说这些成果皆已尽善尽美，但这种探索所凝聚的理论勇气本身，正是一种非常难得、十

分可贵的学术风尚。否则，固步自封，陈陈相因，何从谈起学术进步与繁荣？又何从谈起中

国美国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四 

 

    中国美国学，归根结蒂，即中国学者从严格的学术视角对美国的过去与现在所作的系统

阐释。这是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 

    “过去很长时期里，我国的美国研究⋯⋯没有被摆在恰当的位置，要么没人重视，似乎

取消了也没关系；要么要求它对政府领导随时想到的问题总能拿出现成答案来，这是违反科

学工作规律的，因为一个长期研究的课题不可能围着一时的需要转”。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１９８８年岁末接受新华社记者袁专访时所说的。她还谈到以往研究

中存在的一些缺陷，“过去我们国内研究〔美国〕外交问题总是针对具体外交政策以研究中

国的对策，很少从多方面的联系来研究，例如外交思想、决策过程、与内政的关系等。过去

研究经济，总是认为美国年年有危机，现在改变了片面看法，但对美国经济体制的系统研究

还有待开展”，“我国一直很少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一般人想到美国政治就局限于谁可能当

总统，具体政纲是什么，而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政策（治）制度，三权分立是

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都没有专门研究”，〔３〕等等。为什么要研究美国？怎样研究美国？

资中筠的见解是很值得深思的。 

    中国美国学是诞生、成长于中国的学问。它关注过去、现在与未来，理应融以时代气息、

中国特色和东方风格。中国美国学究竟如何充分体现中国人缜密、科学的美国观？这是一个

亟待探讨的学术命题。〔４〕 

    中国美国学已经实现了零的突破。对中国人晚清迄今介绍、研究和认识美国的惨淡历程，

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这是中国美国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５〕 

    中国美国学建设与发展的全面规划，甚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基本上孤军奋战、一

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于中国美国学新局面的开创。应该有计划地协调全国的力量，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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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美国。我们吁请创建全国性的中国美国学信息中心；待条件成熟

时，建议促成出版《中国美国学年鉴》。 

    美国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中国美国学应当  在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流年似水，世事沧桑。辞别风云激荡的８０年代，我们已经拥抱了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

的第一春。一切尚待艰苦研究与探索，尤赖求实精神的张扬。 

    我们期待着９０年代中国美国学的更大进步。 

     

注释： 

 

〔1〕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2〕《中美关系史论丛》，第８、９、５页。 

〔3〕《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第４４、４３页。 

〔4〕笔者在《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一文中，曾从一个侧面初步谈到这一问题。该

文将刊于近期《世界历史》杂志。 

〔5〕参见拙文：《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几点初步想法》，《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

总第４６期（１９９０年２月）。 


